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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背景
1.
1989年10月11日，律政司與首席按察司根據總督會同行政局於1980年1月15日授予的權力，要求法律改革委員會（下稱“法改會”）研究“私隱權”這個課題。法改會的研究範圍如下：
“研究對私隱有影響的現行香港法律，並就需否以立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個人的私隱受到不適當的干擾和提供針對這些干擾的補救方法作出報告。研究報告須特別關注下列事項：
(a) 有關個人的資料及意見被任何人或團體（包括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個人或法團）取得、收集、記錄或儲存；
(b) 上文(a)段提及的資料或意見被人向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任何人或團體（包括任何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個人或法團）披露或傳送；
(c) 私人處所被人以電子或其他方法侵擾；及
(d) 不論以口述或記錄方式作出的通訊被人截取；
惟任何研究不涉及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逮捕和違反保密責任這兩個課題的研究範圍。”
2.
法改會委出一個小組委員會研究現行的法律並擬定建議。這個研究私隱問題的小組委員會成員為：
馬天敏法官，G.B.S. （主席）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

白景崇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江偉先生
江卓高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朱楊珀瑜太平紳士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

韋利文教授
香港大學法學及法理學講座教授

黃國華先生
亞洲二千有限公司中文編輯

劉智傑先生
香港上海豐銀行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兼個人銀行業務主管

歐禮義先生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專員（憲制事務）

鮑卓善先生
Record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td. 
首席顧問

蘇禮賢先生
前香港印鈔有限公司總經理

3.
小組委員會的秘書是高級政府律師簡嘉輝先生。
4.
小組委員會研究過有關下列課題的法律：(a)個人資料的保障；(b)監視和監聽活動；(c)截取通訊的活動；(d)纏擾行為；和(e)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本諮詢文件旨在研究除了《纏擾行為》、《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及《規管監察和截取通訊的活動》等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外，是否需要立法或採取其他措施保障市民的私生活免受新聞媒體的不當干擾。新聞媒體的工作性質獨特，有可能侵犯個人私隱，是促使小組委員會探討這個問題的原因。
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
5.
傳媒有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是源於美國的哈欽斯新聞自由委員會的研究。
 世界新聞評議會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確認，自由的新聞媒體雖然毋須向政府負責，但它們必須向公眾負責。該協會宣稱，“自由的新聞界這個權力階層所隱含和固有的一個概念，就是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使他們的權力和履行職責。

6.
在1990年進行過一次關於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全面意見調查，
 結果顯示絕大部分新聞工作者認為下列準則對新聞業是重要的：客觀報道（95%）；迅速向公眾報道（95%）；分析和詮釋複雜的事件（92%）；監察政府（88%）；以及為民喉舌（80%）。約有65%的新聞工作者認為“教育公眾”和“提高公眾的文化水平”是重要的。衹有約三分之一的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機構“迎合大眾口味”和“提供娛樂”是重要的，而“事件對社會的影響”是新聞工作者在判斷某事件是否有新聞價值時最關鍵的因素。
7.
然而，一些傳媒機構較重他們的經濟需要。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1999年3月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高達41%的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的報道是“不負責任”，較1997年9月所得的調查結果24%為高；衹有17%的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的報道是“負責任”的，較1997年9月調查所得的結果41%為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也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報章的問題是道德操守問題，與政治無關，而巿場競爭正是傳媒採訪新聞時妄顧道德操守的主因。
 這份研究結果也顯示香港報章的公信力正日走下坡。

8.
香港所有傳媒機構，除了屬於政府部門的香港電台之外，全是牟利的商營機構。它們現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嶄新的媒體如收費電視、衛星電視、自選影象服務、以及在互聯網上提供的各類服務，正蠶食本地出版機構和廣播機構的巿場。傳媒業競爭激烈，傳媒東主最關注的自然是維持或增加巿場佔有率，專業和道德操守因不敵商業競爭的需要而變成次要。一些傳媒機構覺得難以抗拒採用其他機構有可能會在它們的報章或節目內搶先報道的資料。由於擔心競爭對手翌日搶先報道獨家消息，有些編輯和記者會受到壓力，使他們在消息不涉重大公眾利益的情況下也會侵擾他人的私生活。為了維持讀者人數或提高銷量，部分新聞媒體甚至把報章的編採風格轉向煽情路線，原因是資料愈涉及私隱，報章就愈暢銷。然而，傳媒的道德操守會因煽情的報道而受到威脅，尤以搜集資料的方法和陳述故事的方式這兩方面為然。

9.
《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在報業巿場的主導地位也惹人關注。在《太陽報》於1999年3月發行之前，《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讀者人數佔香港報章總銷量的70%。
 要是其中一份主流報章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不單會影響該份報章的公信力，也會連帶影響整個新聞界的公信力。社會責任對於在這種環境下運作的新聞界尤其重要。正如約瑟夫‧普立茲(Joseph Pulitzer)觀察所得︰

“沒有最崇高的理想、仗義執言的志向、對所遇問題的精闢見解、以及真誠的道德責任，新聞事業便會淪為一個衹顧商業利益、圖謀私利、以及與公眾褔祉為敵的行業。”

10.
《英文虎報》的一篇社論指出公眾應警惕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

“公眾的知情權與個人的私隱權兩者之間的界線有時很難劃清，這點對於那些受到這種傳媒滋擾的受害者來說誠屬不幸。劃清這條界線的責任很多時落在一小撮傳媒工作者身上，他們所作出的決定也經常受市場支配，尤其是像香港這樣的地方，市場決定一切。那些說這既不公平也不道德的人也許言之成理。不過，除非社會人士坦率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否則依然是由巿場決定一切。”

11.
美國新聞編輯人員協會所採納的基本原則訂明︰

“第一修訂案保障言論自由不受任何法律規限、並保證人民可以透過新聞界享有一項憲法權利，故此報人須肩負特殊的責任。…… 採訪和發布新聞和意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使人民知情來讓他們可以就時事下判語，以改善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了自私的目的或沒有意義的目的而濫用這個行業所享有的權力的報人，是辜負了公眾對他們的信任。”

12.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委託編寫的《麥拜德最後報告書》指出：
“‘要負責任地行使自由’這個概念，必然會包含對專業道德的關注……。目前，像真實、準確和尊重人權等價值觀並未全面獲得落實。較高的專業水平和較強的責任感是不能藉政令來達致，也不能單靠個別新聞工作者的良好意願來達致；而聘用新聞工作者的機構既可以改善但也可以妨礙他們的專業表現。……就如其他行業一樣，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機構都是直接為公眾服務，因此公眾也有權要求他們就他們的作為向公眾負責。到目前為止，在各國為了確保傳媒機構會對其作為負責而制定的機制之中，本委員會認為報業評議會、新聞評議會、報業申訴專員等機制，和如數個國家般，由評論新聞質素的刊物對業內人士的表現加以批評等等做法，均各有優點。……世界各地都有職業道德規範。許多國家所採用的道德規範都是由專業組織自行制定。在國家層面和（在某些情況下）在區域層面訂立道德規範是可取的做法，但這些規範必須是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由有關的行業自行擬定和採用。”

13.
我們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下文所述的意見是獲得公眾支持的︰

“報紙和傳媒事業，也不能絕對聽從巿場導向，只管銷量和盈利而不問社會效果。報紙和其他傳媒，都是社會公器，對公眾會造成影響，所以也得承擔社會責任。新聞報道更是應該以真實、公正為原則，而傳媒的操守應該受到公眾監督。”

14.
我們深信社會責任可與新聞自由和新聞機構自主並存。自由與責任並不是相互排斥的。

本諮詢文件的結構
15.
我們會在第1章研究私隱權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關係。第2章會探討香港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問題。第3章會介紹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新西蘭、秘魯、瑞典、台灣、英國和美國的情況。第4章會論述香港的新聞專業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並探討自律能否解決傳媒侵犯私隱所引起的問題。第5章和第6章會探討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的架構去保障個人私隱免受傳媒侵犯是否可行。第7章會研究立法成立一個獨立組織去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是否可取。第8章會探討這個獨立組織的組成、功能和權力。
16.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新聞工作者”一詞在本諮詢文件中包括記者、攝影記者、專欄作家、新聞報道員、新聞行政人員和編輯。
第1章
私隱權與發表意見的自由

發表意見的自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1
在1997年7月主權交接之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各項權利與自由均藉關於香港的《英皇制誥》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得以落實。而自1997年7月起，作為香港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已取代了《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the Royal Instructions)。《基本法》第39條規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1.2
《基本法》的序言述明《基本法》是為了“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在《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具體說明這些“基本方針政策”，其中包含香港特區政府“保持香港原有法律中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言論〔和〕出版……自由”。

1.3
《基本法》第27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該條僅指明《基本法》所保障的某類權利和自由，而並非宣稱禁止以立法方式限制這些權利和自由。第39條容許對《基本法》第三章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權利加以限制，但該等限制須依法規定，且須符合關於人權的國際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4
發表意見的自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國際公約》）所保障的其中一項基本人權。該公約第十九條第二及三款規定：

“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送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衹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1.5
值得注意的是，在草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第十九條的總體意見》時，曾有人提出加入以下條文：“個人必須能夠確實地享有這項權利，以確保他得以享有《國際公約》所保障的其他權利”
，但這項意見最終沒有被納入上述《總體意見》內。這可以說是表示發表意見的自由雖然重要，但仍不獲賦予它在美國的憲法中所享有的超然地位。

1.6
發表意見的自由可以侵犯其他人的權利（包括私隱權）。《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述明行使自由發表意見這項權利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這項提述是向締約國明示可藉此對抗現代大眾傳播媒界的濫用權力行為。支持上述建議的國家均認為發表意見的自由既是珍貴的傳統，亦同樣是“危險的工具”。這些國家一貫認為，由於現代傳媒對人類的思維以及國內和國際間的事務有強大的影響力，所以在行使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方面，應特別強調所帶有的“義務和責任”。

1.7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衹將這些義務和責任形容為“自由發表意見的原則與釐定個人權利實質範疇的各種限制及約束之間的相互作用下的產物”，
 而沒有對其性質作出論述。但這些義務和責任一般被推定為包括真實準確和不偏不倚地報道新聞及提供資訊的責任；
 亦有人提出這表示發言者有責任不濫用其權力，以免損害他人。
 要決定這些“義務和責任”的性質，便需要找出有關人士的身分、所發表資訊的內容、及發表資訊的媒介。如果某人選擇在報章上發表關於幼童、罪案受害者或其他易受傷害的人的私人資料，則可以說該人有特殊責任不讓所涉的人受到傷害。

1.8
基於《國際公約》的規定，發表意見的自由可以受到為了尊重他人的權利而有需要施加的限制。文弗烈．魯瓦克(Manfred Nowak)指出，第19條並非完全禁止對發表意見的自由加以限制，可以施加的限制包括審查和禁止散播言論、沒收作品，禁止在集會中發言等。
 他說要決定每一種類的干預是否可在某一個別情況下獲准，須以第三款所列的限制為基礎詳細加以研究。而記錄該公約的預備工作的文件顯示它意欲完全禁止的衹是對言論的事前審查。

1.9
任何可獲准的限制須“由法律規定”，且衹可為該條所指明的其中一項目的而施加，更須是為達致該項目的所“必需”的。將“必需”定為所須條件之一，暗示有關限制得在嚴謹程度和強度上與所尋求達致的目的相稱。相比《國際公約》的其他條款，第19(3)條並無提述民主社會的需要。因此，我們可以辯說評核是否需要施加限制的有關準則並非民主的原則，反而是這些限制在某一個別情況下是否相稱。

1.10
雖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它所提出的《總體意見》中，沒有對第三款中所述得以施加限制的指明理由的範疇作出任何評論，但是該委員會曾經裁定基於某項節目會鼓吹同性戀行為、不能控制觀眾的反應、或不能排除會對幼年人產生壞影響等原因而施加某些限制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魯瓦克認為受到保障的“其他權利”亦包括第十七條下的私隱權，而保障這些“其他權利”是限制發表意見的自由的充分理由：

“儘管草擬第19條的人把主動尋求資料的權利寫進公約裏，但這不會改變締約國因第17條而需要負上的保障個人私隱不受煽情的新聞報道影響的責任。最重要的是立法機關必須防止個人資料被人任意檢取的情況發生。此外，公約第14(1)條明文規定可以為了保護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而限制公眾（尤其是傳媒）出席法庭的法律程序或取得有關資料的自由。

其他人的權利和名譽可通過由刑事法、民事法及／或行政法制定的措施而得到保障。舉例說，公約第19(3)條是訂定處理短暫或永久形式誹謗或嘲諷的刑事條文的充分理由，猶如該公約條文是訂定保護版權的條文或支持榮譽遭破壞或私隱被侵犯的人根據民事法申索賠償的充分理由。”

1.11
至於第19條所述的“保障道德”一詞，既可隱含保衛整體社會的道德精神或道德標準，亦可包含保障某些人或某些種類的人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權益或福利，這是因為他們心理上未成熟、精神上殘障或生活上須倚靠他人而需受到特別保護。
 就保障個人而言，這詞語同時顧及心理以及生理健康的保障；如涉及兒童的話，亦涵蓋保障兒童精神狀況的穩定性和使他們不會受到嚴重的精神困擾。

1.12
即使某項限制不屬於第三款所述的例外情況，仍可援引《國際公約》第5(1)條作為後盾。該條准許在少數情況下作出干預，以確保發表意見的自由不會被人誤用來剝奪其他人的權利。該條規定：

“本公約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隱示任何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利從事於任何旨在破壞本公約所承認的任何權利和自由或對它們加以較本公約所規定的範圍更廣的限制的活動或行為。”

1.13
第5(1)條旨在防止公約所宣布的任何一項自由或權利遭濫用，以免另外的一項或多項自由或權利受損。能夠被誤用的權利，其中一項即第19條所述的發表意見的自由。故此，煽動種族歧視的人的言論自由可以被剝奪。目前要指出的，是第5(1)條有兩方面須予注意。其一是對行使自由發表意見權利的任何約束，不得超乎公約所規定的；其次是行使該項權利的目的不可以是剝奪在第17條下的私隱權。

《歐洲人權公約》

1.14
《歐洲人權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10條亦保障發表意見的自由。歐洲人權法庭表示發表意見的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其中一個必要基礎，亦是民主社會得以向前邁進和每一人得以自我充實的基本條件之一”，
 而這項自由適用於“使國家或社會任何階層受到冒犯、震驚或困擾”的消息或思想。

1.15
設於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及歐洲人權法庭在闡述發表意見的自由的基本原則時，十分重視公眾能夠對他們所關注的事宜在獲悉有關資料的情況下進行討論。歐洲人權法庭因此對以下權利定下了不同層次的價值：最高層次的是政治意見的表達，其次是藝術表達，最低層次的是商業意念的表達。
 此外，該法庭注意到新聞報道方面的自由亦包括“可能借助於某程度上的誇大甚至煽情”這事實。
 雖然這方面的自由不得超越為保障他人的榮譽及為其他理由而設定的某些界限，但新聞界是有責任“按與其義務和責任相符的方式傳送關於政治課題以及關乎公眾利益的其他事宜的消息和思想。”

1.16
普通法承認新聞自由須與其他利益取得平衡。以個別案件而言，法官為取得上述平衡，會將他認為值得為公眾利益而發表的東西和衹屬公眾有興趣知道的事情加以區別。何富文大法官(Hoffmann LJ)指出須受限於法官心目中的某些責任或須受制於公眾利益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他在其判詞中說道：

“自由就是可以發表政府及法官認為不應發表的東西的權利，即使政府或法官的想法是出於好意亦然。自由就是說出那些‘思想正確的人’視作危言聳聽或不負責任的事情的權利。這項自由衹受限於由普通法或法規所訂的一些經清楚界定的例外情況。……
要強調的是除非屬於那些經確定的例外情況，或屬於國會依據它在〔《歐洲人權公約》〕下的義務而制定的任何新的例外情況，否則言論自由毋須與其他利益取得平衡。言論自由是一張戰無不勝的皇牌。”（橫線後加）
1.17
屬《歐洲人權公約》締約國的歐洲各個司法管轄區均視私隱權和言論自由為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權。這兩種權利均受到為保障他人權利所必需的約束。
 該公約沒有為各項權利定出等級以解決私隱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發生衝突的情況。按照這個看法，必須權衡這兩項權利的輕重，兩者不一定壓倒對方。

1.18
根據《歐洲人權公約》，行使發表意見的自由須受到民主社會中為保障他人權利所“必需”的限制。歐洲人權法庭將“必需”這個形容詞解釋為暗示有“迫切的社會需要”。此外，有關干預須與“所謀求達致的合法目的相稱”，而所提出支持干預的理由須“切題和充分”。
 是否相稱的檢定意味在尋求該公約第10條所述的各項勢均力敵的權益時，必須顧及公開討論公眾所關注的課題的價值。法庭在找出這些勢均力敵的權益與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之間的一個公正的平衡點時，必須確保公眾不會因為懼怕刑事或其他方面的制裁而怯於發表他們對眾人所關注的議題的意見。

1.19
歐洲人權委員會同意以下觀點﹕限制真實陳述是否“必需”的檢定，一般而言須比限制虛假或誤導的指稱的檢定更為嚴謹。但是該委員會認同不能夠以消息的真實性作為容許將其發布的唯一準則，因為真實的陳述亦能干預到某些合法權益，而這些權益應該一如發表意見的自由般受到同樣程度的保障，例如當私隱領域或個人的榮譽或名譽成為爭議的焦點時，又或在違反法律上的保密責任的情況下作出的真實陳述，便會干預其他的合法權益。
 歐洲人權法庭亦肯定這個看法，並裁定：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有尊重他人私隱的義務或對某些商業資料保密的責任之時((即使內容確實且形容真實事蹟的消息亦可以被禁止發表。此外，正確的陳述亦可能且經常被加上各種評語、價值判斷、揣測以至影射而變質。我們必須認識到個別的事件在公開之前或許應更仔細地加以審視，否則準確描述某一宗個別事件也可以使人產生錯覺，以為所描述的事件足以證明一種普遍現象。”

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

1.20
美國憲法的第一修訂案的部分內容是：“眾議院不得訂立任何削弱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法律”。布蘭狄斯大法官對第一修訂案的起源有以下解釋：

“為我們成功爭取獨立的先輩……把自由視作既是一種工具，亦是一個目標，並且珍而重之。他們相信自由是幸福的鑰匙，而勇氣則是自由的秘訣。他們相信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是發掘和傳播政治真理的不可或缺工具；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一切討論都屬徒然；但有了這些自由，討論便能夠在一般情況下提供足夠的保障，不會受有害的理論影響；自由的最大威脅是麻木的百姓；公開的討論是一種政治責任，並應該成為美國政府的一項基本管治原則。”

1.21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訂案支持新聞界須在不受審查、禁制或事先管制的情況下自由發布新聞這個看法：

“在第一修訂案中，建國先輩們給予自由的新聞界必需的保障，使它能夠在我們這個民主政制中擔任其重要角色。新聞界的服務對象是受管治的百姓，而非管治百姓的官員。廢除政府審查新聞界的權力是因為這樣可以使新聞界能永遠保有其隨時隨地批評政府的功能。保護新聞界是因為這樣可以使它能夠將政府的秘密公諸於世，以免百姓被蒙在鼓裏。衹有自由而不受任何管制的新聞界才能夠有效地將管治百姓時所使用的瞞騙技倆暴露於人前。”

1.22
然而，第一修訂案沒有賦予人民可發表他們所選擇的任何東西而毋須肩負任何責任的絕對權利。《美國法理》(American Jurisprudence)的作者詳細解釋說：

“第一修訂案藉保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提供的異乎尋常的保障，帶有一種性質類似受託責任的要求，要人們負責任地行使受保障的權利。這種責任雖獲新聞界廣泛認同，但卻不時被新聞界背棄。對要行使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人施加責任，要求他們合理地謹慎行事，並沒有破壞這些自由的價值；鼓勵發表言論者在傳遞訊息前小心探求真相，以及使因個人品行被誣衊而遭受實質損害的人獲得賠償，均與國家有重大利益關係。……每當有人針對有效管治權力的行使而堅持憲法所賦予的言論及結社自由時，兩者便須作出調和，因而需要衡量各項所涉權益的重要性，以取得平衡。”

1.23
因此，雖然禁止對新聞界施加限制的規定在措詞上不留餘地，但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並非在所有時間及所有情況下均是絕對的。言論自由不包括按個人喜好隨時隨地以任何方式發表言論的權利，而公開討論的方式、地點或時間是可以在符合憲法的規定下受到管制的。

1.24
按照羅倫士．特立比(Lawrence Tribe)的解釋，美國最高法院已為解決源自第一修訂案的訴求而發展出兩種取向。
 其一是針對思想或消息的政府規例（即那些旨在挑出因所表達的特定訊息或觀點而須受政府管制或須予懲罰的行為的法例）均被推定為抵觸第一修訂案。另一取向是若有關規例雖然不是針對思想或消息的，但卻間接限制了言論的發表，則衹要該規例沒有不當地限制思想及消息的流通，便依然符合憲法。後述的取向需要在對立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意思是自由發表意見的價值與政府的管治權益之間的平衡會基於每一宗個別案件的情況而作獨立處理。因此，美國政府可以基於某些言論不屬第一修訂案的保障目標或未能符合該修訂案的綱領而加以管制，例如被遏制的訊息帶有“明顯及即時的危險性”，或屬於不受第一修訂案蔭庇的言論類別，包括：(1)描述未成年人參與性行為，(2)侵犯版權，(3)宣揚色情，(4)以謊言誹謗他人，(5)藐視法庭，以及(6)陳述某幾類關於原子能、軍事或情報的資料。

1.25
新聞自由的權利在適當範圍內會受到法例上的限制，這亦早有定論。雖然各州政府不能夠破壞憲法所保證的新聞自由，但是報章雜誌的出版人也沒有特權可以侵犯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因為出版人也像其他市民一般受限於一些合理的管制。政府對報章的規管衹要不涉及遏制或審查言論，其規管範疇可一如對其他私人商業活動那樣廣泛。
 法院已裁定可以為公眾健康、道德、安全或福利想而管制報章出版人。
 然而，當任何報章報道了關於某項對公眾有重大影響的事宜的消息時，衹要該等消息是真實和循合法途徑取得的，州政府便不能為這些報道而懲罰該報章，除非為維護州政府的某項極重要的利益而屬必需。

如何協調私隱權與言論自由

1.26
私隱權在多大程度上可與言論自由協調，得視乎好幾項因素：

“廣義而言，支持言論自由的理據不是出於結果論便是出於權利論。前者通常援引米頓(Milton)和米勒(Mill)的論據（即追求真理或發揚民主），而後者則將言論視為個人得以自我充實的權利的不可分割部分。當我們要捍衛言論自由時，這兩方面的論據總被混為一談，甚至糾纏不清。舉例說，湯馬士．艾莫遜(Thomas Emerson)所識別出的四項基本理據便將上述兩類訴求一起包括在內：個人自我充實、找出真相、爭取社會人士參與社會和政治的決策過程，以及提供能使社會在穩定與變遷之間取得平衡的方法。

另一方面，支持‘私隱權’的人差不多完全倚賴立足於個人權利的論據。所以，愛倫．威斯丁(Alan Westin)在他的經典論述裏提出私隱權對於保護個人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使我們不用受他人操縱或支配、讓感情得到宣洩、提供自我評估的機會，亦容許秘密可以在不會外洩及獲得保護的情況下與人分享，以及為擾人心緒的行為定出界限。

問題隨即出現。關於法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箝制那些損害個人‘私隱’的言論這個問題，經常被形容為一場由兩個重量級拳手對壘的拳賽。但是，這可能衹不過是兩個虛幻的影子在對壘，……‘私隱法和維護新聞自由的法律在很多方面都沒有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兩者均是個人權利的基本體系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

1.27
隨互聯網的急速發展，接觸資訊變得更為容易，以致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愈益明顯。所謂“資訊超級公路”為現今人類提供了以往無法想像的機會，可輕易取得或接收關於幾乎任何題材的資料。
 為求理解言論自由的基礎原則，我們會在下列各段研究也許是支持它被納入有關國際公約內的各項政治上或哲理上的論據。按照傳統的看法，言論自由這項原則有以下四種主要功用：(a)真相的確定和發表；(b)個人的自我發展和充實；(c)參與民主；及(d)安全活門的功用。

真相的確定和發表

1.28
按照這個理論，不受約束的公開討論可以找出事情的真相。可是並非所有言論均受到言論自由這項原則保障。即使最自由的民主政體也禁制煽動暴力、干預司法或披露國家機密或商業秘密的言論。
 同樣，為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保護兒童，實有需要禁制露骨的淫褻言論和作品。雖然關於公職人員或公眾人物的報道如果與公眾評估他們是否稱職或是否值得被視為公眾人物有關，是屬於受言論自由保障的“言論”，但在報章刊登一篇披露某些普通人的私生活的報道，如果沒有支持言論自由的任何一項理據支持，一般是不屬於“言論”的。
 雖然原則上人人都應該有表達和發表事實真相的自由，但這項自由不應該用於那些會導致當事人懊惱或尷尬及將之發表亦不會為公眾帶來相應益處的真相。如果發布某人的私隱會侵擾到他的私人領域，而他的私隱又不是公眾有正當理由關注的事情，那麼即使發布的私隱是真確的，也應該禁止將其發表。

1.29
弗特烈．舒凱雅(Frederick Schauer)認為知悉真相不一定較活在誤解中好。即使我們接受知悉真相永遠勝於被錯誤的看法蒙蔽這種見解，但是獲悉真相的人並非必然較蒙在鼓裏的人處於較有利的位置。增加了的知識可能衹不過是一些額外的知識，而不是以真實的知識取代虛假的知識。
 再者，個人知識的增加這事情本身亦不表示個人或社會因此會有所得益。知道一名身分可被確認的普通市民是同性戀者、酗酒者或領取福利援助的人，並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知道更多這類私隱衹會損害個人的權益，但卻不會為社會或發布這些資料的人帶來相應的好處。

1.30
我們還要指出一點：過份強調找出真相會對以人為對象的偵查式新聞工作和學術研究造成障礙：

“在找出關於人的事情真相的方法之中，那些較為可靠和有系統的方法，諸如學術研究和涉及‘人情冷暖’的負責任新聞工作，是有可能受小報作出的煽情及經常帶有誤導成分的報道拖累。有很多非常精采的報道是靠新聞工作者保證不會透露提供資料者或採訪對象的身分而得來的，或是靠他們同意‘不會向外界透露’某些事情而得來的……。很多時，藉保障私隱而不是侵犯私隱，人們更能發掘得到關於社會問題、生活方式及人類行為的真相。”

個人的自我發展和充實

1.31
言論自由對個人品德及潛能的實踐是極其重要的。限制一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單會壓抑其個性的發展，還會冒犯其尊嚴。一個人衹有透過公開討論才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和在智力及精神方面得以發展。但愛倫．威斯丁指出私隱亦有助個性的發展：

“個性的發展在民主社會尤其重要，因為獨立思考、有分歧的意見、不隨波逐流等均被認為是個人值得擁有的特性。培養這種獨立性是需要時間的，好讓個人可以在受保護的情況下測試和驗證不同的意念，在無懼嘲笑或懲罰的情況下為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作出準備並加以實踐，以及有機會在意見公開前作出修改。”

因此，言論自由和私隱權實在是相輔相成地達致個人得以自我充實這個同一的目標。

參與民主

1.32
自由發表言論亦可視為市民參與社會及政治決策的方法。涉及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公開討論及辯論，有助市民了解這些問題和就影響他們生活的事情得出自己的見解，這亦進而使他們得以制止政府的不當行為和有效地參與民主社會的運作。因此，言論自由對代議政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發揚民主的論據尤其適用於新聞界，因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表言論比通過其他方法發表言論更能推動民主對話。

1.33
然而，自由發表言論並不是促使市民參與社會及政治決策的唯一方法。民主的其中一項基本要求是市民在思想上可以自主。既然私隱能促進並鼓勵自主，私隱對民主政府亦很重要。
 容許私下自由討論有助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並能保護那些質疑主流思想及價值觀的人。保障個人不被人在有違其意願的情況下把他的資料公開，會促進公開討論及民主政制的有效參與。如果個人私隱得不到對抗侵擾的保護，發表意念及意見的自由便會遭到破壞。
1.34
露芙．嘉韋遜補充說，保障私隱能夠吸引有才識的人服務社會，原因是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私隱將不會因參與社會事務而在有違其意願的情況下公開。
 要是堅稱言論自由蓋過一切，便會使有意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打退堂鼓：

“由於任何人均有可能被其他人發掘到一些關於他的尷尬事情，所以很多人可能因此而決定避免成為公眾人物。故此一連串的調查及披露可能嚴重規限一些傑出人士的終生大計，使社會失去較有探索精神及創造力的領導者人選。於是，成為領導者的人很可能都是一些墨守成規、不求突破、從不挑戰廣為人接受的規範，以及從不犯錯的人。”

1.35
就個人的自我充實及市民參與民主而言，私隱的權益與言論自由的權益是相符的。私隱權和言論自由支持同一的價值觀，並互補不足：

“在很多個案裏，私隱權與言論自由在表面上互相衝突，但在較深入的層面上，它們衹不過是以兩種不同形式實現相同的基礎目標。至少在某些個案裏，保障私隱較容許發表意見更能體現言論自由的價值。”

安全活門的功用

1.36
按照湯馬士．艾莫遜(Thomas Emerson)的說法，
 言論自由提供了一個架構以化解在社會進步的過程所必然產生的衝突，以免社會因此而被摧毀。公開討論可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因為人民若能參與作出決策的過程，便更容易接受違反他們意願的決定。反過來說，遏制討論會產生下列害處：

· 無法作出理性的判斷，唯有以武力代替說理；

· 削弱社會的應變能力，使社會反應遲鈍，以致不能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也不能發展出新的意念；及

· 掩蔽社會面對的真正問題，使公眾的注意力偏離關鍵性的事宜。

新聞自由

總論

1.37
新聞界被挑選出來作為保護的對象，原因是它較個別的議論者更易被政府控制。若然沒有憲法的掣肘，政府便可以對新聞界施加一些不能應用於個別議論者的限制，例如向出版人抽重稅，要求創辦新報章的人提供巨額的保證金，以及發出強制令禁止報社發行它擬於將來發行的報章。

1.38
為了解決新聞自由究竟屬傳媒東主的權利還是屬新聞編輯或新聞記者的權利這一爭端，有人提出新聞自由是屬於整個界別的權利，而非個別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東主所行使的自由發言權的集成。
 以這個觀點來看，關於新聞自由的條款的主要目的是在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以外設立第四種機制，作為對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額外掣肘。
 新聞界可以自由尋求和傳送消息，尤其可以自由探查及監察政府的舉動，方符合明達的選民的利益。保障新聞自由的條款的對象既是整個界別，便表示政府有必要保留一些權力以酌情決定新聞界的架構。艾特溫．貝卡(Edwin Baker)認為特別為新聞界而設的規則如非旨在破壞新聞界作為一個界別的完整性或使其不能獨立於政府的運作，則不應因不符合保障新聞自由的條款而被裁定為違反憲法。

1.39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須向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負責。《基本法》保證立法會的所有議員將來會由普選產生。在一個趨向民主代議政制的社會中，選民都想知道更多關於政府運作的資料和他們在立法機關的代表以他們的名義所作的事情。若要民主政體有效地運作，公眾必需對政府官員和他們所選出來的代表的作為有充分的瞭解。因此，我們需要一個不受掣肘的新聞界。歐洲人權法庭裁定：

“新聞自由在發掘和評定政治領袖的思想和態度方面，為公眾提供了其中一條最佳的途徑，特別是這項自由亦同時使政治家有機會反思和評論公眾就其最關心的各種問題所提出的意見。這樣，每一個人都得以參與無拘無束的政治辯論。這正是民主社會這個概念的精粹所在。”

1.40
雲信．布拉斯(Vincent Blasi)認為發表意見的自由之所以珍貴，部分原因是它有阻止政府濫用權力的功能。
 他的研究揭示第一修訂案的草擬者十分重視發表意見的自由在防範公職人員違反誠信方面能夠扮演的角色。由於政府擁有的資源及政治權力非任何政治及私人組織所能及，實有需要以組織良好和財政充裕的新聞界與政府抗衡。新聞界可以扮演專業評論者的角色，因為它能夠取得足夠的資料對政府的作為作出判斷，並將其資料及判斷向公眾傳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憲法特別挑選了新聞界……扮演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角色。因此，新聞界是化解政府官員濫權的強效藥劑，這亦是設立新聞界的一個目的。而且它也是憲法所選定的媒介，藉以督促那些由人民選出來的官員向成為該官員的服務對象的所有選民負責。”

1.41
總括來說，傳播媒介是“消息供應者和民間監察者”。
 它為公眾提供發表意見的途徑，讓他們公開討論影響民生的問題。它確保政府須對公眾負責，這不單是通過消息的傳播而達致的，同時也藉將腐敗及濫權的惡行公諸於世而達致。新聞界在履行其監察和提供消息的功能時，必須受到憲法保護，使政府不能干預其內部運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42
新聞界根據《基本法》第27條得到憲法上的保護。該條保證新聞自由是香港居民所享有的一項特定權利。雖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都沒有明文提及新聞自由，但一般人均接納新聞自由是這兩份公約所保障的發表意見的自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43
香港的法院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會採用寬鬆的態度以及考慮立法目的這種取向。
 當《基本法》的條文引致任何疑難時，法院可根據《基本法》本身及《基本法》以外的有關資料（包括《聯合聲明》）確定這些條文所宣示的原則及目的，並藉落實這些原則和目的來解決疑難。法院也可藉用語傳統及文字的慣用法則去了解有關條文中的用語的意思。

1.44
雖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起草文件和商議內容沒有公開，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新聞自由最後報告》讓我們可以領略到起草委員的意向和《基本法》的新聞自由條款的涵義和目的。
 這份報告可以當作是用來確定起草委員意向的《基本法》以外的輔助文件。在陳述新聞界的功能的段落中，該報告說道：

“在現代社會中，資訊的自由流通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商業活動，都有賴於迅速和自由地擁有資訊才可以參與競爭，而新聞業在這方面就為大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務。此外，為了使其成員積極地、明智地參與地區或國家的事務，市民必需對日常的事務有足夠的認識，才能使他們在選舉時可以作出公平的決定，並使他們對管治者有適當的警覺性。因此，現代的社會要求對事情有清楚及準確的報導，包括事情發生的背景與原因，給市民作為討論及批評的資料。……
此外，基於新聞業能產生輿論壓力，影響政府的人事和政策，新聞業可以說是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外而成為第四種制衡的力量，監察政府工作及促進社會發展。”

1.45
《新聞自由最後報告》指出可以為了保障社會秩序、司法公正和個人權益而限制新聞自由。值得玩味的是該報告在討論個人權益所涵蓋的範疇時，特別提到個人名譽和隱私權的保障。

1.46
該報告指出新聞自由的內涵有經營大眾傳播業的自由、採訪和傳遞消息的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以及接受消息與意見的自由，繼而提到香港新聞業普遍認為應在《基本法》內加入保障新聞自由的條款，才可以確保新聞自由。
 該報告總結認為應以香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慣例與法庭判例來解釋新聞自由。

一般法律適用於新聞媒體

1.47
雖然新聞自由在實現其他權利和自由方面產生一定的作用，但這並不表示新聞界可以毫無約束地調查或發表它們想調查或發表的事或讀者想知道的事。英國研究報刊業的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解釋說：

“報刊東主、撰稿人及編輯必須接受為了協調經常互相衝突的訴求而對發表意見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同樣，公眾亦堅持獲得準確資料及中肯評論的權利，但這權利得與國家安全的訴求及個人就其名譽及私隱獲得保障的訴求取得平衡，除非這些訴求被公眾利益凌駕。不過，公眾有興趣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牽涉公眾利益。新聞界必須小心避免濫用這項權利，並美其名為新聞自由。”

1.48
楊格委員會認為，假如能夠證明做出較嚴重的侵犯私隱行為的目的是為“維護公眾利益”而提供消息，該等行為便有充分理由支持，但如果目的是要提供純粹是公眾感興趣的消息，則很難稱得上有充分理由這樣做。
 該委員會總結認為法律在對待偵查式新聞工作所涉及的調查過程這方面，不應與其他新聞工作所受到的對待不同。原則上，偵查式新聞工作是新聞界的正當功能，“但新聞界在發揮這項功能時，必須遵守不論是一般市民或是一般在職新聞工作者均須遵守的規則。”

1.49
美國的新聞界也因為美國憲法的第一修訂案而獲得憲法的保護。不過，湯馬士．艾莫遜指出，這並沒有賦予新聞界強迫他人提交私人資料的權力：

“新聞界在憲法上有權從非官方的資料來源處在對方自願的情況下獲取資料，但卻沒有任何憲法上的權力可強迫對方提交這些資料。此外，他們可以採用的方法也受到若干限制。因此，在搜尋資料方面，新聞界是受到針對侵犯行為、盜竊、欺詐、搭線竊聽等罪行的傳統法律所管制。這些一般人都認同的限制與那些為了保護私隱權不受實體侵擾而施加的限制相似，沒有產生任何嚴重的矛盾……。”

1.50
美國最高法院確認第一修訂案並非是新聞界可以違反普遍通行的法律的憑據。該法院注意到有“一系列早經確認的判決”裁定普遍通行的法律不會單單因為其執行會對新聞界採訪及報道新聞的能力有影響而違反第一修訂案。
 最高法院以下的聯邦法院及州立法院亦拒絕接納憲法中的新聞自由條款免除新聞界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這種論點。在Dietemann v Time一案，第九巡迴法庭裁定，憲法所保證的新聞自由，從來沒有被解釋為給予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做出侵權行為或干犯刑事罪行的傳媒免被起訴的權力：

“我們同意新聞採訪活動是發布新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我們不同意隱蔽的機械裝置是新聞採訪活動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偵查式的新聞報道自古已有；遠在微型攝影機和電子儀器發明之前，這種報道手法已十分成功。第一修訂案不是新聞界潛入或以電子儀器侵擾他人的家居或辦公室的憑據。它也不會僅因為受侵擾的人是被人合理地懷疑犯了罪而成為這種憑據。”

1.51
在香港，傳媒一直受刑事法律所施加的限制所規管，這包括關於版權、盜竊、欺詐和其他同類罪行的法律。《基本法》下的新聞自由衹給予新聞工作者可以從非官方的資料來源處在對方自願的情況下獲取資料的權利。它沒有賦予新聞界迫使市民在他不情願下透露關於他自己的資料的權力，也沒有讓侵擾他人的獨處或與外界隔離境況的新聞工作者可獲豁免負上法律責任。禁止使用侵擾他人的手法來收集個人資料不會損害傳媒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傳媒一向無需採用侵擾他人的手法也可進行偵查式的新聞工作。就新聞採訪活動而言，新聞自由是指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採訪新聞的自由，而不是以非法或不公平的方法採訪新聞的自由。從讀者和觀眾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可以繼續享有接收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取得的資料的權利。

1.52
另一個要點是香港的報界不受任何發牌制度的管制。本地報章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辦理註冊衹不過是手續上的程序，當局衹收取象徵式的註冊費，而且對於誰人可擁有一間報社基本上也沒有限制。假如新聞媒體在採訪新聞方面享有特權，任何人（包括私家偵探、騙徒和罪犯）衹需註冊為報章的東主，便可利用這項特權。這樣的特權顯然有可能被嚴重濫用。既然執法人員須依法行事，並須受限於制度中的一切制衡力量，那麼毋須向任何專業團體註冊和毋須向僱主以外的任何人負責的新聞工作者也不應例外。關於傳媒可獲豁免被起訴的提議，科達士法官(Fortas J)在美國的Time v Hill一案提出的以下意見，很能代表我們的看法：

“法院不可以容許政府、私人機構或個人審查新聞或對新聞報道施加限制，也必須不容許這些行動。不過，這項責任的部分目的，是要維護某些價值觀和做法﹔這些價值觀和做法使一般市民確信新聞界並非凌駕於法律之上，以及使他們確信新聞界因其特別和重要的職能而獲授予的特權，與新聞界履行這些職能的需要是合理地相稱的。要是本法庭以直接或婉轉的方式完全豁免新聞界被起訴，而豁免範圍又遠超過新聞報道、對公眾人物及事件的評論、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和其他同類事宜的需要，這不單會對新聞自由沒有任何幫助，而且還會引起公眾對新聞自由的敵意。”

1.53
《基本法》第27條所載的新聞自由，必須受到《基本法》所指明的其他權利和自由制衡。而與我們的研究課題特別有關的，是第29條所指的免遭“任意或非法……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的權利，以及第30條所指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獲得保護的權利。除獲法律承認的少數特權外，新聞界不應享有普通市民沒有的特殊權利。

尋求、接受和傳送消息的自由

1.54
《國際公約》第19條規定，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送各種消息和意見的自由”。聯合國會員大會上曾出現以“收集”(gather)取代“尋求”(seek)這字眼的動議，以排除主動探究的權利，但這項動議沒有獲得通過。投票反對該項動議的會員國聲稱主動採取步驟以取得並研究消息的活動應該受到保障，而第三款的限制條款亦足以防止新聞工作者濫用上述自由。
 尋求消息的權利對新聞界尤其重要。支持新聞界擁有獲取消息的權利的理據，在於選民如果有所需的知識去評定政府的各項決策是否明智，會是一件好事。西敏大法官(Lord Simon)說：

“首要的公眾利益是民主社會裏的討論自由。除非人們能充分獲悉與那些會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有關的事實及論據，否則他們便不能充分影響這些決策。要找出這些事實及論據必需由他人代勞，而屬公眾傳媒的新聞界就是主要的工具。這正是支持偵查式和倡議式新聞工作的理據。”

1.55
沒有市民能夠私下取得為明智地履行其政治及社會責任而需要的一切消息。公眾很多時都是在新聞界散播有關消息後才發覺某一事宜應受到大家重視。美國最高法院承認“自由的新聞界在喚醒公眾對政府事務的關注、揭露政府官員與公職僱員貪污以及向普羅大眾報道關乎公眾的事件或情況方面，向來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催化劑。”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否定了第一修訂案為新聞界設立取得消息的特權，但它承認“如果探求新聞的行為不受到某些保護，新聞自由便可能成為沒有內涵的空話。”

1.56
然而，新聞界的其中一項功能是令公眾獲悉社會問題的消息這一論點，衹能作為它們有權在沒有不當干預的情況下傳送或接受消息的理由，卻不能以該論點為依據而賦予新聞界特權去迫使其他人披露他們不願傳送的消息，亦不能據此賦予新聞界利用侵犯私隱的手段獲取其他人欲保密的個人資料的權力。第19條所指的尋求及接受消息的自由，並沒有規定任何人有責任披露他不願披露的資料，也沒有規定任何人有權向不願發表言論的人套取資料。

1.57
《歐洲人權公約》清楚指出，自由接受消息及思想的權利是一項不受公共權力機關干預的權利。
 這項權利衹適用於從一般途徑得來的資料，它沒有賦予任何人從不願傳送資料的人取得資料的權利。
 因此，這項權利衹不過是在沒有公共權力機關的不當干預下接受由願意發表意見的人所提供或傳送的資料的自由。若有人申請強制令制止個人資料的發布，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便有可能受到影響，但若申請強制令的目的是要制止新聞界非法侵擾當事人的私生活，便談不上會損害到言論或新聞自由。

1.58
由於發表意見的自由預先假定有一名願意發表意見的人，因此新聞界所理解的公眾“知情權”實非言論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有任何應受法律保護的“知情權”，也衹限於獲知由願意發表意見的人所傳送的消息的權利，而且須囿於《國際公約》第19(3)條所容許的一切限制。
《天天日報》的社論這樣說：

“記者為求達到採訪目的，不擇手段地日夜跟蹤公眾人物，並偷拍照片，這早已為社會人士指責。香港傳媒亦有同類行徑，並成立所謂「狗仔隊」，滋擾他人、揭人陰私，然後誇大報導以吸引讀者，這是毫無操守可言，更屬卑鄙所為……自由的原則是不應妨礙或傷害別人。香港既享有新聞自由，便不該破壞自由的原則。雖然公眾有知情權，但所要知的是對公眾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別人的私隱和感情事宜。……現在不少傳媒已不再是為民喉舌、不再是伸張正義去揭露社會黑暗面，衹是濫用「公眾知情權」作為他們不擇手段採訪的護身符。”

1.59
“知情權”並不賦予每一個人可以按其意願知道任何人的事情的權利。我們無權知道我們的親屬或朋友在睡床上跟他的配偶說了些甚麼；亦無權知道他的病歷、查探他曾否召妓、他有多少資產、或他欠銀行多少錢。《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的社論指出：“〔如果〕你無權知道那些事，新聞界便無權向你報導那些事。”
 《信報財經新聞》的一篇文章指出：

“廣義而言，人民的知情權是在一個民主問責的政府底下的一項民主權利，它的範圍是涉及與民生及公共利益息息相關的公共事務、政府的公共政策或計劃。凡與此有關的資訊，均屬民眾的知情權範圍之內。個人的私事，與公共利益掛不上的私人生活，均屬私隱的範圍，與大眾的知情權無關。公眾無權知社會上某個人的私人生活資訊，不管他是名人或〔寂寂無聞〕的平民百姓。既然社會對個人私隱無知情權，用大眾知情權來支持侵犯他人私隱可謂荒謬到極！”

1.60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很重視人的權利，而私隱權正是人權的一種。因此，要取得某人的個人資料，便須提出充分的理由說明為何有此需要，而不應要求該人提出他意欲保有其私隱的m理由。

第2章
香港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

2.1
由於經濟衰退，加上傳媒業競爭激烈，新聞工作者發覺要在如此環境下維持良好的傳媒道德操守愈來愈困難。
 香港記者協會的年報指出，傳媒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的下降已“〔蠶食了〕基於公眾利益負責任地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

“事實上，的確有跡象顯示，《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的進取性市場策略((某程度上，是建基於煽情和有違新聞操守的處理手法，……確實導致傳媒工作者的專業水平下降。這樣的發展並不符合公眾利益。

就專業操守來說，過去一年形勢欠佳，尤其是多份銷量高的報章，為了增加市場佔有率，都日趨煽情。在印刷傳媒方面，水平和操守下降體現於煽情照片的刊登，其中一些令人極之不安和侵擾人的悲傷不幸。《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這兩份主要報章，爭相刊登過火和令人目瞪的照片，例如台灣拔河比賽意外的斷臂、見習律師上吊，例子多不勝數，侵犯了不幸受害者和其親友的私隱，並給他們帶來傷害。即使公眾人士有很多投訴，記協也公開批評，情況沒有改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一個由「自由論壇」舉辦的研討會上表示，只要這些照片繼續刺激銷量，他不會停止刊用。”

2.2
記協的操守委員會也在1998年11月發表一份報告，指出記協在過去三年查明屬實的投訴個案中，有接近一半“是有關失實及誤導的投訴，當中亦涉及侵犯投訴人私隱的問題。”
 由明光社進行的一次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及《太陽報》這三份銷量非常高的報章在不當報道手法指數及失實指數兩方面均佔頭三名位置。

2.3
關於傳媒侵害個人私隱權的投訴，主要屬於兩類：

 (a) 以令人反感的方法（例如暗中錄音或拍攝）取得資料作刊登或廣播之用；及

 (b) 非應要求而公開關於某一個人或其事務的資料，或在違反該人意願的情況下公開這些資料，不論這些資料是以何種方法取得的。

2.4
雖然當局制定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但仍然有傳媒侵犯私隱的情況發生。為了闡述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和涉及的範疇，我們在本章引述了一些牽涉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的個案。它們大部分都是隨機取自本港銷量高的中文報章。我們選擇不載述這些個案的出處，以免已經由傳媒發布的私隱再次被宣揚。
2.5
假如某宗個案是關乎在報章刊登某張照片，該宗個案之所以令人反感，可能是新聞工作者進行拍攝或取得該張照片的行為，也可能是出版人在報章上刊登該張照片的行為，又或者兼指這兩種行為。有些令人反感的個案是與拍攝照片的行為有關，但其他個案則與報章把照片刊登有關，主要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無論如何，必須緊記獲取照片的手法與刊登照片的行為，分屬兩個不同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如果宣揚關於某人的私隱是符合公眾利益的話，把這些事實公開一般是應該獲准的，但某些事實可以基於公眾利益而公開並不表示可成為使用非法或不公平手段搜集供發布的資料的理據。正如普通市民不能搜查別人身上的財物或闖進別人的房屋以搜集可以基於公眾利益而發布的資料一樣，新聞工作者也不應衹因發布擬取得的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而獲准使用非法或不公平的手段搜集資料。
罪案和不幸事件的受害人
2.6
新聞媒體在向市民提供與公眾息息相關和公眾感興趣的資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當有罪案或不幸事件發生，新聞工作者都會在現場拍攝照片，並訪問事件的當事人。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有些新聞工作者會拍攝身體受傷和不願意被人拍照（或因身體不適而根本沒有能力表示同意拍照與否）的受害人的照片；他們可能正在現場接受急救、或躺在擔架床上、或坐在輪椅上被推進醫院。新聞工作者在報道新聞時可能提述受害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和職業的詳情。如果受害人不想別人知道他的傷勢或引發該宗罪案或不幸事件的詳情，此舉會使受害人感到困擾或尷尬。雖然有些報道會略去受害人的姓名的其中一個字，或衹簡略提及受害人的地址和職業，但受害人的親屬、朋友、同事、鄰居和與他相識的人一般都不難認出他，尤以是當該篇報道附有一張他頭部的特寫照片為然。有些照片可能把受害人的眼部弄模糊，但就大部分的個案而言，這仍無法使認識受害者的人認不出他。為了使報道的新聞“生動傳神”，有些報章會鉅細無遺地報道事件細節，即使這樣做會對受害人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也置諸不理。詳細報道新聞是一回事，但在詳盡報道之餘披露有關人士的身分卻是另一回事。有些資料，例如一名可被辨認身分的人身患癌症或其他疾病、他的生殖器官因意外受傷、他有婚外情、他的家庭出現嚴重經濟問題和他遭家人虐待等，屬敏感資料，在沒有足以凌駕其他因素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是不應在新聞報道中披露的，除非有關報道將他的身分保密，則作別論。一般來說，報道新聞時即使沒有披露當事人的身分，也同樣可以達到發布新聞的目的。
2.7
有人指出，報道當事人的身分對確立新聞的真確性十分重要。披露當事人的身分能讓報章安心地作出評論，因為假如某項評論可被理解為適用於另一個人，就會令報章負上法律責任。凡涉及意外或疾病的新聞，報道必須明確，以免讀者產生誤會或把事情聯想到在另一人身上。
 亦有人指出，儘管文字報道如何傳神，也需要刊登當事人苦況的照片，才能讓公眾明白當事人的內心感受是多麼深刻。然而，在大多數個案裏，報道一名身分可被辨認的人的私隱，衹不過是為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假如當事人能被其鄰居和親屬認出，這可能會令當事人更加尷尬和痛苦。因某事件而成為新聞人物的當事人也有保持尊嚴和獲得尊重的權利。對於罪案的受害人而言，作出不揭露其身分的決定不單會保障他們的私隱權，還可以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和鼓勵其他受害人舉報罪案而不用害怕洩露身分。

2.8
此外，刊登自殺獲救的人的全名、照片及其私生活詳情亦可能令人反感。新聞界宜小心衡量自殺案的新聞價值與當事人可能喪失尊嚴兩者孰輕孰重。德國報業守則規定在報道自殺案時必須克制，除非事件“在當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和廣受公眾關注。”同樣地，台灣的報業道德規範表明，“與公共利益無關之個人私生活照片，未經本人同意，不得刊登。”
 積．百克(Jay Black)等人建議，在拍照或錄影前應考慮下列問題：

· “我是否正侵犯他人的私隱？如果是的話，是否基於恰當理由才這樣做？
· 是否有需要將這個悲傷和痛苦的私人時刻呈現在讀者或觀眾眼前呢？
· 這張照片能否講述我打算講述的新聞故事？另一張照片會否更為恰當呢？
· 我是否在一處不會冒犯當事人或不會使當事人有可能再度受傷害的距離之外拍攝他的情況呢？
· 我拍攝時是否有同情心和嘗試體恤別人的感受呢？”
他們補充說，編輯應考慮有關照片有沒有任何社會價值或歷史意義，以及刊登該照片會否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假如該照片無助讀者理解有關報道，或衹是為了版面設計的理由或煽動讀者的情緒，編輯便應避免使用該照片。

2.9
有些人認為，除非情況特殊以致有理由披露牽涉入新聞事件的人物的身分，否則公眾無需知道他們的身分，而傳媒亦無權將他們的身分公開。報道新聞的內容不披露當事人的身分，通常已足以引起公眾關注和引發公眾討論社會問題。根據這個觀點，應該將受害人的身分保密，除非將之公開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則作別論。舉例說，瑞典的報業、電台及電視道德規範就有以下條文：

“小心考慮發布當事人的姓名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有害的後果。除非發布當事人的姓名明顯符合公眾利益，否則應避免這樣做。
16.
假如不發布當事人的姓名，便應該避免發布當事人的照片、職業、職銜、年齡、國籍和性別等資料，以免當事人被人認出。”
2.10
我們認為編輯在考慮應否在新聞報道中披露當事人的身分時，應顧及披露他的身分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此外，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報道中使用受害人及其家屬的照片前，應事先徵求他們的同意。我們相信下列由德國的報業評議會制定的指引，有助新聞工作者在報道罪案和不幸事件時作出適當的決定：

“一般而言，沒有充分理由支持在報道意外事件、刑事罪行、刑事調查或法庭程序時刊載犯事者或受害人的姓名和照片。在這些個案裏，必須小心衡量公眾的知情權與當事人的個人權利。意外或罪案的受害人有權獲得特別保護，使他們的姓名免被披露。受害人的身分對了解與意外或罪案有關的事情沒有相干，除非該宗新聞涉及對當代歷史具影響力的人物或其情節觸及廣受公眾關注的問題，則作別論。至於與事件無關的受害人親屬，尊重他們的正當個人權利在原則上必然較公眾的知情權更為重要。”
2.11
下文是新聞媒體在報道罪案及不幸事件時把受害人的私生活或他們所遭遇的個人厄運一併公開的例子：
 (c) 一名男子的陰莖意外地被釘鎗射出的釘嚴重傷害。某報章刊登了他的姓名首尾兩個字和他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
 (d) 一名男子在保護其朋友的財物免被劫匪搶走時被劫匪刺傷下體。某報章披露了該名男子的全名和年齡。

 (e) 一名男子在戲院觀看色情電影時中風。某報章披露了他的姓名首尾兩個字和年齡，並附有他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照片中他的樣貌清晰可辨。

 (f) 一名女子因試圖制止丈夫在街上小解而給丈夫踢出車外，以致受傷。某報章刊登她在街上哭泣和面上染血的照片，並報道她曾受丈夫虐待，還披露了她的全名和年齡。
 (g) 某報章刊登一張在車禍中受傷的女子的照片。照片中，傷者正在馬路上接受急救，讀者可以清楚看見她的內褲。
 (h) 一名男子自殺不遂。某報章披露他的全名和年齡，並刊登他在擔架床上不省人事的照片。該報章還報道他沒有在澳洲完成學業，事發時在一間銀行工作，薪金約一萬元。

 (i) 一名男子從橋上跳海企圖自殺，但被水警救回。某報章披露他的年齡和姓名首尾兩個字，以及他任職的政府部門名稱。該報章報道，當事人告知警方，他因患有小腸氣而情緒低落。

 (j) 一名女子企圖自殺。有最少兩份報章刊登她手持利刀坐在地上哭泣的照片，並披露她的姓氏、工作地點和企圖自殺的原因。她的同事、鄰居和親屬可以輕易把她認出。
 (k) 一名太太在與丈夫乘坐郵輪時在船上企圖自殺。某報章報道，她懷疑丈夫在內地另結新歡。報道披露夫妻二人的全名，並刊登妻子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
 (l) 一名丈夫在未能強令妻子喝下有毒液體後引火自焚，妻子在試圖救火時同被燒傷。某報章報道該名丈夫在內地有情婦，並披露該名妻子的年齡和姓名首尾兩個字，還刊登了她坐在輪椅上被推進醫院時的正面照片。
 (m) 一名學生在學校被蜜蜂螫傷。某報章報道他身患白血病（即血癌），現正接受治療，並披露他的年齡和姓名首尾兩個字，以及他就讀的學校名稱和班級。該報章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片所見他正走出救傷車，雖然照片中他的眼部已被弄模糊，但仍可被人認出。
 (n) 一名寡婦的臨時棲身之所被火燒毀。某報章刊登一張她在撿拾餘下財物的照片，照片中還有她的兩名女兒（其中一名八歲）。該報章刊出該名寡婦及其兩名女兒的全名，並報道她一直向政府領取經濟援助；而火警發生當日她曾向朋友收集舊衣物。
 (o) 一名女士在住所內睡覺時被火嚴重燒傷。有最少兩份報章刊登她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為了方便使用電子儀器替她急救，救護員把她的胸圍由中間剪開。照片所見，兩邊胸圍軟墊垂在她的肩膀上。救護員在她的乳房上放了兩個墊。所用的毛氈沒有遮蓋她的胸部。她的胸前有一小點給弄模糊。其中一份報章還報道了她的全名和年齡。
 (p) 一名女子在大學宿舍內遭人非禮。某報章披露了該座宿舍的名稱、受害人居住的層數，以及她就讀的年級和學系名稱。該篇報道還附有一張受害人正登上一部車輛的照片，受害人的面部已弄模糊。後來警方發表聲明，表示即使照片中的受害人的面部已弄模糊，但受害人的身分仍可被辨認。警方批評該報章的行為不道德，理由是洩露受害人身分的照片將令受害人精神極為痛苦及十分尷尬。

 (q) 某報章報道一名女子被一名涉嫌非法入境者搶劫和強姦，並披露了受害人的年齡和案發地點。該處是新界某指明地區的一條村落。報道附有一張受害人正與一名便衣探員同行的照片。雖然照片中的受害人的眼部已弄模糊，而該報道也沒有披露受害人的姓名，但警方說受害人仍可被認出，並譴責該報章的行為不道德。

 (r) 一名警員在澳門賭博時欠下債項，後來由於未能還債，被收債人恐嚇和放火燒他的住所，結果受傷送院。某報章刊登了受害人站在病房內雙手掩面逃避鏡頭的照片。
 (s) 一些投資者擔心他們存放在一間財政出現問題的證券公司的存款會全部失去，因而走到街上抗議。其中一名抗議者是家庭主婦，她告訴記者由於蒙受損失，所以她的子女衹得吃麵包作午餐，又說不能想像丈夫發現她失去所有積蓄時會有何感受。雖然她向記者披露了上述資料，但一名攝影記者仍拍下她的側面照片，而她當時顯然是不知情的。該照片其後在報章上刊登。雖然該報章衹披露了她的姓氏，但倘若其丈夫、鄰居或親屬閱讀該報章，他們毫無疑問會認出她。
 (t) 一名禿頭工人在建築地盤工作時受傷。某報章報道他堅持在被送往醫院前戴回掉下的假髮，並刊登了他的全名和兩張他正接受救護員治療傷勢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所見，他的頭顱是光禿的。
 (u) 一名婦人為了在短時間內減肥而服下過量藥物，結果被送進醫院。一份報章披露她的全名和年齡，並刊登她丈夫陪同她往醫院的照片。
2.12
我們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假如受害人不是一般巿民，而是一名富商或是可能與黑社會有關係的有勢力人士，則某些新聞機構大多不會公開他的姓名。近期的例子是一名“富商”據稱被其投資代理人欺騙。該富商曾把大筆金錢交託該代理人代為投資。報章甚至連他的姓氏也沒有透露。這顯示新聞界並非對當事人的私隱權漠不關心，問題在於某些新聞機構似乎較為照顧財雄勢大的人的私隱，但忽視普通市民的私隱，理由是財雄勢大的人可能對侵犯他們私隱的新聞機構採取行動。

極度悲傷或精神痛苦的人
2.13
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在採訪時都會尊重他人的私隱、尊嚴和身心健康，在要求訪問或拍照時，通常會體恤極度悲傷的人的感受。然而，一些新聞工作者偶爾也會在意外及不幸事故發生後，侵擾一些因該宗意外或事故而悲傷的人。舉例說，在1998年12月，一名76歲小販因裁判官頒令沒收他售賣的貨品而在法庭內引火自焚。該名小販在送抵醫院後證實不治。數天後，死者的兒子發表公開聲明，懇請新聞界勿再要求死者的家人接受訪問，尤其不要再要求訪問同樣是76歲的遺孀。

2.14
為了替某些侵擾極度悲傷的人的行為辯護，有人指出受害人及其家屬覺得向傳媒講述他們的慘況有治療作用。赫士特(Hurst)和韋達(White)對這種論點有如下意見：
“負責紓解悲傷的輔導員……認為遺屬在突然知悉至親的死訊後，是不能馬上就他們是否想接受訪問作出理性的判斷，而且他們也可能受到傳媒的擺布。有些新聞工作者也有同樣的憂慮。一名以前替《當代》雜誌(The Age)採訪警方新聞的記者表示侵擾當事人是惹人討厭的。她說：‘我認為人們在最脆弱的時刻是最常被人利用的。他們可能衹想找人哭訴，新聞工作者遂成為他們的哭訴對象。我肯定有許多受害人和他們的親屬事後都懊悔自己這樣做。’……犯罪學家彼德．加寶斯基(Peter Grabosky)和保羅．威爾信(Paul Wilson)發現，有些曾與他們會晤的新聞工作者承認，他們在向心亂如麻的家屬套取資料時會顯得咄咄逼人，有時甚至會擺布這些家屬，以達到套取資料的目的。其他新聞工作者則談及業內人士哄騙遺屬交出照片的詭計。當中一名記者指責他的競爭同業偷去遺屬家中壁爐架上的照片。這兩名學者的研究結論是：‘對許多新聞工作者來說，發掘新聞以供報道的壓力迫使他們埋沒道德方面的考慮’。”

2.15
路易斯．何捷士(Louis Hodges)在評論新聞界派遣記者前往發生火警的房屋拍攝和訪問受害人的做法時表示，當受害人不想與傳媒交談時，如果新聞工作者仍然堅持與他談話，衹會增添他的痛苦。假如受害人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拍攝，他在掌握自己生命方面所失去的，尤甚於火警所造成的損失。何捷士指出，雖然發生火警的房屋、起火原因和波及的範圍，以及洩漏煤氣的管道等資料對公眾來說都可能是重要的資訊，但受害人個人的悲傷對公眾來說卻不是。新聞界可以衹報道災情而不訪問或拍攝受害人。
 我們與何捷士的看法一致。
2.16
由於受害人或生還者通常在緊接罪案或不幸事故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都覺得混亂和迷惘，所以如果傳媒的作為加深受害人和生還者那種受侵犯、不知所措和不能自主的感覺，便會使他們再次受到傷害。我們應該讓受害人及其家人平復心情和不再想起這些痛苦的經歷。以侵犯私隱的方法報道他們的境況衹會使他們更加痛苦。據報一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指出，近十年入職的新聞工作者訪問受害人時所表現的態度愈來愈囂張。有關報道引述他說：

“人家的親人剛在車禍過身，已經好淒涼，但有些行家大聲夾惡，審犯般問人：‘點呀！你屋企情況點呀！’人家怎會接受。”

2.17
我們同意美國的全國受害人中心(National Victim Center)的看法，受害人在應付傳媒時應該享有某些權利，包括：

· 拒絕接受訪問；
· 阻止兒童接受訪問；
· 拒絕回答任何令他覺得不安或認為不恰當的問題；
· 如果報道的資料不正確，可要求作出更正；
· 要求不要在電視上播放或在報刊上刊登冒犯他人的照片或片段；
· 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衹以不見面貌的輪廓像示人，而接受報章訪問時則拒絕拍照；及
· 在沒有人打擾的情況下宣洩悲傷之情。
2.18
設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全國受害人中心提出的意見也很恰當：
“千萬不要因為你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捲入一宗公眾關注的事件而覺得必須親自向公眾交代事件的詳情及／或你的感受。如果你決定讓公眾知道你所受的傷害是多麼深刻和不公平，你是不會因此而自動失去你的私隱權。衹要你認識你的權利和要求別人尊重你的權利，你的陳述是可在你的權利不受侵犯的情況下獲得報道。……你有權在不受他人打擾的情況下宣洩悲傷之情。宣洩悲傷之情是極其私人的事，假如你不想別人看到，你有權要求記者在你哀傷的時候離開。”

2.19
澳大利亞的Herald and Weekly Times Limited定出一套專業守則，其中包括關於如何對待哀傷和感情受創傷的受訪者的詳細條文：

“8.1 應該體恤所有哀傷和感情受創傷的人（這包括公眾人物）的感受，並很有禮貌地對待他們。
8.2 捲入新聞事件的普通市民不認識新聞工作，但不應利用此點以達到目的。
8.3 如欲徵求一名受害人或痛失親人的人同意接受訪問或同意拍照，盡可能透過一名中間人（例如他的家庭成員、朋友或輔導員等）與當事人作初步接觸。衹有找不到中間人時才與當事人直接接觸。
8.4 假如當事人拒絕要求便不要堅持。（不過你可以留下聯絡電話或名片，讓當事人可以在壓力稍為紓緩後再次考慮你的要求。）
8.5 在沒有向一名負責職員表明身分或沒有取得當事人、代表他們的中間人、或他們的醫療／福利／法律顧問或監護人的明確准許下，不要進入任何照料和輔導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機構（例如醫院、福利機構、殯儀館廳堂或附屬教堂、禮拜堂等）屬於公眾人士不得進入的地方。
8.6 受害人或痛失親人的人有權隨時終止訪問及／或拒絕拍照，而他應在訪問或拍攝開始前獲告知這項權利。
8.7 如當事人在訪問過程中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向他提議終止訪問。
8.8 進行訪問時須明白到訪問過程可能對受訪者造成困擾，亦須明白到發表受訪者在悲傷中透露的資料可能給他帶來的影響，因此要審慎處理。
8.9 假如你在任何時間覺得〔接受你訪問的〕普通市民有可能不明白他們的說話的含義，便要提出這點與他們討論，並給他們撤回這些說話的機會。
8.10 提點監督你的編輯部主管，請他注意任何有可能是特別敏感的材料和圖像，或任何有可能促使你從你的稿件中略去某些資料的情況。
8.11 受害人或哀傷的人的照片應該衹在充分考慮到當事人的感受和私隱之後才發布。
8.12 應該遵守由家屬或中間人在提供照片時所定出的任何關於使用照片方面的條件。
8.13 應該避免對受害人的身體或身體某部分的狀況作出不必要或給他帶來痛苦的提述。
8.14 在悲劇或罪案發生後的週年重提舊事要審慎處理，不要為受害人或他們的家人帶來不應有的痛苦。”
2.20
公眾獲悉意外和不幸事件的詳情，尤其是它們的成因和給社會帶來的任何影響，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但這不一定表示必需在受害人的配偶或父母仍然處於悲慟和震驚的狀況下訪問他們。一個人在痛失親人或極度悲傷的時候所享有的私隱權應該受到尊重。為了受害人的家人的利益想，當他們仍然處於哀傷或震驚之中，向他們查詢資料或發布有關資料都應以同情和謹慎的態度處理。不應向這些悲慟的人施壓令他們接受訪問。在拍攝或錄影悲慟的人時，應以不會增加他及他的親友的痛苦或哀傷的方式進行。即使關於一宗意外或災難的資料是在公共地方拍攝得來的，也必須確保並非是為了滿足讀者或觀眾的偷窺慾或淫穢意趣而使用這些資料。有可能加深當事人的哀傷或令他痛苦的圖片衹應在他同意或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發布。
在醫院內攝錄
2.21
新聞工作者如果已獲得某機構的管理層批准在該機構內進行拍攝或錄影，那麼他的鏡頭所拍得的任何人假若衹是不經意地出現或衹是作為一個不知名的公眾人士而出現，則新聞工作者毋須取得該人的同意便可進行拍攝。但是，如要在例如醫院等容易洩露私人資料的地方拍攝他人，除非不會揭露他們的身分，否則一般而言應事先取得他們的同意方可拍攝。

2.22
新聞工作者為了採訪新聞，可能會到醫院搜集資料，例如攝影記者會拍攝抵達醫院的傷者的照片。傷者走下救護車、躺在擔架床上、坐在輪椅上、或在醫院的候診室等候治療或入院的情況，均可以經常在報章和電視上看到。這些照片和片段很多都是在傷者不情願的情況下拍攝的。受害人抵達醫院時不是傷病便是不知所措，甚至不能活動或作出反應。不能因為被新聞工作者拍照的受害人或病人沒有提出反對便推斷他們同意拍照。為了保障受害人的權益，護理人員有時會用文件夾或雙手遮掩他們的面部，以免他們被攝入鏡頭。在某宗個案裏，當一名交通意外的傷者躺在擔架床上被送往病房時，醫院的工作人員甚至不厭其煩地用一塊布蓋著他整個身體。
2.23
雖然所有醫院都限制公眾人士進入病人接受治療或住宿的地方，但希望知道更多關於受害人經歷的人仍可能會漠視住院病人的私隱。新聞工作者可能冒充受害人的親友進入病房。除了搜集受害人的資料和事件緣由之外，新聞工作者還可能給躺在病床上的受害人拍照，即使他們當時清楚知道受害人正在睡覺、已癱瘓、不省人事、精神不穩，或因身體不適而無能力表示同意新聞工作者拍攝他的照片亦然。應該留意的是，即使某病人口頭上同意接受訪問和拍照，但他的身體狀況可能令他不適宜接受訪問和拍照，或令他不能在顧及所有情況下同意接受訪問和拍照。
 不過，《醫院管理局附例》衹規定訪問和拍照時須徵得病人同意。
 為保障病人的權益，可以考慮修改附例，規定新聞工作者如想給病人拍照，亦須徵得醫院的同意。但是，有人認為醫院中衹有少數病人不能在顧及所有情況下給予同意，如果還須取得醫院的同意，不但對大部分病人來說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還會隨時被人指責為侵犯病人與新聞界自由接觸的權利。我們歡迎醫學界和公眾人士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
2.24
傳媒在醫院侵犯病人的私隱是嚴重的侵犯私隱行為。美國的一個法庭裁定：“無論報刊、小報或新聞片製作公司是憑甚麼權利可以在公眾地方拍攝他人的照片和片段並可以使用這些照片和片段，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一張圖片是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和在他患病或在病床上接受治療或休養時拍攝的，則任何形式的私隱權均必會為當事人提供保障，以禁止這張圖片向外發布。”
 台灣的報業道德規範和電視道德規範均訂明，新聞工作者應尊重醫院的規定，在醫院採訪新聞時應取得當事人同意，特別是不得在當事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強行拍攝他的照片。
2.25
我們在《規管監察和截取通訊的活動諮詢文件》中建議，在未經合法佔用人同意的情況下，在醫院內病人接受治療或住宿的地方使用記錄儀器，應屬刑事罪行。
 新聞工作者除非獲得醫院和有關病人的明確同意，否則不應在醫院內病人接受治療或住宿的地方拍攝照片。為保障等候治療或入院的病人的私隱和健康，醫院的候診室一般應禁止拍照。
2.26
以下的事例說明傳媒侵犯私隱的情況可能在醫院內發生：
 (v) 一名前藝員做了眼部手術後不久，即被一名新聞工作者偷拍了她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照片，並在一份雜誌內刊登。照片所見，她的眼睛仍蓋紗布。
 (w) 一對香港夫婦在深圳遇上交通意外。某報章報道該名丈夫四肢癱瘓，並刊登一張他在深圳一間醫院閉目躺臥病床上的照片。該報道披露了該對夫婦的全名。

 (x) 六名男子在離開深圳一間舞廳時被匪徒襲擊。某報章刊登一名受害人的照片。照片所見，他俯伏在醫院的病床上。該報章報道他的雙手和背部有多處被刺傷。
 (y) 一名建築工人因棚架倒塌而從29樓墮地受傷。有最少兩份報章刊登她閉目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照片。其中一篇報道說她驚魂未定、淚盈於睫；另一篇報道則說她情緒不穩。
 (z) 有許多婦女在深圳一間婦科及兒科專科醫院接受外科手術後受到病毒感染。某報章刊登一名深圳婦女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照片。報道指該名婦女曾剖腹產子。照片所見，她的腹部沒有衣物遮蓋，睡褲也沒有完全穿上，而下體則衹蓋上一塊白布。這篇報道公開了她的全名，而照片中她的面部並未弄模糊。不過，同一份報章在報道另一名丈夫是香港居民的深圳婦女的情況時較為克制。照片所見該名婦女坐在病房內，報道沒有公開她的名字，而照片中她的眼部已弄模糊，以免別人把她認出。
 (aa) 一名婦女在意外中受傷。她坐在輪椅上在醫院的候診室等候入院接受治療時，一名記者拍下她的照片。在另一宗新聞裏，某報章在一篇報道中刊登了一名老婦坐在輪椅上在醫院的候診室等候的照片。照片所見，該名老婦閉上雙目和頭部靠臂膀。該照片是用來說明很多人染上感冒，使醫院擠滿了病人。
 (ab) 一名香港商人的妻子在深圳一間酒店的火警中嚴重受傷，她後來一直昏迷不醒，她的丈夫向酒店索償。某報章刊登了一張她躺在醫院病床上不省人事的照片。
 (ac) 一名中年男子在家中放火自殺不果，由消防員救出送院，送抵醫院後發現他的情緒不穩。某報章報道他在留院觀察期間外逃，懷疑他是為了避開記者採訪而離開醫院的。該報章更刊登警方把他送回醫院的照片。他在照片中的面部並沒有弄模糊。
 (ad) 為了說明醫院內有很多病人吸煙，某報章刊登了一名住院病人的一幅20厘米乘15厘米的側面照片。照片中該名身穿病人衣服的病人正在吸煙。他的一個鼻孔仍插一條膠管。雖然他不是面對鏡頭，但照片中其面部並未弄模糊。該幅照片的說明文字披露了他的年齡和姓氏，並報道他因患上肝癌而切除了部分肝臟，留下了一條明顯而長達14吋的傷疤，後來又驗出他患上腦癌，所以需要再度入院。

2.27
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在上述個案裏，有關的醫院和病人是否同意新聞工作者拍攝那些照片，以及是否同意讓那些照片刊登在報章上。從上述個案可見，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報界侵犯了深圳市民的私隱。我們認為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即使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搜集擬在香港使用的資料，也應遵守適用於香港的專業標準。對於在深圳居住或旅居的人的私隱，香港的新聞媒體實應給予同等的尊重。
尚在生的受害人和親屬
2.28
在一次討論如何改革香港新聞界的會議上，某電視台的高級行政人員說香港的新聞採訪工作對不幸事件的受害人或生還者沒有絲毫惻隱之心：

“新聞界對死亡事故和其他不幸事件沒有尊重之心((對死者或受害人固然不尊重，更甚的是對尚在世的人也毫不尊重。攝影記者為了把認屍完畢步出殮房的人攝入鏡頭，不惜實實在在的把攝影機置於這些痛失至親的人面前；那些所謂記者也從後纏他們，為的只是問他們‘痛失至親有何感覺’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

2.29
尚在生的受害人及親屬可以為新聞工作者提供重要資料，幫助他們了解事件的背景，或向公眾解釋某個社會或經濟問題。不過，我們認為新聞工作者在決定是否報道受害人及其親友的私生活時，要體恤他們的感受。傳媒應尊重受害人尚在生的親友的感受，不應衹是利用他們達到新聞工作的目的或商業目的。除非公開受害人親友的身分符合公眾利益，否則傳媒不應這樣做。
2.30
我們亦認為新聞工作者在決定是否刊登（或再次刊登）一張受害人屍體的照片或死者生前的家庭照片時，應該謹慎行事，並應切記刊登這些照片可能會影響死者尚在生的親屬（尤其是死者的未成年子女）的私生活。在英國的一宗案例裏，
 一份地區性報章報道了海倫．沙福(Helen Sandford)在1987年逝世的消息。一份醫學期刊也討論了這宗案例。三年後，某電視台播放一輯關於生理過敏反應的節目，其中播出了三個人的照片，包括一張海倫的照片，上面加上英文字“dead”(死亡)。海倫的父母在事前未獲告知節目內有關於海倫的材料。他們衹是很偶然地看到該節目。英國的廣播投訴委員會(Broadcasting Complaints Commission)裁定，在沒有事先告知海倫的父母的情況下播放該節目，是不當地侵害了他們的私隱權。上訴法院亦裁定，某事件縱使曾經是公共領域之內的事情，但這事實不能使日後（這可能是許多年之後）重新喚醒公眾對該事的記憶的人免被指控侵害了當事人的私隱權。上訴法院提述《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表示如果將私隱理解為僅限於關乎投訴人的事宜而不包括其家人的事宜，則這種詮釋實在偏狹得令人難以接受，而且也有違常理。

2.31
新聞工作者應該撫心自問，如果受到傳媒審視的是自己，而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的又是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他們會有甚麼感受呢？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聲明：“凡良心未安，誓不下筆。”
 正如美國博德傳媒學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建議，新聞工作者應考慮下列問題，以確保他們的決定符合道德標準：

· “誰在這件事情上有利害關係(( 這是指誰會受我的決定影響？他們的動機為何？哪些動機是正當的？
· 如果角色對調的話，情況會怎麼樣？假如我身處其中一名有利害關係的人的境況，我會有何感受？
· 我的行動可能帶來甚麼後果？短期的？長期的？
· 我有甚麼方法既可盡全力履行報道事實的責任，又可盡量減少傷害呢？
· 我能否向我的同業、有利害關係的人和公眾人士清楚而完全地證明我的想法和決定是有充分理據支持的？”
2.32
以下的例子說明尚在生的受害人及親屬的私生活如何會被新聞媒體侵擾：
 (ae) 一名男子嫖妓時心臟病發，在醫院接受治療後逝世。他的全名、年齡和在生時的照片均刊登於某報章上。

 (af) 一名丈夫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某報章不衹刊登了他的全名、年齡和在生時的照片，還披露了他妻子的年齡和姓名的首尾兩個字。有關報道附有一張該住所客廳的照片，照片中該名妻子正在查看一個抽屜內的東西，一名來照顧她的親戚也同被攝入鏡頭。報道指該名妻子患有精神病。另一份報章刊登了一張她的丈夫躺在擔架床上被抬上救護車的照片。兩星期後，同一份報章報道已從其緊急援助基金撥出五千元濟助該名妻子。報道的標題為：“四歲女與精神病母失依靠”。該報再次刊登死者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
 (ag) 一名男子在交通意外中喪生。某報章刊登他的結婚照片，照片中的他與妻子互相祝酒，而妻子的面部並未弄模糊。
 (ah) 一名大學生在交通意外中喪生。一年後，一名新聞工作者探訪他的父母，在門階拍下該名母親的照片。這張照片大概是用隱蔽攝影機拍攝的。該份報章透露該名母親患有心臟病，每當有人提及她兒子時都會感觸落淚。死者父親已向有關司機提出民事索償訴訟。該份報章進一步報道死者父母在接受訪問時均不禁落淚。
 (ai) 一位已逝世的過氣名人生前立下遺囑。其中一名受益人在加拿大一個電台節目內透露該人的遺產會如何分配。某香港雜誌刊登了有關詳情，包括受益人是誰和各受益人可獲得多少遺產。該雜誌聲稱死者現居於香港的配偶不獲分配任何遺產。
 (aj) 一名男子為說服已離異的父母復合而自縊身亡。某報章刊登兩封聲稱載錄死者遺願的信，其中一封是給其姊姊的。據稱他在信中要求弟弟不要選擇政治作為職業。該報道透露了弟弟的全名和年齡，並刊登了他在殮房外打電話的照片。
 (ak) 某雜誌的封面故事透露一名已故的女保險經紀生前曾與不少男人有性關係以爭取更多保險生意。新聞界曾報道該名女經紀是有丈夫和兒女的。
2.33
我們察覺有數份報章會刊登屍體被布蓋著、裝在袋裏、或死者躺在地上的照片。數年前，某雜誌因刊登遭勒索者殺害的十歲男童的屍體照片而廣受批評。在另外三宗分別涉及歌星、專業人士及匪黨首領的個案中，有新聞工作者甚至拍下安放在殮房或棺木內的屍體的照片。雖然死者的遺屬可能會因而受到傷害，但有關的編輯仍准許這些照片在報刊上登載。由九龍明愛社區中心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受訪家長中有89%認為將未覆蓋的屍體相片刊登是不適當的，而92%的家長認為將死者露出內衣褲的相片放大刊登也是不適當的。
 由於私隱法的目的是保障在生人士的私生活不受他人不當干擾，所以嚴格來說，已去世的人的私隱如給報刊報道，並不會涉及侵犯私隱的問題，除非這類報道不當地干擾了在生人士的私生活，則作別論。
 然而，一個人在保持尊嚴下離開世上這個權利，是一般社會人士所認同的信念。即使不幸事件牽涉某公眾人物或在公眾目光下發生，新聞工作者報道該事件時亦應懷惻隱之心。我們留意到，研究私隱問題的加爾吉委員會建議報章在報道剛逝世的人的新聞故事時，應該與報道在生的人的新聞故事一樣，堅持如實報道和尊重私隱的原則。

喪禮
2.34
如果死者是一宗有新聞價值事件的當事人，或死者的喪禮有公眾人物出席，新聞工作者或會報道死者的喪禮。我們認為新聞工作者在報道喪禮時，應避免作出侵擾的行為，例如近距離拍攝神情哀傷的人的照片。據報在嘉禾電影公司創辦人之一何冠昌的喪禮舉行期間，電影明星成龍曾因為大批攝影記者逼近靈車拍照而大發雷霆。
2.35
在靈堂內拍攝照片，如果有違死者親屬的明確意願，便屬於侵犯私隱的行為。在一宗個案裏，有五名女子被發現在九龍某住宅單位內死去。在其中一名死者的喪禮正式舉行前，其親屬在靈堂的門上貼出告示，禁止新聞工作者拍攝靈堂內的情況和拍攝出席喪禮的親屬。據一份報章報道，當死者的朋友發覺有新聞工作者不理會上述告示而拍照時，他們便把靈堂大門關上。這篇報道附上一張靈堂內的照片，相信是在死者的朋友把大門關上前拍得的。照片所見，數名人士坐在死者親友送來的花圈旁邊。即使拍攝該照片真的沒有違反死者親友的意願，但人們可合理推測，將該照片刊登在報刊上是有違他們的意願的。
2.36
下述英國廣播公司《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條文，闡述新聞機構應如何報道喪禮：

“一般來說，電視節目衹應在死者家人同意下才可報道喪禮。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不理會死者家人的意願。我們應確保報道喪禮時，體恤死者家人的感受，避免作出侵擾的行為，例如近距離拍攝神情哀傷的人的照片。”
訴訟當事人及證人的身分
2.3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1)條規定，刑事或民事訴訟案的當事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由於並非所有市民都能夠或有時間到法院旁聽聆訊過程，因此坐在法庭記者席上的新聞工作者都被喻為“市民的耳目”。據羅拔遜(Robertson)及尼高(Nicol)解釋，報章報道法庭案件有很多重要的效用：

 (al) 公開報道是公義的靈魂。它能防止司法機關出現錯誤或不當的舉措。
 (am) 它阻嚇證人不敢犯偽證罪，因為假如證人知道傳媒可能會把他說出的謊話報道，從而促使其他人出庭指證他並不可信，他是較有可能說出真話的。
 (an) 它有助市民認識和理解法律的運作。
 (ao) 它有助加強刑事審訊在阻嚇犯罪方面的功用。
 (ap) 它使一些真正是公眾關注的事宜得以披露。
2.38
與英國和美國的報章相比，香港報章在報道法庭新聞方面的水準普遍不高。法庭案件的報道偶爾會流於煽情。雖然訴訟當事人和證人的身分，以及在法庭文件所載錄或聆訊中所披露的細節，都屬於公共領域之內的事宜，
 但新聞媒體在報道與申索案有關的指稱事實或在法庭內提出的證供時，如果也同時披露訴訟當事人的全名，便可能影響當事人或其親友的私生活。若某人在一宗人身傷害案中索取賠償，在法律程序中披露的事實便可能是一些與他的家庭生活、性生活、經濟狀況，以及身體和心理狀況（包括生殖能力）有關的敏感資料。同樣地，報章也可能刊登在刑事審訊中披露的罪案受害人的私生活詳情。假如受害人的身分可被辨認，這些事實便可能屬於高度敏感的資料。此外，罪案受害人的姓名和地址如被侵擾他們的人從新聞報道中知悉，便會危害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公開受害人的身分亦會使其他受害人因為害怕洩露身分而不敢舉報罪行。
2.39
美國最高法院注意到：

“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法庭上的爭議詳情，對於推動無拘無束地辯論那些被視為給《紐約時報》一案的裁決提供主要支持理據的公共事務議題，差不多完全沒有裨益。……雖然在某些訴訟中，訴訟當事人一般而言(或衹限於該宗訴訟的目的而言)，可以恰當地稱為‘公眾人物’，但是大部分與訟人更可能衹是猶如本案的答辯人一樣，在他們不大願意的情況下被迫踏上公開的法庭，以爭取他們唯一可以取得的補救或針對國家或其他人提起的訴訟作出抗辯。”

2.40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1)條規定﹕“由於民主社會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國家安全的理由，或當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時”，可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該公約的所有其他限制條款均包含“公共道德” 的提述，但是在第14條中，“道德”這詞語卻沒有連上“公共”一詞。這或許表示與私人道德而非公共道德較有關係的理由可接納為不准記者和公眾出席審判的理由，例如當私生活的私隱成為案中爭端之時便是。
 這樣看來，在法庭審訊某些例如涉及性罪行的案件時，可以基於“道德”理由而把公眾人士以及新聞界拒於法庭之外。如果有關法律程序牽涉家庭事務、性罪行或其他情況，而公開這些情況可能會侵犯訴訟當事人的私人或家庭領域， “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便成為案中要考慮的問題。

2.41
衹要與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有關的事實是在公開的聆訊過程中披露，新聞界一般可隨意作出報道。然而，這並非表示新聞界在報道不涉公眾利益的私生活事實時毋須有所克制。十年前，一名大學生被控高買，其後被判有罪。當有報章公開她的姓名和其他個人資料之後，她便跳樓自盡。雖然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堅持有關報章沒有違法，並指它們可隨意報道公開的審訊，但是香港記者協會認為在報章頭版報道該宗盜竊案的處理手法與該案的嚴重性完全不相稱。該協會質疑詳細報道被裁定犯輕微罪行的人的身分有何新聞價值。在另一宗案件裏，一宗嚴重交通意外的受害人訴肇事司機以索取賠償。該名受害人因該宗交通意外以致身體癱瘓和性無能。有報道指孫國治法官要求報刊在報道法庭案件時，應對受害人的感受抱同情和體恤的態度。他相信報界愈了解受害人的創傷，便愈可能會避免拍攝受害人的照片。

2.42
近期有一宗案件，該案的被告人被控以虛假藉口促致另一人進行非法的性行為。主審法官頒令禁制傳媒披露受害人的身分。在審訊期間，關於被告人要求與受害人進行肛交及口交的證據在法庭上提出。儘管法庭已發出禁制令，但有數名新聞工作者仍然在受害人離開法庭時拍攝她的照片。據報當受害人看見這些記者的攝影機紛紛指向她時，顯得驚惶失措。雖然她用雨傘作為遮掩以免被攝入鏡頭而暴露身分，但是某報章報道她還是逃不過“厄運”，因為單憑她一人之力根本不足以抵擋那些強行拍攝她照片的記者。有關的新聞機構除非刊登或播出這些照片或片段以致揭露了受害人的身分，否則不會衹因拍攝她的照片或片段而被控告藐視法庭。

2.43
根據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新聞倫理公約草案》所述的一般原則，“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私隱權；即使基於公共利益，仍應避免侵擾遭遇不幸的當事人。”
 我們認為報界應致力將這個原則應用於法庭案件的報道，尤其應對罪案受害人的感受抱同情和體恤的態度。對於曾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供而身分可被公眾辨認的受害人，報章應特別避免以煽情方式報道他們在案中所受到的傷害。

2.44
下列事例說明有報章披露曾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作供的受害人的私生活詳情：
 (aq) 兩名被告人被控非法禁錮和刑事恐嚇。最少有兩份報章披露受害人的全名和年齡。該兩份報章報道，受害人當時是某間指明的警署的軍裝警員，在澳門賭博時輸掉30萬元。其中一份報章更刊登了他步出法庭的照片。
 (ar) 一名受害人在審訊中作供指證被控刑事恐嚇的被告人。某報章刊登了受害人的全名、年齡和照片。報道指被告人承認與受害人的妻子有染。
 (as) 某報章在報道一宗刑事案件時，披露被告人把受害人的褲子從上面割開，然後把易燃液體倒在受害人的下體上，並點火燒受害人。該報道的部分標題如下：“放火燒受害者下體逼簽借據”。該報章披露了受害人的全名和年齡，又刊登一張受害人的照片，照片中他正在高等法院附近奔跑（估計是試圖避開記者的糾纏），並用雙手掩面（估計是試圖不讓記者拍攝他的容貌）。

 (at) 一名被告人因毆打一名嫖妓後拒絕付款的男子而被裁定有罪。某報章刊登了該名被毆打的受害人的全名、年齡和職業。
刑事記錄
2.45
報刊偶爾也會披露某人曾因為犯了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消息。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中指出，刑事記錄屬於公共記錄，不應以侵害私隱權為由而限制在報刊上發表。然而我們亦留意到，有論者指因輕微刑事罪行被定罪的人，是應該有權讓別人把這個記錄忘記。該等論者指公眾對某項罪行的認識和防範，可以在不透露犯事者身分的情況下進行討論來達致。洩露這些記錄會破壞犯事者重新建立的聲譽，並可能毀了他們的將來，令親友遠離他們。我們相信讓刑事罪犯改過自新重投社會的懷抱，成為有用和遵守法紀的公民，對社會是有利的。加利福尼亞州上訴法院裁定︰

“社會和我們實行的懲罰制度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讓誤入歧途的犯事者改過自新，讓刑事犯重新做人。……作為社會上明理的人，我們是應該讓一個已經……改過自新的人在光明正確的道路上繼續邁進，而不是促使他重投恥辱或罪惡之中。”

2.46
在美國，如果有關資料沒有新聞價值，則即使該事情曾經屬於公共記錄，也可以基於它涉及私隱而受到保障。下文是美國一本名為《侵權法再述》的著作所作的評論，文中闡釋時間的流逝是決定是否公開某人的刑事記錄的因素之一：
“僅是因為使原告人成為公眾人物的事情已成為過去，甚至是已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是不會使被告人失去宣揚原告人的私隱的權力，或失去再次宣揚他的私隱的權力（如果宣揚原告人的私隱的權力是先前授予的話）。以往發生的事情和活動可能仍然是公眾有正當理由感興趣的，而重提舊事，即使是多年前發生的事，就向公眾提供資訊和教育而言，也可能是有趣味和有價值的。然而，如果有關報道揭露了一名已重新過社會上大部分人過的非公開、合法和平淡的生活的人的事實，法庭在決定該次報道是否達到不合理的程度時，時間的流逝這項因素便須與其他事實一併考慮。例如披露一名已經改過自新的罪犯現時所採用的姓名和身分，並將他已拋諸腦後的過去再次抖出來，使他的新生活受到徹底的破壞，便可能屬於這種情況。”

2.47
我們相信，新聞界在平衡公眾知道某人的刑事記錄的權利與個人避免被人提及他曾因犯了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權利時，應顧及下列因素：
· 他是否公眾人物。如果是的話，他被裁定有干犯的刑事罪行與他的公職或任命有否關連；
· 有關的刑事罪行與他的公眾形象是否相符；
· 該罪行的嚴重性；
· 他是在多少年前被定罪的；
· 他是否已完全改過自新；及
· 是否有其他理由支持把他的身分公開。
牽涉在法律程序之中的少年
2.48
發布犯事的少年人的身分會使他們備受公眾注目，妨礙他們改過自新。此外，少年人應該有權從錯誤中學習，不應被親友認定為罪犯而終身蒙羞。另一方面，少年犯案數字不斷上升，愈來愈受到社會人士關注。當今的青少年人較以往的更為成熟和世故。要是一名少年犯事者觸犯了一項嚴重罪行，並完全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實在沒有充分理據保護他，不讓傳媒報道他的身分。然而，讓公眾認識少年犯案所帶出的問題，是可以在不影響少年犯事者的私隱權益的情況下達致。一般來說，除非少年犯事者對他人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否則，少年犯事者改過自新的權益是首要的考慮。
2.49
台灣的新聞評議會認為保障少年人的權益非常重要，因此特別就報道涉及少年人的法律程序的方式通過一項決議：

“少年之可塑性甚大，即使偶觸法網，亦應加以憫恕，期其改過從善，變化氣質，卒成好人。……新聞記者報導少年事件，自不應該發表該少年之姓名，以免傷害其自尊或妨害其自新，即使該少年之移付法庭審理或竟判處罪刑，如未經法庭公布，亦仍不得刊登其姓名或照片。他如職業籍貫或住所等，凡足以從而知悉其為何人者，亦應一律避免。至其家長或家屬既非當事人自更不應刊登其姓名。以發揚新聞道德。”
2.50
在香港，根據《少年犯條例》（第226章）的規定，報刊不得揭露與少年法庭
 的法律程序有關的未滿16歲的兒童或少年人的身分。
 不過，並非在少年法庭審訊的少年人則沒有這方面的保障。因此，少年犯的身分有可能被傳媒披露。

2.51
台灣的報業道德規範訂明，“對未成年嫌犯或定罪之未成年人，不得刊登其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認其身分之相關資料。”該規範又訂明不得刊登涉及罪行的未成年人的照片。
 台灣的新聞評議會委託了三名學者撰寫報告，報告認為不刊登被告人姓名的第二個字的做法是不能真正保護少年犯，他們建議應完全避免提及少年犯的名字。

2.52
英國的加爾吉委員會建議：“即使法律沒有禁止，報刊也不應披露牽涉入性罪行案件的未滿16歲兒童的身分，不論他們是受害人還是證人或被告人，亦應如此。”
 獲得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認可的作業守則大體上跟隨加爾吉委員會的建議，惟被控犯性罪行的未滿16歲的被告人並未被列入保障範圍之內。英國的廣播標準委員會所採用的《關於公平和私隱的守則》規定，“牽涉入與性罪行有關的警方調查或法院程序的未滿16歲兒童的身分，不得在新聞報告或其他節目中被辨識或可以被人辨識。”

2.53
下列事例顯示香港的報章有披露牽涉刑事法律程序的少年人的身分：
 (au) 七名未滿18歲的青少年在裁判法院被控非法禁錮和猥褻侵犯的罪名。某報章披露了六名被告人的全名，其中一人年僅14歲，而其餘被告人的年齡為16或17歲。
 (av) 一名少女在15歲時和一名男子發生性行為。一個月後，她聲稱懷孕而向該名男子敲詐六萬元。她因勒索罪而接受審訊時年僅16歲。某報章披露了她的全名。
 (aw) 一宗刑事案有五名被告人，其中四名被控強姦、猥褻侵犯和非法禁錮。某報章報道他們的年齡介乎15至17歲，並把所有被告人的全名刊登。另一份報章則沒有披露年僅15歲的被告人的身分，衹刊登了他的姓氏。這五名被告人中，最少有四名其後被判無罪。
 (ax) 一名15歲男童被控販毒。某報章報道他在庭上認罪，並刊登了他的全名。
 (ay) 有兩份報章報道新界一條小村有七名8歲以下的男童和女童被一名有孌童癖的男子猥褻侵犯。雖然該兩份報章均沒有披露受害兒童的名字，但其中一份報章披露了該條村的名稱。由於該條村落人口稀疏，這項披露使居於村內的所有未滿8歲的小童都被懷疑是受害兒童。
2.54
我們認為，為了保護少年人的將來，新聞媒體在報道少年犯罪案件和報道涉及少年人的法律程序時應該小心謹慎。我們考慮過香港是否適宜採納加爾吉委員會的建議，假如是適宜的話，究竟這種做法應否擴至其他罪行。在討論過程中，我們留意到披露被控例如謀殺或誤殺等令人髮指的罪行的未成年人的身分，有可能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即使有關罪行並非令人髮指，但仍可能被認為是嚴重的，例如強姦或“使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便是。
2.55
關於應否報道一名少年犯的身分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少年犯的年齡和所犯罪行的性質。可供選擇的方案有數個之多。例如將加爾吉委員會所提議的16歲年齡界限降低至15或14歲，未達這年歲的兒童即使被控犯刑事罪行也不應被披露身分，儘管披露他們的身分並非違法也應如此。其他方案包括︰衹限於被控犯“輕微罪行”的兒童才可獲得這項保護；將加爾吉委員會建議的保障範圍擴至被控犯了最高刑期不超過七年（或並非是終身監禁）的罪行的兒童；將被控犯任何罪行的兒童的身分保密，除非及直至他干犯的是“嚴重罪行”（或可被判終身監禁的罪行）並被判罪名成立；或簡單地將這個問題交由編輯按其專業判斷處理。
2.56
我們初步認為《少年犯條例》所提供的保障應該擴至所涉法律程序並非是在少年法庭進行的未滿16歲的兒童。不過由於保護少年犯的身分免被辨識這個問題牽涉私隱權以外的問題，所以在未諮詢公眾意見之前我們不宜就此事下定論。我們因此誠邀公眾人士就此事發表意見，尤其是應否保護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兒童（無論他們是案中的被告人、受害人或證人）的身分免被傳媒報道，以及如應該保護的話，應怎樣定出界線。
大批新聞工作者聚集某處進行採訪
2.57
為了有效執行職責，新聞工作者可能要追纏新聞事件的主角和向他們追問問題。不過，雖然新聞工作者到事主的辦公室或住所以期拍攝照片或進行訪問可能是正當的做法，但一大批來自不同新聞機構的新聞工作者群集某處進行採訪，所造成的整體效果對採訪對象而言可能具有威嚇性。英國廣播公司為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向節目製作人員發出下列指引：

“我們必須嚴禁以不斷打電話、不斷敲門，或採訪對象進出時阻擋他們的去路（如果這在私人物業內發生，可能會構成屬於嚴重侵犯的刑事罪行）等方式不公平地騷擾他們。也許可以或適宜採取由部分身在現場的記者進行採訪，然後將採訪成果與其他記者分享的做法；或如果明確知悉事主無意現身，英國廣播公司的人員便全部撤離現場的做法。如果事主要求在現場的英國廣播公司採訪隊離去，採訪隊應就此向編輯請示。採取甚麼措施才算恰當，需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定，但須緊記下列考慮因素：
· 事主是普通公民還是公眾人物？
· 事主是受害人、壞人，或僅是有利害關係的人？
· 事主有否明確表示一定不會或不欲現身或接受訪問？
英國廣播公司在某些情況下會認為撤離現場是適當的做法，即使我們或者會因此而錯過一些其他機構搜集到並將之發表的資料亦然。”
騷擾和尾隨
2.58
以下的報道是一名記者親歷其境的描述，讓我們了解新聞工作者如何為了爭取一次訪問機會而騷擾當事人：

“〔藝員羅嘉良因為患上急性甲型肝炎而〕入醫院之後，記者仲不斷咁打電話搵佢，又call爆佢個唱片公司老闆娘余倩雯機，仲離譜係踩上醫院猛推門，搞到〔羅嘉良〕無得。都係要集齊記者手足一次過講清楚，等佢真係可以休息，於是上星期六醫院都要搞記者會，完全係俾記者‘逼’出。”
2.59
香港新聞工作者鍥而不捨地搜集資料的精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上，多達62%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認為“纏不願提供資料的人來採訪新聞”是恰當的做法，衹有15%的新聞工作者認為這做法不恰當。
 我們在《纏擾行為諮詢文件》建議，一個人如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做出一連串對另一人構成騷擾的行為，應屬罪行及被視為有做出侵權行為，除非在當時情況下做出這些行為是合理的，則作別論。我們在該文件提議無需在法例內加入騷擾一詞的定義，原因是法院完全明瞭這個概念的涵義。然而，如能就甚麼行為會構成騷擾提供一些指引，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而言，也是有用的。例如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作業守則規定，除非報刊能證明其採訪手法符合公眾利益，否則必須遵守以下關於騷擾行為的規定：

 (az) 新聞工作者和攝影師不得藉恐嚇、騷擾或不斷追纏的方式搜集或試圖搜集資料或照片。
 (ba) 他們不得在未獲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拍攝身在私人物業……內的人的照片，若他們被要求停止致電、詢問、追纏或給當事人拍照，便不得堅持這樣做。若他們被要求離開當事人的物業，便不得繼續在該處逗留，更不得尾隨當事人。”
2.60
新聞工作者可能會利用公開或秘密的方法搜集資料。他們可能會在一名公眾人物居住或常到的地方外面守候，尤其是如果有關的公眾人物涉及婚姻問題或婚外情，新聞工作者便更加可能會這樣做。他們可能駕駛電單車跟蹤他，或用汽車阻擋他的去路，甚至冒發生交通意外或與對方發生衝突的危險，以圖拍攝他的照片。據報道數名藝員和明星曾經為了擺脫新聞工作者的追纏而被妄顧安全地駕駛。
2.61
必須注意的是，即使我們就纏擾行為所提出的建議獲得落實，當事人如果不知道他正被新聞工作者尾隨或注視的話，他是得不到保障的。《蘋果日報》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結果發現340名受訪者中，有88%認為記者尾隨公眾人物是侵犯私隱的行為。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就新聞界以“跟蹤手法”採訪新聞的做法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訪者不贊成傳媒在採訪新聞時使用這手法，不反對傳媒這樣做的衹有24%。有52%的受訪者認為傳媒不應使用藉跟蹤名人或公眾人物而取得的獨家資料作為提高銷量或收視率的方法；接受這種做法的人衹有28%。

2.62
我們認為，無論對象是否公眾人物，新聞工作者都不應尾隨他人，除非這樣做是符合公眾利益，則作別論。新聞工作者尤應注意，不應在沒有涉及公眾利益理據的情況下，在當事人要求停止採訪後仍繼續尾隨他或拍攝他的照片。新聞工作者的行為當然還須符合法律。

2.63
以下是新聞工作者監視或尾隨採訪對象的事例：
 (bb) 一名歌星據報為避開駕車追蹤他的記者而發生交通意外。
 (bc) 一名流行歌手的舊同學被新聞工作者跟蹤了數天，目的衹是要證實該名歌手不再視他為男朋友的謠言是真確的。
 (bd) 《東方日報》的新聞工作者一連三天尾隨一名上訴法庭法官，並在他家門外守候，目的是要讓他知道“狗仔隊的真面目”。高等法院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一案裁定：“這次行動的動機和真正目的，是要報復法院作出對東方報業集團不利的裁決，並懲罰作出這個不利該集團的裁決的法官。”

 (be) 某雜誌報道一名香港小姐在香港一間大學上課時被該雜誌的新聞工作者跟蹤了數天。他們暗中拍下她在演講廳上課的照片，並同時刊登一張她的男朋友在大學外等候的照片。
 (bf) 某雜誌的新聞工作者用了七天跟蹤某藝員、她的男朋友和一名謠傳是她的新男朋友的演員，以圖找出更多關於該藝員的感情生活的資料。據該雜誌報道，該藝員大部分時間都是獨來獨往；她的男朋友曾和一名中年婦人外出；該名演員則曾與他的同事約會。這篇報道也披露了他這名同事的姓名。
 (bg) 一名新聞工作者花了最少一天秘密跟蹤一名婦人和她的孩子。該名婦人的丈夫是一名公眾人物的兒子。夫婦二人那時正就兒子的管養權問題進行法律程序。
攔途突擊的採訪方式
2.64
為求追尋和報道真相，新聞工作者可能會在公共地方、私人物業內或私人處所門前，未經預約便當面質詢當事人。這種策略一般稱為“突擊訪問”或“攔途突擊的採訪方式”。當新聞工作者尋找機會向不願意接受訪問或拍照的人索取資料，或希望攝錄私人物業內的情況，而管有該物業的人大多不會讓新聞工作者進入，則新聞工作者便很可能採用這種策略。這種訪問方式是惹人反感的，理由如下︰

“首先、被突擊訪問的人如被錄影作廣播用，他表現出來的驚愕神情往往使人覺得他犯了錯，尤其是如果被訪者在與傳媒打交道方面是缺乏經驗的話，當他面對堅決和窮追猛打的記者時，試圖避開這些突如其來的追訪，會令他看來搖擺不定和心虛。

其次，突擊訪問可以違反新聞業所應具備的持平和公正的原則。成為傳媒採訪對象的人（這甚至包括懷疑從事非法活動的人），有權斷言拒絕接受訪問，或最起碼有權經深思熟慮才回應記者的提問。”

2.65
有見及此，這種策略也許衹應在採訪對象對邀請訪問一事不作回覆或相當可能不作回覆，以及有表面證據顯示有犯罪行為或嚴重反社會行為時才使用。

2.66
有兩宗個案值得一提：
 (bh) 在第一宗個案裏，一名男子與媳婦爭執後把她刺死，繼而自殺。有一名或多名新聞工作者在晚上十一時探訪死者兒子，但住所無人應門。新聞工作者致電警方求助，辯稱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擔心當事人做出傻事。警方破門入屋後，發現他衹是獨自沉思。新聞工作者的努力沒有白費，最後成功訪問了他。某報章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片所見是當事人坐在住所內，他身旁的一名便衣警員正在搜查他的錢包。該篇報道也刊登了他的全名和年齡。
 (bi) 另一宗個案是一名被告人被控“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案情透露一名攝影記者聲稱遭被告人襲擊。被告人當時正與其他七人一同護送剛出席完一宗藐視法庭案的馬先生離開高等法院。裁判官發現該名攝影記者在混亂中抓被告人的外套，然後拉他。裁判官留意到該名攝影記者“故意衝向保護〔馬先生〕的人牆。這是一次執意以武力進行的衝擊。”
 裁判官裁定，“攝影記者絕對有權拍攝已離開法院大樓的人，但他們無權阻止在公眾地方步行的人合法前進。”他繼而指出，雖然發布有新聞價值的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但是攝影記者應以“克制和非對抗性的態度”工作。

用暗中進行的方法搜集資料
2.67
新聞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追尋和報道真相。然而，人們常常隱瞞對公眾來說是重要但如果給公眾知道的話便會使他們尷尬或受傷害的資料。在這情況下，新聞工作者會考慮使用暗中進行的方法找出真相。他們因此可能在未得採訪對象同意的情況下在私人處所或公眾地方使用隱蔽的攝影機或錄音機，也可能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電話談話錄下來。要是新聞工作者不使用這些方法，他們便無法進行偵查式的新聞工作，而關於罪惡、反社會行為和官員辦事缺乏效率的證據亦可能永不會被發現和揭露。不過，新聞工作者必須自我警惕，避免在沒有合理理由下侵害他人的私隱權。新聞工作者除了須確保採訪活動符合刑事法和民事法之外，還須遵守一項原則，就是因使用暗中進行的方法而引致他人私隱受侵犯的程度必須與調查中的事情的嚴重性相稱；僅是因為某事情是市民有興趣知道的，並不足以成為新聞工作者使用暗中進行的方法搜集資料的理據。

2.68
香港記者協會的操守委員會注意到公眾所提出的投訴有部分牽涉以不“正直”的方式取得新聞材料。

“在某些情況下，攝影記者以隱蔽式攝影機或攝錄機拍下投訴人的片段或照片，事先卻未取得他們同意，令他們不滿。亦有同業雖然事前同意保密資料，事後卻不守協議，同樣引起被訪者的不滿。”

2.69
操守委員會指出，在這些投訴個案中，有部分並不牽涉凌駕一切的公眾利益因素。他們認為，以不正直的手段取得新聞材料的個案“驟增”，此一趨勢實在“令人憂慮”。他們相信傳媒機構有責任確保其搜集的新聞材料是從正當的途徑得來。

2.70
關於新聞自由和私隱權在以下情況如何協調的問題，會在下文詳細探討：
 (bj) 在公眾地方偷錄；
 (bk) 在室外監視室內的情況；
 (bl) 使用欺騙手段搜集資料；
 (bm) 在私人處所內偷錄；
 (bn) 獲得一方同意而錄下口頭或電話談話的內容；和

 (bo) 截取電話談話的內容。
在公眾地方偷錄
2.71
身處公眾地方的人所享有的私隱與身處自己的私人住所或辦公室的人所享有的私隱，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身處公眾地方的人可以被其他人看見，而他們的私人談話也可以被其他合法地在現場附近出現的人聽到。既然他們並非獨處或與外界隔離，而他們在公眾地方出現又並非是一件私事，則將他們的談話或活動記錄下來，無論記錄過程是公開或暗中進行，一般都不受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提述的將侵擾個人獨處或與外界隔離的境況的行為定為侵權行為的建議所規範。不過，暗中偷拍可能對被偷拍的對象不公平，也可能侵害了他們的私隱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偷拍可以是不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方法，因而是違法行為。
2.72
根據我們在有關民事責任的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因公開披露他人私事而被控侵犯私隱的被告人，可以基於公開了的私事是屬於公共領域作為辯護。不過，準確報道這些事可能為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和憂慮。我們認為單憑有關的個人資料是屬於公共領域這一事實，不足以成為可供新聞媒體報道的理由。人們在某些類別的“公眾地方”有可能可以享有合理的私隱期望。當一個人身處教堂、診所、社區中心、公、或酒樓內，他或者可以有理由預期不會受到傳媒注意的。

2.73
有部分傳媒利用這個灰色地帶，暗中拍下知名人士身處公眾地方的照片。一些知名商人、專業人士和演藝界人士，在進入或離開酒樓、夜總會或酒店時被偷拍。有數宗事例是男事主與年青女士在街上結伴同行時被偷拍。假如事主已婚，公開這些事實很可能會導致家庭糾紛，甚至婚姻破裂，而他們的子女將需要承受父母分居或離婚所帶來的所有苦果，但公開這些事實卻可能完全不涉及任何公眾利益。

2.74
即使當事人身處公眾地方，使用隱蔽裝置搜集個人資料作刊登或廣播之用，也是令人反感的行為。我們認同英國的獨立電視委員會所說：“使用隱蔽錄音機和攝錄機偷錄不知情的人的聲音或影象這種採訪手法，衹有在所錄得的資料對於確立某新聞故事的可信性和權威性是重要的，而該故事本身亦是明顯地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獲得接受。”

在室外監視室內的情況
2.75
新聞工作者可能未經當事人或有關的私人處所的佔用人同意便在私人處所外使用儀器，偷錄處所內的活動。其中一個事例是，某雜誌的新聞工作者使用遠攝鏡頭攝影機，拍攝某藝員的男朋友在大嶼山的自置單位內的情況的照片。該雜誌刊登了數張照片，照片所見該藝員正在客廳內與其男朋友吵架。該雜誌在同一篇報道內刊登了另一張同樣由他們的新聞工作者拍攝的照片，照片中該藝員正在其位於西貢住所的房間內收拾私人物品。該房間的情況顯然是路人可以看到的。該藝員發現自己被監視後立即把窗簾拉上。另一事例，是某雜誌的新聞工作者在某藝員的住宅外，從晚上守候至翌日清晨，一直監視她在住宅內的情況，並拍攝她在書房內工作的情形，其中兩張照片在該雜誌刊登。
使用欺騙手段搜集資料
2.76
新聞工作者可能會透過作出虛假陳述或使用詭計獲取個人資料或照片。他們可能改或虛報他們的身分，假裝是顧客、病人、僱員、公職人員或訪客，以圖進入私人處所或與採訪對象以電話通話，藉此取得本應不能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也可能在採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隨身帶的隱蔽攝影或錄影機拍攝。
2.77
一名曾在香港某份聲譽良好的報章擔任記者的女士表示，她對於香港新聞工作者在搜集資料時所採用的一些手法不敢苟同。她說有些新聞工作者冒認是交通意外傷者的親屬，混入醫院的急症室或病房查問傷者當時的情況。她曾經目睹一名傷者因此受到“極大的困擾”。
2.78
另一宗被報道的事例涉及一名影星。她指稱一名新聞工作者藉向她的女傭冒認是她的朋友而獲准進入她家。該名記者其後在她家內拍攝了多張照片。
2.79
雖然使用欺騙手段可能讓新聞工作者得以揭露非法活動和社會醜惡面，但這樣做可能會破壞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損害新聞工作的公信力。長遠來說，這會對新聞工作者的採訪工作有不良影響。使用不誠實方法獲取資料還會遭人責難，因為以不當的手法來揭露一件不當的行為，不可能是正當的做法。此外，還有一個關於偽善的問題：
“既然新聞界的功能（或最低限度有部分功能）是尋訪和揭露不當行為，為了避免被指偽善，最好不要同樣犯上它們所揭露的別人所犯的過錯。這即是說，新聞工作者是有道義責任如實報道和揭露惡行。因此，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媒體在要求別人遵守或努力遵從某些道德規範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必須貫徹始終地尊重這些道德規範。”

2.80
有人認為，對於一個要求同業在搜集和報道資料時必須誠實的行業來說，使用任何形式的欺騙手段去獲取資料都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們認為在罕有的情況下，如新聞工作者有理由相信他們所需要取得的資料對公眾利益而言至為重要，而有關資料是不能以沒有欺騙成分的手段取得，則使用並非不合法的欺騙手段是可以接受的，惟使用的欺騙手段的性質和當事人受欺騙的程度必須與擬揭露的惡行的嚴重性相稱。我們認同美國博德傳媒學院的看法，在考慮使用隱蔽攝影機或虛報身分時，應採用以下的準則：

· “所獲得的資料至為重要。這些資料必須涉及非常重要的公眾利益，例如揭露高層的重大‘系統失誤’，或可以防止市民遭受嚴重的傷害。
· 所有可以取得同一資料的其他方法都採用過。
· 有關的新聞工作者願意披露欺騙的性質和使用欺騙手段的理據。

· 有關的新聞工作者和他們所屬的新聞機構是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憑藉出色的專業技巧、投入所需的時間和金錢，全面追尋故事的真相。
· 透過欺騙手段而揭露的資料所可以防止的傷害，大於欺騙行為所導致的傷害。
· 參與其中的新聞工作者就有關的道德和法律問題協力進行有意義和慎重的商議才作出決定。”
2.81
博德學院指出不得引用下列準則，作為支持使用欺騙手段的理據：

· 贏取獎項。
· 擊敗競爭對手。
· 以較少時間和資源取得新聞。
· 這樣做是因為“其他人都是這樣做”。
· 事主本身的行為不道德。
2.82
我們認為下述德國的《報業守則》所訂定的指引，有助我們明白在哪種情況下可以使用欺騙手段採訪新聞：

“偵查工作是新聞業的正當工具，但必須在憲法、法律和尊重一個人的尊嚴的規範下進行。原則上，一名從事偵查工作的新聞工作者就他自己的身分或他所代表的刊物作出虛假聲明，是作出了與新聞界的角色和崇高地位不相符的行為。
在某些個別個案裏，如果秘密進行的偵查工作能夠揭發不能用其他方法獲得的資料，而有關資料又是涉及特殊的公眾利益，便有足夠理據進行秘密的偵查工作。
在意外或災難事件中，新聞界應緊記拯救受害者及身處險境的人的行動較公眾的知情權更為重要。公眾的知情權亦不能作為新聞工作者使用非法手段取得新聞材料的理據。”
2.83
香港記者協會的專業守則第5段規定，新聞工作者衹有在“公眾利益凌駕一切”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不是“正直”的手段取得資料和照片。
 我們在此補充一點，新聞工作者不應使用非正直的手段取得新聞，除非(a)使用這些手段就刑事法和民事法而言是合法的；(b)沒有其他合理可行的方法可以取得有關資料；(c)侵擾的程度與所調查的事情的嚴重性相稱；以及(d)這些手段的使用是可以有關使用是符合公眾利益作為辯解。
在私人處所內偷錄
2.84
視象證據可使有關報道更令人信服。新聞工作者因此可能用隱蔽攝影或錄影機來報道危險或非法活動。然而新聞工作者也可能用隱蔽儀器記錄私人處所內的私人活動。例如有一份報章報道某私人會所內的情況。該篇報道聲稱該會所經常有同性戀者光顧。文中刊登了數張在大廳、所和淋浴間內秘密拍攝的照片。雖然所有當事人的眼部都打上格子，但是一名在另一份報章投稿的專欄作家指出，熟悉當事人的人不難從相片中把當事人認出。他聲稱認識一名當事人，而該人正躊躇如何面對父母的責難。該專欄作家透露當事人有可能因為身分暴露而失去工作或與家庭破裂。

2.85
根據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假如被控侵犯私隱的被告人的作為或行為對於保護他自己或另一人的人身或財物是合理地需要的，他便毋須負上法律責任。因此，一名合法身處私人處所的記者，是可以在沒有獲得私人處所的佔用人同意的情況下，在私人處所內放置竊聽器，或攜帶隱蔽的攝錄儀器，但他必須能提出理據，證明有需要這樣做，以保護香港某類居民（例如病人或消費者）的人身或財物。然而，放置或使用隱蔽儀器的做法可能與侵擾的正當目的不相稱。例如調查一名醫生有否違法向病人出售禁藥的記者，雖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辯稱他假扮病人時攜帶隱蔽的攝錄機或錄音機對於保障病人而言是合理地需要的，但是如果他把記錄儀器暗藏在該名醫生的診症室內，使他可以日夜監視或監聽醫生的活動，他的行為便太過分了。

2.86
我們認為一般來說，不應以隱蔽式攝錄機和錄音機記錄不知道它們存在的人的資料，除非以這種方法取得的材料對於建立擬報道的新聞故事的可信性是重要的，而故事本身又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則屬例外。此外，使用無人在現場操控的記錄儀器的準則，應遠較使用新聞工作者隨身攜帶的記錄儀器的準則嚴格。假如有證據顯示有罪行或嚴重反社會行為，是應該可以使用記錄儀器收集個人資料作刊登或廣播之用，但無人在現場操控的攝錄機或錄音機，除非有證據顯示有人犯嚴重罪行，否則不應使用。所採用的手段必須與調查的事情的嚴重性相稱。以下載於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條文，就如何定出界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無人現場操控的記錄儀器（放置秘密記錄儀器）((英國廣播公司絕不會在未得私人物業的業主、佔用人或其代理人的同意的情況下在私人物業放置無人在現場操控的記錄儀器，除非是為了獲取嚴重罪行的證據，但事前仍必須獲得負責編輯政策的監督同意方可。該監督將要求有關人員提供明確證據，證明將被記錄聲音或影象的目標人物曾犯有關罪行。
其他的秘密記錄方法（隨身攜帶隱蔽式攝錄機或錄音機）((假如未獲私人物業的業主、佔用人或其代理人同意，英國廣播公司一般衹會在有表面證據顯示那些聲音或影象將會被記錄的目標人物曾犯罪或曾作出嚴重的反社會行為時，才會在私人物業使用隱蔽式攝錄機或錄音機。節目製作人員必須解釋為何採用公開地記錄聲音或影象的方法很可能不成功，以及錄得的材料對於製作有關節目而言是有需要的。……”
獲得一方同意而錄下口頭或電話談話的內容
2.87
根據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建議，假如獲得電話談話的一方同意，是可以把電話談話內容錄下來的。因此，打出電話的新聞工作者可繼續在沒有知會對方的情況下把電話談話內容錄下來。錄下口頭或電話談話可確保報道準確，並可保障新聞工作者，使他們不會被指錯誤引述受訪者的說話。偷錄也可能是探取關於非法活動的資料的唯一方法，使公眾獲得他們本來不會獲得的資料。然而，這種偷錄行為雖然不算違法，但有可能被認為不道德。雖然新聞工作者應獲准錄下口頭或電話談話，以方便補充筆記的缺漏，和在可能針對他們提起的法律訴訟中用作自辯的證據，但是我們認為除非對方一定不會同意和有表面證據顯示有罪行或嚴重反社會行為發生，否則不應偷錄口頭或電話談話的內容作廣播之用。要是有關情況不符合上述條件，新聞工作者便應表明自己的身分，解釋他希望對方提供的資料是會在節目內播放。此外，即使採訪對象答應接受訪問，有關的談話內容也不應在節目內播放，除非他也同意有關內容可供播放，則作別論。

截取電話談話內容

2.88
除了把電話談話內容錄下來，某人（可以是新聞工作者）也可能在沒有取得談話各方的同意下截取電話談話的內容。截取得來的資料是可能刊登於報刊上的。1999年3月，某報章把由一名據稱是該報讀者的人所截取的一段電話談話內容刊登，聲稱該段談話是一位歌星和一位名人的電話談話。香港演藝人協會發表聲明，譴責偷聽電話和報界把偷聽得來的資料刊登的行為。他們在聲明中指出，不論內容孰真孰假，把以截取方式得來的材料刊登是新聞媒體漠視社會責任的表現，足以摧毀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明報》指這項報道是一項侵犯私隱的行為，不能以公眾利益作為辯解，且會間接鼓勵未經許可截取通訊的侵犯私隱行為。
公眾人物及其家庭成員
2.89
公眾人物及其家庭成員較可能成為傳媒侵擾的對象。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眾人物”一詞在演繹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時有下列意義︰

“大體而言，稱得上公眾人物的人，是在社會事務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有些人身處的位置所享有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使他們在各方面而言均被視為公眾人物。較常見的情況是被列為公眾人物的人，主動介入與某公共事務有關的爭議的中心點，以圖影響有關問題的解決。”

2.90
香港演藝人協會在1995年7月就部分新聞媒體的侵犯私隱行為作出公開抗議，其聲明如下：

“最近有某些報紙周刊，對藝人甚至其家屬展開連串偷拍、跟蹤及揭私隱行動，甚或作誇大報道，歪曲事實，斷章取義，誤導公眾，更意圖衝入私人地方拍照，滋擾藝人及其家人生活。……令藝人們惶恐終日、無援及極度不安，更對藝人家屬及親友帶來滋擾、恐懼和巨大心理壓力。”
2.91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公眾普遍反對新聞媒體報道立法局議員和電視藝員的私生活：

 (bp) 超過60%的受訪者反對傳媒揭露立法局議員的私生活，約有55%受訪者反對傳媒報道電視藝員的私生活。
 (bq)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公眾有權知道立法局議員的學歷、國籍、年齡和病歷，但他們傾向認為立法局議員的家庭背景、個人財富和私生活應予保密。
 (br) 受訪者普遍認為關於電視藝員的報道與新聞自由或公眾的知情權無關。
2.92
我們同意《美國法理》的觀點，即凡以明示或默許的方式讓自己受到公眾注意或批評的人，必須認同他們所享有的私隱較別人為少，這點起碼在正當地報道與他們的公開活動有關的事情方面是對的：
“某人因其成就、聲名、或生活方式，或因其從事的專業或行業而使公眾對其作為、事情和品格產生正當的興趣，可以稱為公眾人物，他因而至少放棄了部分的私隱權。……若某人從事的事務或投身的職業要求公眾的認可或支持，該人實已同意讓那些可能會認可或支持他這樣做的人審視其私生活，但這種審視僅止於對於評定認可或支持他的做法是否明智及恰當是必需的才會被視為他已同意讓該些人如此審視其私生活。”
（橫線後加）
2.93
美國的《侵權法再述》也有類似的看法：
“任何人因參與公開活動，或在關注一般經濟、文化、社會或類似公眾利益的機構或活動中擔當重要角色，或把自己或自己的工作交由公眾判斷，而自願地使自己置身於公眾目光底下，則當他獲得他所渴求的宣傳時，即使那些宣傳對他不利，他也不能有所埋怨。單就該人的公開露面和公開活動而言，這樣的一個人可以說是沒有私隱，因為這些不再是他的私事。”
（橫線後加）
2.94
因此，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的結論是：關於某人的私事，如果完全與他是否適合擔任某公職或從事某專業無關，或與他是否有能力執行公職或專業職務無關，則一般應禁止發布。如果新聞界發布的是關乎一些與他的公職或專業角色無關的私人活動或行為，則法律不應衹因該人是公眾人物而不保障他。

2.95
以下節錄自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聲明，最能說明如何將新聞自由與擔任公職的公眾人物的私隱權益互相協調：

“公眾人物的地位雖然特殊，但仍可享有私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公眾應獲提供與公眾人物獲取公職、保留公職或履行職務的能力或適合性有關的事實。至於他們的私人行為，衹要是合法和不會引起重要的和更廣泛的問題，一般來說公眾是無權知道的。
作為一般原則，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不應報道公眾人物的私人合法行為，除非其行為本身或其行為因漸為人知而帶來的後果會引起更廣泛的公眾關注。單因為其私人行為是‘屬於公共領域’（指有人已加以報道）並不足以成為英國廣播公司也予以報道的理據。”
2.96
因此，衹要公眾人物的活動是公眾有正當理由關注的事情，新聞媒體是可以報道的。然而，它們除了披露有必要使公眾獲悉問題所在的資料之外，不應進一步披露其他詳情。例如︰雖然公開某高級公務員患重病可能符合正當的利益，但是發布該名公務員的詳細病歷則是過分和不合理的做法，即使該等資料是合法地落入編輯手中亦然。
2.97
至於搏取宣傳的藝員和名人方面，他們公開露面或參與公開活動時固然不能保有私隱，但傳媒仍應尊重他們的私生活，除非將其私生活公諸於世的正是他們本人，則作別論。
2.98
新聞媒體也喜歡報道公眾人物的家庭成員的情況。我們認為某人的作為不應單因為他與一名公眾人物有家庭關係而被傳媒報道。傳媒衹應在他做了一些對社會有特殊意義的事情才報道他的作為。
2.99
以下事例說明了傳媒喜歡報道現在或以前屬於演藝界的公眾人物的私生活：
 (bs) 某雜誌的新聞工作者花了最少兩晚在一幢大廈外監視在該大廈居住的一名前任亞洲小姐。有一次，有人看見（和偷拍）她與一名男子返抵該幢大廈的正門。據稱該名男子是一間上市公司的老闆，並已在不久前結婚。該雜誌更報道，該名男子在凌晨二時三十分才離開該大廈。該雜誌的新聞工作者在該男子被發現在該大廈外出現後兩天再跟蹤他，看到（和偷拍）他與妻子倆在一間戲院的樓梯上愉快地交談。該雜誌把這些照片全部刊登，並在文中披露了該名男子和其妻子的全名。
 (bt) 某雜誌報道，一名女演員與一名導演在酒店房間內共度超過四小時後，在早上四時左右離開酒店。
 (bu) 一名前演員懷孕四個月。某報章報道，她在寓所如時發現下體流出血塊後被送往醫院。該報章刊登了一張她躺在擔架床上的照片，並報道她以往曾參演不適合兒童觀看的電影，但自1993年後便退出娛樂圈。該段報道附有一張她當演員時拍攝的性感照片。
 (bv) 某雜誌報道一名歌手的住所是由一名富有的女子擁有。該報道披露了該名女子的姓名。
 (bw) 某雜誌報道一名前任香港小姐與她的分居丈夫以前的性生活詳情。這些資料由該名分居丈夫披露，令該名前任香港小姐尷尬。
 (bx) 某雜誌報道，一名藝員被傳投資失利，在股票市場中損失了不少金錢，並刊登了一張看來是發給她的信用卡月結單。雖然月結單上的地址和信用卡號碼已被塗去，但所載的財務資料卻清晰可辨。該報道暗示她的財政狀況欠佳。
兒童
2.100
兒童可能成為傳媒的採訪對象。兒童可能犯罪或作出反社會的行為，也可能成為刑事罪行或反社會行為的受害者。關於兒童企圖自殺的新聞也時有所聞。當一名成年人因一宗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而成為公眾人物時，新聞媒體可能會報道他的子女的反應。新聞工作者可能尾隨一名公眾人物的子女，以找出更多關於其父親或母親的資料，即使他的子女的私生活並非公眾所關注的事情亦然。偶爾也會有父母自願向新聞媒體透露其子女的私隱。很多時，揭露某兒童的資料和侵擾他的私生活，衹不過是為了使報道更煽情和更富趣味。
2.101
傳媒侵擾兒童的私生活和將某兒童的身分公開，會不必要地令有關兒童及其父母尷尬和承受額外的精神壓力，尤以有關兒童是性虐待案的受害人為然。這些侵擾不僅影響有關兒童的自我形象，更會妨礙他的復原進度，使他難以從創傷中復原過來，重過正常生活，展開人生旅途的新一頁。
2.102
英國的廣播標準委員會採用的《關於公平和私隱的守則》規定：

“兒童是易受傷害的一群，廣播機構必須特別注意這一點。他們的私隱權，不應因為其父母聲名顯赫或聲名狼藉，或是因為學校的活動而受到損害。小心不要利用兒童的純真和對人的信任。不應向他們查問其家事，或查詢他們對一些很可能是他們理解能力以外的事物的看法。一般情況而言，就一些重大事宜向未滿16歲的兒童提問前，應該先徵得其父母或處於生父或生母地位者的同意。如果沒有徵得有關人士同意或實際上遭該等人士拒絕，任何關於進行採訪的決定，衹有在有關的新聞故事與凌駕一切的公眾利益有關連和讓兒童露面是絕對有需要的情況下，才是有據可依的。……”
2.103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未滿18歲的兒童的私生活不應受到他人任意或非法干涉。他們有權享受法律的保護，免受這種干涉，並有權獲得令他們身心健康的呵護和照顧，
 特別是他們的私生活可在免受任何傳媒的不當干涉的情況下完成學業這項權利。報刊不得衹為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和增加銷量而犧牲兒童的私隱。父親或母親是公眾人物的兒童的私隱特別容易受到傳媒侵犯。刊物如侵犯了兒童的私隱，是不能以侵犯其父親或母親的私隱是符合公眾利益為由來作辯解。兒童的父親或母親的名聲地位，是不能作為報道兒童的私生活的理據。一般來說，即使其父親或母親是公眾人物，兒童也有權反對新聞工作者尾隨他或拍攝他的照片。除了兒童與其父親或母親的關係外，在不牽涉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新聞媒體不應在違反兒童的意願或有損兒童利益的情況下，報道兒童的私生活或刊登他的照片。
2.104
以下是兒童的私生活成為傳媒報道焦點的事例：
 (by) 一對分居夫婦就兒子的管養問題發生爭執。該名分居丈夫是一名公眾人物的兒子。在他們的兒子參加學校運動會當天，一名新聞工作者暗中跟蹤分居妻子，當運動會結束後，又尾隨該母子二人往一間快餐店，並偷拍他們在店內進食的照片。該張有該兒童的照片在某雜誌刊登，他的姓名也在文中披露。
 (bz) 某雜誌在封面刊登某藝員的兩名兒子的照片。該藝員在四十多歲時參加選美。該雜誌報道她的兩名兒子分別為9歲和12歲，同在香港一間國際學校讀書。
 (ca) 一名曾於1989年在內地參加民主運動的工人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在香港延期逗留。他的家眷都在香港，包括兩名兒子，大兒子今年四歲。某報章披露了該兩名兒子和父親的全名，並刊登一張他們的照片。照片所見，父親正在填寫表格，但其大兒子卻以雙手掩面。照片的說明文字寫道：“當爸爸因居留問題而成為傳媒焦點之際，坐在身旁的兒子卻不肯面對鏡頭。”
 (cb) 一名母親為了保護其11歲兒子免被汽車撞倒而嚴重受傷。某報章報道，兒子在橫過馬路時可能沒有遵守交通規則，並刊登了母親的全名、兒子姓名的首尾兩個字，以及一張兒子坐在母親身旁的家庭照。雖然該報章可能是以合法手段取得該張照片，但將照片刊登在報章上卻有可能令該兒童為他的同學及朋友憎恨或鄙視。另一份報章亦有刊登同一張照片，但已把兒童的面部弄模糊。
 (cc) 一名13歲女學生用刀割傷自己的手。某報章說她是個“問題少女”，性格孤僻和反叛，無法投入學校和家庭生活。該篇報道披露了她的姓氏（並以“X”標示她姓名的第二個字，因而透露了她的姓名衹有兩個字）、年齡、住址（包括屋名稱、大廈名稱和樓層數目），以及她就讀學校的名稱和班級。該篇報道更指出她情緒不穩、與人溝通有困難、與家人關係欠佳、以前曾因偷錢被判入女童院一個月、受社會福利署監護、曾被命令在某間指明的醫院的精神病科留院接受觀察和輔導，並有割手的習慣。該篇報道還刊登了她在醫院候診的照片。雖然該照片已把她的眼部弄模糊，但如她的同學、朋友和親屬閱讀該篇報道，應不難把她認出。
 (cd) 為了報道預防某種腸病毒在香港蔓延的措施，以及向讀者介紹某間學校指示學生在洗手間內穿拖鞋的情況，一名新聞工作者拍攝了一張三名男童在學校洗手間內小解的照片，照片中一名學生露出了臀部。

 (ce) 一名17歲學生從大廈天台跳下企圖自殺，她最後墮於放在地面的氣墊上。據某報章報道，她是一名中四學生，居於沙田某座指明的大廈。該報引述她哥哥說，她可能與男朋友的感情出現問題。該篇報道還附有一張她從大廈天台跳下的照片。照片並沒有把她的面部弄模糊。
 (cf) 某報章報道，一名63歲的失業漢因經濟拮据而需要在盂蘭節輪候食米。報道指他已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並有三名年齡介乎9至13歲的孩子，他們均在1998年從內地來港。該篇報道刊登了一張他正手抱白米，女兒坐在他身旁的照片，並披露了女兒的姓名。

 (cg) 一名香港居民因為綁架、偷運槍械和偷運彈藥等罪名而在內地被判死刑。某報章在頭版刊登他兩名分別是4歲和7歲的兒子的照片。該照片是兩名兒子在法院就他們的父親的上訴作出決定前到留所探望父親後離開廣州一間酒樓時被拍下的。照片中兩名男孩的面部並未弄模糊。
 (ch) 新聞界報道一名流行歌星與她的丈夫關係出現問題。某報章刊登了她的女兒的全名和她即將入讀的幼稚園的名稱。另一份報章的撰稿員指出有部分新聞媒體在幼稚園外訪問該名兒童，尾隨她、拍攝她的照片、並將關於她的、從其他途徑取得的資料公開。
報道的準確性

2.105
報章期刊被指報道不準確的個人資料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例如︰

 (ci) 某雜誌的一篇報道指稱一名知名商人患上癌症。當該名商人決定控告雜誌誹謗之後，雜誌編輯承認報道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據稱撰寫該篇報道的新聞工作者衹有19歲，學歷不超過中五程度。

 (cj) 某報章在頭版指稱一名前中國高級官員自殺身亡。兩日後，事主在北京接受電話訪問，證實他仍然健在。

 (ck) 一名電台節目主持人在街上遭人襲擊。某雜誌刊登了一張他頭部受傷的照片。不過，由於照片經過處理，他在照片中的傷勢較真實的情況嚴重。

 (cl) 一間公眾公司的主席向報界談及一家雜誌的操守。他說他曾准許該家雜誌的新聞工作者在他辦公室拍攝數張照片。然而，他聲稱該雜誌把一張他不曾放在辦公室的照片加插在其中一張刊登於雜誌內的照片裏。他說當他邀請該雜誌的新聞工作者到他辦公室時，他的辦公室並沒有放那張照片。

 (cm) 一名哈佛大學的學者接受政府委託對香港的醫療開支和服務制度作出研究。據報道，他曾向某報章說，香港一份周刊的新聞工作者曾到訪他在美國的辦公室。雖然他拒絕接受訪問，但同意讓該名新聞工作者拍攝照片。其後，該周刊刊登一篇關於這個“訪問”的報道。他說他現在領悟到，衹要讓新聞工作者拍到照片，他們便可以寫出一篇訪問稿。

 (cn) 某報章刊登一張照片，照片中一名商人正出席由一間公司投資興建的酒店的奠基儀式。照片的說明文字寫道，站於該名商人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其後，該公司刊登了一則啟事，指有關的報道是錯誤的。

2.106
某報章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某報的編輯決定以一宗少年犯罪案作一宗大新聞來處理，但攝影記者沒法拍攝到少年犯的照片，攝影記者是有可能隨便在街上拍下另一名少年的照片頂替。該文章表示，這樣做的報章之所以不尊重該名無辜的少年的權利，是因為他既無金錢，又無聲譽，所以向該家報章提起法律訴訟的機會很微。該文章也關注到有報章以其他人的照片當作是案中受害人的照片來刊登的“現象”。
 

2.107
我們認為，新聞媒體應小心避免刊登不準確或有誤導成分的個人資料（包括照片）。

戲劇化的案件重演
2.108
廣播機構可能會重演一宗罪案或某種反社會行為，以教育公眾或探討某個社會問題。這種戲劇化的案件重演的做法，可能會把受害人或犯事者的私隱公開。雖然廣播機構可以基於有關事情是真正值得公眾關注為由而這樣做，但亦應該謹慎處理，免致干擾當事人及其近親的私生活。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訂明，如果受害人已經去世，應通知其家人該節目擬播放的時間。

為娛樂觀眾而偷拍
2.109
電視節目可能為娛樂觀眾而在公眾地方進行偷拍。假如未獲被偷拍的人同意便將偷拍片段播放，該人便有可能受到委屈，尤以他因此而被人取笑的情況為然。因此，應徵得當事人的明確同意才可播放偷拍片段。如當事人要求銷毀片段，廣播機構亦應遵辦。
其他個案
2.110
某報章報道，另一份報章的新聞工作者強行進入一名亞洲小姐候選人的寓所內，並且不理會她的反對在屋裏拍照。
2.111
某報章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片所見是一名香港居民的寓所前門，該名居民當時正因被控綁架和偷運槍械罪在內地受審。照片中有四名相信是攝影記者的人正在該屋的水泥圍牆或站或坐，圍牆旁邊有四把約一公尺高的梯子。照片的說明文字寫道︰“公開的秘密((攝影記者試圖進入〔該名居民〕位於金巴倫道的家。”

2.112
一些報章雜誌刊登女士不慎露出內衣（例如內褲或胸圍吊帶）的照片。雖然披露的資料或者可以被認為屬於公共領域內，但有些讀者仍覺得這些報道令人反感。
總結
2.113
本章提及的個案顯示部分新聞媒體濫用新聞自由，也正好說明了社會有切需要保障巿民的私生活免受傳媒的不當干涉。增加對上述個案所透露的私隱的認識，對於巿民能否在獲得所有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與他們的社會政治生活有關的決定是無關宏旨的。公開受害人及其親友的身分，不論是透露他們的姓名或地址，還是刊登他們的照片，通常不會令讀者或觀眾對社會問題有更透徹的了解，亦不能有助他們評定政府的決策是否明智和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負責任的判斷。不過，公開這些人士的身分卻可能會給他們帶來痛苦、尷尬及羞辱。
2.114
然而，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雖然當局已制定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專員亦努力強調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要性，但是新聞媒體侵犯個人私隱的情況仍有發生，現時規範新聞界的法律架構並未能阻止傳媒的專業水平下降。值得一提的，是主流報章也牽涉在本章所提及的侵犯私隱個案之內，但代表新聞界的利益的多個專業團體，仍然未有認真嘗試制約這些侵犯私隱的採訪活動和報道。
2.115
既無財富亦無權勢的人，尤其容易受到傳媒侵擾。傳媒採訪財雄勢大的人的時候或會有所克制，因為他們擔心過分的行為會引致當事人向他們採取法律行動。至於普通市民的私隱權益，卻往往因為傳媒要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和在市場上超越競爭對手而被犧牲或忽視。
 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所處理的個案，有大概90%是普通公民遭報章以他們不希望受到的或沒有充分理據支持的方式對待，衹有約5%的個案牽涉被認為是公眾人物的人。
 我們認為所有人的私生活，不論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權勢如何，應受到保護，免受傳媒的不當侵擾。

2.116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馬驥伸把新聞工作者的筆比喻為一件銳利的武器。他比喻新聞工作者的筆尖“能傷人入骨、殺人不見血、任意揮舞，人人可危”。他又指出，由於新聞媒體在社會上有巨大的聲勢和影響力，傳播速度快速而普遍，如運用不當，“傷害之深之重，豈止於一支武器的力量”。他期望新聞倫理在推廣傳媒自我反省和自律方面能產生一定的作用。

2.117
我們會在下一章探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自律經驗，然後研究可否依賴自律來解決香港傳媒侵犯市民私隱的問題。
第3章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自律情況

3.1
香港一些評論員指出，環顧世界各地的報業評議會，能有效發揮作用的例子可謂少之又少。為了說明成立報業評議會並不是杜絕報界作出不當行為的可行辦法，美國全國新聞評議會的失敗個案就曾被引述為例子之一。然而，不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設有報業評議會。設有報業評議會或同類組織的司法管轄區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孟加拉、比利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丹麥、埃及、斐濟、德國、火奴魯魯、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曼尼托巴省、明尼蘇達州、尼泊爾、新西蘭、尼日利亞、挪威、安大略省、俄勒岡州、秘魯、斯里蘭卡、瑞典、瑞士、台灣、坦桑尼亞、荷蘭、土耳其、英國、和華盛頓。
 李瞻曾於八十年代就16個報業評議會和同類組織作比較研究。我們會在這一章探討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秘魯、瑞典、台灣、英國和美國在這方面的情況。

澳大利亞

3.2
澳大利亞的“傳媒、娛樂及藝術聯盟”屬下的新聞工作者組別採用了一套有提及如何處理私隱事宜的道德規範。任何人都可就上述規範所提及的行為針對澳大利亞新聞工作者協會會員作出投訴。大部分澳大利亞新聞工作者都是該協會的會員。澳大利亞每個省份都有一個隸屬該協會並由該協會的會員組成的裁判委員會。若有協會會員被裁定違反了道德規範，便會被譴責、罰款或革除會籍。
3.3
一些出版人與澳大利亞新聞工作者協會商討後，成立了澳大利亞報業評議會。
 評議會的經費來自報章和雜誌同業的捐助。評議會的會章訂明︰出版人、新聞工作者和公眾的代表人數必須平均；主席必須不曾與報界有關連，而依照一貫的做法，主席一職是由一名有法律背景的知名人士擔任。評議會的首任主席是一名退休高等法院法官，而現任主席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一名榮譽退休教授。

3.4
評議會由13名業內人士和8名公眾人士（包括主席）組成，其中10名業內人士是由大城市、近郊地區、區域性和鄉間的出版團體提名，餘下的10名成員的任命，即7名公眾人士、2名新聞工作者和1名編輯人員的任命，則是評議會按主席的提名作出。擔任成員的新聞工作者和編輯人員通常都已經退休、或是並非直接受僱於隸屬評議會的成員機構的自由個體新聞工作者或從事學術研究的新聞工作者。評議會內大部分公眾成員是主席從申請人中選任的，他們都曾就所屬地區刊登的招聘廣告應徵。有時候，主席也會委任他認為會對評議會有貢獻的人擔任成員。現任的公眾成員中有一名教師、一名曾在護士學校擔任生物倫理學講師的兼職研究員、一名法律學教授、一名資深大律師、Accord Cross Cultural Developments的總經理、以及南澳大利亞省弱能服務辦事處的行政董事。此外，各成員在投票時衹代表他們個人，而並非代表提名他們的組織投票。會章也訂明，代替成員可在成員缺席時代他行事。評議會對曾向他們投訴的人士進行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人認為應增加評議會內公眾成員的人數，調查結果的中位數顯示，公眾成員的數目應達評議會總人數的50%，而餘下的50%席位應由各佔一半的出版人和新聞工作者擔任。

3.5
除維持新聞自由外，評議會負責處理公眾提出的關於報章雜誌看來抵觸了專業守則的投訴。這份守則是評議會在諮詢業內人士後與出版人及其編輯合作訂定，訂明首先由評議會秘書處嘗試藉調解訂出一個令各方滿意的協議。如無法達成協議，便會把有關投訴轉交評議會仲裁。投訴委員會有成員七名，其中大部分（包括主席在內）是公眾人士。評議會的權限完全視乎出版人是否願意尊重評議會的意見，因為評議會是無權懲罰那些不遵從該議會定下的標準的出版人，也無權強制有關出版人發布其受到譴責的聲明。在1988至1993年間，約有10%被裁定作出不當行為的報章雜誌沒有在其報章或雜誌刊登有關的譴責。在該項對曾向評議會投訴的人進行的意見調查中，雖然約有60%的回應者主要關心的並非是金錢的賠償，但是大部分回應者強烈表示，評議會應有權對違反守則的報章雜誌懲處罰款。

3.6
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評論，由一個如報業評議會的調解機構作出譴責，看來“不足以補償受屈者”。該委員會認為，雖然違反守則的出版人有可能受到譴責，但這顯然不能對侵犯私隱的出版人產生有效的阻嚇作用。
 赫士特和韋達指出，數個澳大利亞省份在七十年代試圖制定私隱法例，以及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希望可以藉提出保護公民私隱權的草案初稿來保障公民的私人資料免被發布，其主要原因正是報業評議會沒有權力施加制裁。

加拿大

大西洋沿岸四省

3.7
大西洋沿岸四省報業評議會是一個自發組織，接受由公眾作出的關於報界操守的投訴，和裁判由業界人士作出的關於某人對待報界的態度的投訴，並就這些投訴作出裁決，希望可以藉此維持大西洋沿岸四省新聞工作者的高度專業水平。評議會的成員包括︰每間提供捐助的報章各自派出一名業界成員，各報章亦會選出一名公眾成員以概括代表他們的讀。這評議會並無訂立一套正式的作業守則。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3.8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報業評議會的11名成員均經選舉產生，其中5名來自成員報章，另外6名來自公眾人士。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所有日報和逾100份的社區報均為評議會的成員報章。評議會的職能是處理公眾就成員報章的操守所作出的但未獲妥善解決的投訴。它衹處理針對報章的投訴。評議會評估投訴是以該評議會的作業守則為依據。所有投訴均視為針對刊物而不是針對個人。如投訴是針對非成員的報章，則評議會衹會在徵得該報章的同意才會受理該項投訴。所涉報章有責任如實刊登有關裁決。

3.9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報業評議會主席是一名對社會服務富有經驗和表現卓越的御用大律師休斯(E N Hughes)。他在移居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前曾於薩斯喀徹溫省出任法官差不多有20年之久。該會的公眾理事包括︰一名前任市長、某主要公營機構的一名工會會員、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一名成員、和一名長期參與社區和公民服務的成功商人。至於五名業界成員之中，有三名出版人和兩名編輯。

曼尼托巴省

3.10
曼尼托巴省報業評議會是一個獨立、不屬於司法體系的組織，目的是推廣高質素的新聞業。其宗旨包括維護新聞自由，並審理由公眾人士和業內人士作出的投訴。但如投訴牽涉法律訴訟或投訴人打算採取法律行動，或有關投訴所牽涉的報章並非評議會的成員，則有關的投訴將不會獲得處理。評議會有九名理事，其中四名業界成員來自報界，而另外五名成員（包括主席）則代表曼尼托巴省的社區。

安大略省

3.11
安大略省報業評議會是安大略省報界的自發組織，旨在透過裁判公眾的投訴和以保護公眾利益的大前題捍衛新聞自由來提高報業的質素。評議會也審理由業內人士針對某人或組織的行為所作出的投訴。所有安大略省的日報均為評議會的成員。

3.12
評議會有成員21名，除主席外，有大體上代表安大略省各社會階層的公眾成員十名、餘下的十名成員是提供捐助的報章選出的，他們大體上可以代表整個報界。所有成員都是在週年大會中被選出的。候選人的名單由一個成員包括主席、兩名公眾成員和兩名業界成員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定出。業界成員必須廣泛代表出版人、編輯人員和廣告部僱員。評議會致力於將業界成員的席位分配如下︰兩名出版人、七名編輯人員（當中有兩名編輯或行政編輯、兩名部門編輯和三名編輯）、和一名從事廣告工作的代表。

3.13
評議會設有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詳細調查有關投訴。調查委員會有五名評議會成員，其中三名，包括主席在內，均是公眾成員。調查委員會提交建議之後，評議會便會作出最後決定。成員報章有責任在其報章顯眼的位置刊登裁決的內容。

3.14
評議會的主席曾經是一家雜誌的編輯，他是西安大略省大學新聞學研究院一名頗具名望的學者。其餘的公眾成員包括一名大學校長、一名退休前擔任會計師事務所主席的公眾人士、一名退休前當大學校長的公眾人士、安大略省工會聯會的司庫秘書、一名大律師／事務律師、John Howard Society的行政總裁、約克郡聖公會會吏總、一名乳牛牧場的主人、哈密爾頓市的前任總行政主任，和一名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

德國

3.15
1985年的德國報業評議會是以現已解散的英國報業評議會為藍本。它在當年有20名成員，其中半數代表出版人，另外半數代表新聞工作者各個公會。所有成員均獨立於所屬的組織。雖然可以委任不超過五名公眾人士進入評議會，但當年的評議會並沒有這樣做。該會的宗旨包括處理和化解投訴人的不滿、就針對某些指定刊物作出的投訴進行調查，以及保障可自由接觸新聞來源。投訴是由一個特別的委員會處理。該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名有名望的法官。立法機關確認評議會的重要性，提供了部分經費以確保報業評議會的獨立性。

3.16
根據當時是民法教授的哈爾密．戈爾(Helmut Kohl)的觀察所得，新聞工作者的代表和出版人的代表是持同一信念加入報業評議會這個假設是不切實際︰

“出版人埋怨工會沒有派出具智慧、經驗和信譽的獨立人士，而衹是派出一些爭取工會利益的工會人員。新聞工作者則指報界已失卻了致力激發公眾思考的熱忱，很多時甚至衹當作另一門生意來辦。他們對於《道德規範和編輯工作指引》要針對的出版人堅持拒絕刊登〔報業評議會的〕譴責一事極表憤怒。”

新西蘭

3.17
新西蘭報業評議會負責就關於報章的編輯內容的投訴作出裁決，但衹限於與報章出版人協會或社區報業協會的成員報章有關的投訴。報章出版人協會是新西蘭報界的公會，新西蘭的所有日報和星期天報章均為該協會的成員。評議會有一名獨立的主席，成員來自公眾人士、出版人和新聞工作者的代表。公眾人士的代表佔評議會的成員的大多數。

秘魯

3.18
秘魯新聞評議會是由12名全國性報章的出版人聯合組成。它們代表著15份報章和5份雜誌。其轄下的操守審裁委員會負責回應人們對評議會的報刊成員所出版的刊物的投訴，並對針對任何印刷媒體的違反新聞道德的投訴的指稱作出回應。操守審裁委員會有五名成員。他們由評議會的理事會的五名成員和另外五名具威望和誠信的人士選出。後一類別的成員包括一名聯邦申訴專員、一名大學校長和一名神職人員。操守審裁委員會可就針對傳媒的投訴發表公開聲明，如果投訴涉及違反新聞道德的指稱，即使有關的新聞機構並非評議會的成員，操守審裁委員會也可發表聲明。

瑞典

3.19
瑞典在1916年成立了全球首個報業評議會。該會名為報業合作評議會。成員包括出版人聯會、瑞典新聞工作者聯會和瑞典報章出版人協會。該會採納了一套適用於報界、電台和電視台的道德規範。這三個報業組織也聯合成立了一個報業評論委員會。克勤．史林保這樣介紹這個委員會的特色︰

· 在確保印刷媒體遵守新聞道德方面，該委員會擔任了榮譽法庭的角色。

· 委員會由五名成員和一名主席組成。上述三個報業組織各自委任一名成員，餘下兩名成員是由立法機關的申訴專員和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共同委任。之後再由這五名成員委任一名法官擔任主席。

· 所有個案均由一名報業申訴專員交予委員會評定。報業申訴專員是由一個由立法機關申訴專員、大律師公會主席和報業合作評議會主席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委任的。

· 報業申訴專員的職能是確保報章和期刊遵守新聞道德。

· 報業申訴專員可主動採取行動或調查他人作出的投訴。

· 報業申訴專員的酬金是由該三個組織為此目的而特別成立的基金支付。

· 投訴人可向報業評論委員會直接作出投訴。

· 報業申訴專員可就黑白分明和情節並不嚴重的投訴作出裁決。然而，編輯或投訴人可向委員會上訴。

· 如委員會裁定報章或期刊敗訴，可命令有關的機構以清晰可見的方式、在沒有不當延誤的情況下、一字不漏地刊登整份意見書，或刊登一份更正啟事或作出回覆。此外，也可命令犯錯的報章或期刊支付委員會和報業申訴專員的費用。但是，遵從委員會的命令衹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並不是法律責任。

· 委員會不會判予受損害的一方損害賠償。

3.20
史林保指出，雖然瑞典報界自律的情況整體來說“尚算不錯”，然而，把報界的越軌行為交予其同業的代表裁決這個做法是否合理仍有待商榷。他認為，報業評論委員會無能力判給損害賠償肯定是一個弱點。

台灣

3.21
在1988年國民黨政府撤銷所有對新聞自由的主要箝制之前，台灣的新聞界是受政府控制。當時的新聞工作者的地位猶如政府人員。1963年，在台北市報業公會主催下成立了“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該會是台灣第一個新聞自律組織。八年後，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被“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取代，以處理涉及報章、電視廣播、電台廣播和通訊社的投訴。該新聞評議委員會有權主動作出調查，研究某新聞機構有否違反該委員會的道德規範。為確保其裁決不偏不倚，它的會章規定政府官員和現任新聞工作者不得出任為該委員會委員。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於1974年發展為一個範圍遍及整個台灣的新聞評議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代表新聞工作者、新聞編輯人員、報界和廣播界等界別權益的多個組織。該新聞評議委員會就台灣的報界、電視廣播及無線電廣播通過了三份道德規範。
 陳桂蘭等人認為該評議委員會未能有效規管台灣新聞界的操守，原因如下：

“一是評議會的權限不夠完整有力，其裁決沒有強制與制裁權，因而很難產生真正的效用。有的當事報紙甚至無視該會的裁決，或者在發表裁決書時玩弄花招以減弱其道義上的威力。……二是新聞評議會的歷屆委員，雖非現職新聞從業人員，但大多與新聞界有深厚的淵源關係。另外該會的經費完全由新聞界捐助，因此在裁決案件時往往力求委婉，協調多於制裁，其制衡作用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三是評議會的經費過少，專職人員嚴重不足，因而無法進行長期而深入的調查、分析、比較與研究。”
3.22
自1988年起，台灣的新聞界發展蓬勃，它們享有高度的自由，這是台灣實施戒嚴令時所不曾享有的。雖然該新聞評議委員會不像以往般具代表性，但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1995年公布的《新聞倫理公約草案》確認，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否則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
英國

報刊投訴委員會
3.23
“報業議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Press)((英國於1947年委任首個研究報業的皇家委員會。當時公眾和國會都關注到報章質素下降的問題，並且對報界出現壟斷的趨勢感到憂慮。根據該委員會得出的結論，報界作為一個社會界別，並沒有充分的自我檢討。基於沒有一個團體監察整個報業的健康發展，故此該行業難以達到一個持平和負責任的標準。該皇家委員會因此建議報界成立一個報業議會，成員最少有25人，分別代表報刊東主、編輯、和其他新聞工作者。至於業外人士則應佔全體成員的20%，包括主席在內。該皇家委員會認為應由業內人士自行對報業的操守下判語，並預期該議會的裁決，會像醫學會和律師公會的裁決般有效力。由於國會威脅會通過一條成立法定報業評議會的私人法令草案，報界遂於1953年成立報業議會，但其所有成員均來自報界，而主席則是當時《泰晤士報》的東主。在25名成員中，有15名是編輯人員（包括7名新聞工作者）和10名管理代表。報業議會沒有任何執行其判決的權力。
3.24
“報業評議會”(Press Council)((第二個研究報業的皇家委員會成立於1961年，其職能是探討影響英國的報章和期刊的製作和銷售的經濟和財政因素。皇家委員會在批評報業議會的組成欠善後，給予報界另一次機會，讓它們可以成立一個由業外人士組成的具權威的報業評議會。假如它們未能把握這個機會，便應成立一個法定組織。因此，報業議會於1963年被報業評議會取代。新成立的報業評議會的主席是業外人士，成員當中有20名是由報界提名，另有5名是業外人士。第一任主席是Devlin勛爵。他退休前是上議院的法官。凡對報界的作為感到不滿的人士，均可向報業評議會投訴。報業評議會在1976年公布《關於私隱原則的聲明》。
 該評議會的宗旨包括下列各點：
 (co) 維護新聞自由；
 (cp) 按照最高的專業和商業水準來維持報界的風格；
 (cq) 研究關於報界操守的投訴；
 (cr) 以任何看來可行和適當的方法處理這些投訴；以及
 (cs) 對關乎公眾利益和對公眾來說是重要的資料的提供所可能受到的限制，不時加以檢討。
3.25
《楊格報告書》(The Younger Report)((研究私隱問題的楊格委員會在1972年研究過報業評議會在私隱問題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該委員會指出它不認為“報業評議會可以期望公眾信任它有能力理解公眾的反應，除非該評議會當中最少有一半的成員是有資格代表普羅大眾說話，則另作別論。”
 因此，皇家委員會建議評議會應修訂會章，使其中一半成員是來自公眾，而評議會應為每一個公眾成員的空缺提供多名候選人，以便從中選任適當人選。該委員會進一步建議，評議會應成立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而該委員會的人選應該能令人信任他們是完全獨立於報界之外，具有豐富的社區服務經驗，並獲公眾敬重。雖然報業評議會後來將其業外成員的人數由5名增加至10名，但卻同時把成員的總人數由21名增加至31名，使業外人士仍然屬於少數。雖然評議會對侵犯私隱的一般裁決已有彙編，但該會仍然反對發表一份正式的作業守則。
3.26
雖然報業評議會的其中一個宗旨是“按照最高的專業和商業水準”來維持報業的特性，但第三個皇家委員會批評報業評議會重維護新聞自由多於維持最高的操守標準。報業評議會的成員大多為業內人士，他們並不介懷業界不能達到嚴格的標準。雖然它的裁決已輯錄成為案例，但是這些裁決是根據甚麼原則達致卻並不清晰。此外，公眾缺乏一套用以評定報業表現的標準。因此，第三個皇家委員會建議報業評議會應：
 (ct) 取得各報章承諾他們會在報章頭版刊登獲評議會判處成立的投訴；
 (cu) 主動作出更多投訴，特別是透過監察和公布屢次違反守則的報章的犯錯記錄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
 (cv) 支持有實效的答辯權；
 (cw) 為新聞工作者制定行為守則；以及

 (cx) 為其所作的決定提供詳盡的理由。
3.27
由於有人批評報業評議會在顧及公眾反應的能力方面不能取得公眾的信任，報業評議會遂更改其成員的組成比例，使業外人士與業內人士成員各佔半數，而主席一職也由業外人士擔任。該報業評議會的業外成員由一個“委任委員會”(Appointments Commission)任命，而“委任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報業評議會選任。報業評議會不能要求犯錯的報章刊登道歉啟事或支付賠償。如它裁定某項投訴成立，投訴人可得到的唯一補救是犯錯的報社會在其報章上刊登報業評議會的裁決，但這有賴該報章合作。報業評議會不會堅持要求犯錯的報章在該報的頭版刊登裁決，也沒有制定一套行為守則。後來，無視《關於私隱原則的聲明》的情況愈來愈嚴重，而犯錯的報章拒絕以顯著的篇幅刊登報業評議會的裁決也時有發生。
3.28
《加爾吉報告書》(The Calcutt Report) ((在1988/89年度的國會會期內，共有兩條關於私隱保障和答辯權的私人法令草案提交國會。兩條草案均已在下議院完成委員會審議階段，但當政府成立加爾吉委員會以研究需要訂定甚麼措施來進一步保障個人私隱免受報界的活動侵擾時，立法工作便停頓下來。由加爾吉委員會發表的《關於私隱及相關事宜的報告書》
 指出，人們不認為報業評議會是獨立的組織，部分原因是其經費依賴報章和雜誌出版人的捐助。報告書認為，報業評議會既要捍衛新聞自由，又要在糾紛中扮演公正的裁判，這兩個角色互有衝突。
 捍衛新聞自由的責任和處理對報界的投訴的責任，兩者並沒有足夠的互相依存的關係以致有必要由同一個組織負起這兩項責任。報告書因此建議報業評議會應由一個“報刊投訴委員會”取代，專責就有關報界不當行為的投訴作出裁決。由於報刊投訴委員會必須令人信服是權威、獨立和公正的，所以該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均應由一個獨立於報業的“委任委員會”任命。該報告書又建議，報刊投訴委員會應由一名獨立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則不應超過12人。為取得報界的支持和信任，大部分負責裁決的人應有報業經驗。
3.29
《加爾吉報告書》建議“報刊投訴委員會”應具備下列特點：
 (cy) 該委員會必須對整個報界有管轄權，必須有足夠的經費，以及必須提供一個途徑讓市民可尋求阻止報界報道侵犯他人私隱的材料。
 (cz) 該委員會應公布、監察和實施一套全面的作業守則，為報界和公眾提供指引。
 (da) 在某些情況下，該委員會的裁決應包括一項關於向投訴人致歉的建議。
 (db) 如投訴是關於某份報章拒絕讓投訴人有機會就對他的攻擊作出答辯或拒絕讓他更正錯誤的報道，該委員會應可就有關答辯或更正的性質和形式作出建議，包括在合適的情況下，建議應在報章哪一處刊登有關答辯或更正。
 (dc) 該委員會應有明確的調解及裁決程序，務求盡量避免延誤處理投訴。
 (dd) 該委員會應有特定的職責和處事程序，可在其認為有需要時主動作出調查。
3.30
《加爾吉報告書》清楚表示，如報界不成立和不支持報刊投訴委員會，或該自律機制明顯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便應設立一個法定的審裁機構取代報刊投訴委員會，而該審裁機構應有法定權力和有執行一套法定作業守則的責任。
3.31
“報刊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加爾吉報告書》發表後，英國報業在1991年成立報刊投訴委員會，其首任主席是麥家覺勛爵(Lord McGregor)，他亦是第三個研究報業的皇家委員會的主席。人們期望由獨立人士擔任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主席，會確保委員會可以作出公正的裁決。報刊投訴委員會的成員有九名來自報界，另外六名則是業外人士，但所有成員均由報界委任。報刊投訴委員不會特別眼於新聞自由。它的工作目標是執行一套作業守則，就關於報章違反該守則的投訴作出裁決。羅拔遜和尼高根據以下觀察所得，認為當年的報刊投訴委員會並不能達到加爾吉委員會的期望：

 (de) 報刊投訴委員會有裁決權而沒有制裁權。雖然各項裁決均刊登於該委員會的公報之內，但委員會無權規定受譴責的編輯必須刊登有關譴責。該委員會也不關注其裁決是否刊登在報章顯眼的位置。因此，該委員會無法杜絕違反守則的情況。
 (df) 報刊投訴委員會對於那些自行其是的報章感到束手無策。這些報章漠視裁定它們犯錯的判決，繼續作出煽情的報道。在缺乏有效制裁的情況下，必然有報章不尊重該委員會的裁決。
 (dg) 報刊投訴委員會所執行的作業守則是由報界制定和監察，不是由委員會自行制定和監察的。
 (dh) 報刊投訴委員會不願意承擔監察報界有否遵守該守則的責任。除非和直至有公眾人士對犯錯報章作出投訴，否則該委員會不會採取行動。
 (di) 報刊投訴委員會不一定安排機會讓投訴人表達他的意見。假如委員會裁定投訴人的投訴不成立，投訴人可能會覺得他們作出的投訴得不到公平的審理。
 (dj) 報刊投訴委員會的成員並非由一個與報界無關的獨立團體委任，而是由報界成立的一個團體委任。由於其成員大部分來自報界，投訴委員會被視為被報界利益主導。
 (dk) 沒有上訴程序可供投訴失敗的人提出上訴。
3.32
《加爾吉檢討報告書》(The Calcutt Review)((英國政府於1992年邀請御用大律師大衛．加爾吉爵士就報業自律的成效進行評估。《加爾吉檢討報告書》總結時指出，在報刊投訴委員會監察下的報業自律成效不彰。
 該投訴委員會得不到報界和公眾的信任，也不能不偏不倚地平衡報界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它本應是個獨立組織，但事實上卻非如此。該投訴委員會實質上是“一個由報界成立、由報界提供經費、由報界主導、執行一套由報界設計和過分偏袒報界的作業守則的組織。”
 《加爾吉檢討報告書》指出，必須進行下列改革，以糾正有關情況：
 (dl) 由政府和報界協議邀請一名地位崇高的獨立人士來任命一個“委任委員會”。
 (dm) 由該名獨立人士任命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
 (dn) 由該獨立的“委任委員會”任命“報刊投訴委員會”。
 (do) “報刊投訴委員會”須表明它的職能不包括積極促進新聞自由。
 (dp) 作業守則須由“報刊投訴委員會”自行制定。
3.33
法定的“報刊投訴審裁處”(Statutory press complaints tribunal)((《加爾吉檢討報告書》建議應按照《加爾吉報告書》所述的模式，成立一個法定的報刊投訴審裁處。經濟能力有限的人也應該可以提出申訴，處事程序亦應盡量簡捷。它應有下列職能和權力：

· 制定和不時檢討作業守則；
· 限制發布違反該守則的材料，除非出版人可證明他有充分理由作為辯護；
· 接受關於涉嫌違反守則的行為的投訴（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訴）；

· 就這些投訴展開研訊；
· 在沒有接獲投訴的情況下，主動進行調查；

· 要求有關方面就研訊作出回應；
· 嘗試調解；
· 進行聆訊；
· 就涉嫌違反守則的行為作出裁決；
· 提供指引；
· 發出警告；
· 要求刊登道歉、更正和答辯的啟事；
· 強制執行關於刊登其裁決的決定；
· 判予賠償；
· 判處罰款；
· 判予參與研訊所需的費用；
· 檢討審裁處的運作程序；及
· 發表報告書。
3.34
《加爾吉檢討報告書》更建議，審裁處的主席應由法官或資深的律師擔任。他應與兩名裁判員一起聆訊。該兩名裁判員可從一個由有關部長委任的委員團選任。每次審裁聆訊宜最少有一位曾在報界任高職的裁判員列席。
3.35
英國政府在一份名為《私隱權及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的白皮書中否決設立一個法定的報刊投訴審裁處或法定的報刊申訴專員職位的建議，理由是施行法律管制可能為規管報章雜誌的內容打開方便之門，因而可能使英國政府被指進行新聞審查。英國政府亦認為，就這個行業而言，將關乎何時可提供法定補救的決定權下放至例如審裁處的規管機構並不適當。
 艾力．巴寧特(Eric Barendt)評論謂保守黨政府不願施行法律管制，原因是報界的支持對保守黨在大選中勝出的機會起決定性作用，所以保守黨政府不欲引起報界的不滿。

3.36
現時的“報刊投訴委員會” ((目前的報刊投訴委員會有九名公眾成員（包括主席）和七名報界成員。他們全是由有五名成員的委任委員會委任。
 雖然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主席是由報界委任，但除了因其主席身分外，他不可以從事出版報章、期刊或雜誌的業務，也不可與這些業務有關連或有利害關係。現任主席是韋克曼勛爵(Lord Wakeham)，他是前任能源部部長，現任掌璽大臣和上議院院長。

3.37
委任委員會大部分成員均為業外人士。這項安排是確保公眾成員的委任是由一個並非由業內人士主導的組織作出。委任委員會的主席是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主席。其他成員是“報刊操守財務委員會”的主席和其他三名由報刊投訴委員會主席提名的獨立人士。他們分別是御用大律師麥希爾勛爵(Lord Mayhew)（前任首席政府律師和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傑弗里．賀蘭爵士(Sir Geoffrey Holland)（埃克塞特大學校長）和大衛．克萊曼蒂(David Clementi)（英格蘭銀行副董事長）。

3.38
任何公眾成員都不能從事出版報章、期刊或雜誌的業務。除了因為其成員身分之外，也不可與這些業務有關連或有利害關係。其中一位公眾成員同獲委為私隱專員，並獲授權調查與私隱有關的緊急投訴，然後將之交給委員會裁決。公眾成員包括一名牙科醫生、一名律師、一名前任內務部終身大臣、一名社會行政學教授、“精神健康法令委員會”主席、“愛丁堡節匯粹”主席、上議院眾委員會的首席副主席，以及一名主教。報界成員必須具有在報界擔任高級編輯人員的經驗，使委員會的工作因他們的編輯經驗和專業知識而受惠。
3.39
有證據顯示，報章和雜誌出版業致力在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監察下自律。報刊投訴委員會成立後的首八年，每份由委員會批評報章的裁決都獲得犯錯報章一字不漏地在其報章以顯眼篇幅刊登。雖然作業守則是由一個編輯委員會編訂，但守則是獲報刊投訴委員會認可的。報刊投訴委員會報告，英國大多數編輯的僱傭合約和相當多的新聞工作者的僱傭合約均已加入須遵守業內的作業守則
 的條文。此舉為自律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制裁機制，是其他建築於報業評議會的自發機制所欠缺的。此外，報刊投訴委員會的所有裁決均會在季刊中刊登，該季刊是發給所有編輯、國會議員和其他有興趣的人士。報刊投訴委員會在培訓見習新聞工作者方面也發揮一定的作用。再者，由於很多報章雜誌現時已將有關刊物上載互聯網，報界在1997年同意該作業守則和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管轄範圍除了適用於印行本之外，還適用於已經同意遵守作業守則的出版人在網上發布的版本。因此，現時的報刊投訴委員會與御用大律師大衛．加爾吉爵士在1992年進行檢討時的報刊投訴委員會並不相同。

3.40
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經費是來自“報業標準財務委員會”(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這個財務委員會是一個負責向整個報章和雜誌出版業收取費用的組織，報刊投訴委員會在1996和1997年的支出分別為132萬英鎊和117萬英鎊。這項安排可確保報刊投訴委員會有穩健而充足的經費，而委員會的獨立性也因為大多數成員均為業外人士而得到保證。再者，出版人在報章或雜誌上捐出版面刊載關於報刊投訴委員會的資料的廣告。業內人士自發提供經濟支援，獲公認為業界致力促進有效自律的表現。

廣播標準委員會
3.41
雖然本章是闡述報業自律的情況，但是，我們打算在這裏用一些篇幅說明《1996年廣播法令》的資料。該法令改變了英國廣播傳媒的規管架構。

3.42
“廣播標準委員會”(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是根據《1996年廣播法令》成立，由以前根據《1990年廣播法令》成立的“廣播投訴委員會”與“廣播標準議會”合併而成。
 廣播標準委員會的成員全由政府委任，人數不超過15名。凡看來與廣播節目的籌備或提供有關連或有利害關係的人，均沒有資格獲委任為成員。
 成員不得有任何可能會影響他們執行其成員職能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
3.43
廣播標準委員會有責任制定和不時檢討一套供廣播機構遵從的守則，就包括下列事項的事宜提供指引：(a)在那些由英國廣播公司所播放的節目中或在獲發牌的廣播機構所提供的節目中所出現的不當私隱侵害；和(b)與搜集包括在這些節目內的資料有關的不當私隱侵害。
 所有英國的廣播機構均須依循這套守則的一般精神辦事。
3.44
廣播標準委員會必須對關於節目內出現的不當私隱侵害的投訴，或與搜集包括在節目內的資料有關的不當私隱侵害的投訴，進行審議和裁決。
 雖然投訴人不可就委員會的裁決提出上訴，但裁決可被司法覆核。在R v Broadcasting Complaints Commission, ex parte BBC一案，法院裁定，不論有關材料其後是否包括在播放的節目內，廣播投訴委員會有權聆訊侵害私隱的投訴。
 
3.45
衹有受不當私隱侵害影響的人才有權投訴。如該人已去世，則可由其遺產代理人、親屬或一位與他關係密切的人作出投訴。
 若投訴裁定成立，廣播標準委員會可發出指示，要求廣播機構“按該指示所規定的方式和在規定的時間內”，發布該投訴的摘要及廣播標準委員會的裁決。有關的廣播機構可能須在報章和電台發布委員會的裁決，並有責任遵守委員會的指示，報告它在裁決發布後採取了甚麼行動。
 廣播標準委員會會發表定期報告，就每項投訴載述投訴的摘要，並在適合的情況下，載述委員會的裁決摘要，委員會發出的指示，以及廣播機構所採取的行動摘要。

3.46
我們留意到報刊投訴委員會和廣播標準委員會的運作看來令人滿意。我們未察悉有任何意見指英國的報章和廣播機構受政府或有關的規管組織所控制，亦未察悉新聞自由因此而有所減損。
美國
3.47
美國所有的主要新聞從業員組織均已訂出道德規範。這些組織包括美國新聞編輯人員協會、美聯社編輯人協會、電台電視新聞主管協會、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和全國新聞攝影記者協會。除這些專業規範外，很多傳媒機構都有一套關於僱員操守的指引。

3.48
美國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地區性的新聞評議會成立。這些地區性的發展促成了美國全國新聞評議會在1973年成立。這個組織的成員均由業內人士自行任命，財政方面則是由二十世紀基金和麥高基金撥款支持。美國全國新聞評議會接受和調查傳媒所不受理的投訴。該評議會由18位有聲望的公民組成，當中衹有8位成員來自新聞界。在聆訊過程中，傳媒和投訴人均可由律師代表。評議會的裁決包括屬大多數的意見和持異議的意見。該評議會在成立十年後解散，原因是缺乏經費和多間主要新聞機構拒絕合作。不過，某些州，例如明尼蘇達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夏威夷，都設有地區性的新聞評議會。
3.49
明尼蘇達州新聞評議會在七十年代初成立。它接受和裁決投訴，並進行公開聆訊。這評議會有24名成員，一半來自公眾，一半來自傳媒。曾有四名該州的最高法院法官（全部是在任法官）先後擔任主席。評議會的一位創辦成員卜．邵維(Bob Shaw)認為由法官擔任主席是很好的安排，因為他們不但具權威，又懂得如何主持聆訊，而且作出的裁決能夠令人信服。

第4章
香港傳媒業的自律情況
引言

4.1
我們會在本章探討新聞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沒有外界介入的情況下有效地制約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

4.2
新聞媒體包括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根據1997年的《香港年報》，這些媒體包括50份日報、693份期刊、兩間商營電視廣播機構、一間收費電視廣播機構、一間區域性的衛星電視廣播機構、兩間商營電台、及一間政府的電台暨電視廣播機構。

4.3
雖然在香港出售的報章數目實際上比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成立的註冊處所記錄的數目為少，但香港的印刷媒體仍然充滿活力和競爭激烈。目前可供讀者選擇的共有兩份英文日報和超過十份中文日報。
4.4
廣播媒體受廣播事務管理局（下稱“廣管局”）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規管。廣管局在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將會在第6章討論。
專業團體
4.5
香港新聞業不同組別的利益，是由下列團體代表：
· 香港報業公會；

· 香港華文報業協會；

· 香港出版業協會；

·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 香港記者協會；
·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和

· 外國記者會
。
4.6
這些由新聞工作者組成的組織，會員人數甚少。根據在1990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衹有約5%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加入了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加入香港記者協會的則有13%。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成立了約兩年。
4.7
現時沒有適用於報刊業的道德規範。據我們所知，衹有香港記者協會有一套關乎職業道德的《專業守則》作為會員的指引。該守則現載於附件1。與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作業守則》相比，該協會的守則對採訪新聞方面所訂下的道德標準十分簡略。守則內沒有任何條文提及採訪病人、兒童、罪案受害人及無辜親友的事宜。它衹規定新聞工作者必須以“正直手段”取得資料，以及不應介入他人的悲哀或不幸，除非有“公眾利益凌駕一切的情況”。
 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的《作業守則》將“公眾利益”界定為包括“(i)偵查或揭露罪行或嚴重的不端行為；(ii)保障公共衛生和安全；及(iii)避免公眾被某人或某機構的一些聲明或行動誤導”，但香港記者協會則沒有在其守則內就甚麼事情構成“公眾利益”提供任何指引。我們因此認為該守則沒有為新聞工作者和普通市民提供足夠的指引和保護。
4.8
香港記者協會設有一個由三名成員組成的操守委員會，負責對違反《專業守則》的行為作出裁決。不過，該委員會的成員全為業內人士；所有成員均由該協會的執行委員擔任。該委員會的調查和聆訊都是閉門進行的，其調查結果亦不會在報章刊登或報道。
 即使該委員會願意在新聞自由與私隱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決定何者輕重的卻仍是新聞界。操守委員會在考慮公眾的投訴時，不一定會適當地顧及保障個人私隱所涉及的公眾利益。事實是該協會代表的是新聞工作者的利益，而不是公眾的利益。它既非不偏不倚，亦非獨立。因此，就其扮演的規管角色而言，該協會得不到公眾的信任。
4.9
此外，該協會對不是其會員的全港87%新聞工作者並沒有約束力。這些新聞工作者可任意侵犯別人的私隱而不需作任何解釋，衹要他們這樣做沒有違法便可。新聞機構亦不受該協會約束，故此大可拒絕回應或拒絕提供資料給該協會作調查投訴之用。該協會的操守委員會的報告指出：

“由於缺少另一方面的解釋，記協有時不容易就投訴個案達成結論。儘管當政府或大企業拒絕回應查詢時傳媒機構大肆批評，但本身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傳媒機構，卻時常採取同樣不予置評的態度。”

4.10
即使某新聞工作者或新聞機構被裁定有不道德的行為，應負上責任的機構沒有義務公布對其不利的裁決。操守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對該協會處理投訴的機制有如下的評語：
“記協這個接受投訴並作出研判的機制可說是獨特的，因為它是目前香港僅有的渠道，接受公眾就傳媒道德提出的投訴個案。但是，倘若我們認為這個機制已有點成效，那就未免過於自誇了。事實上，我們的機制時常被指太過「被動」。簡單的說，就是記協要等到有投訴才會作出行動。有些說法更指我們的研判結果「沒有作用」，因為記協無權懲處那些違反專業操守的從業員或傳媒機構。…… 在此，我們認為還有必要強調，記協從來無意扮演「有牙的監護犬」。事實上，我們根本上就反對設立擁有實權的法定機構去懲處新聞工作者或傳媒機構。”
（橫線後加）
4.11
除了專業守則之外，該協會有時會就重要事宜發出指引。據該協會解釋，這些指引被名為“建議”，是因為它想“〔避免〕造成記協要將其想法強加給會員的印象。”操守委員會的主席明確指出，記者協會將繼續以非對抗方式處理操守問題，“更不是要把任何標準強加於新聞工作者”。
 該協會的意向似乎是這樣的：即使在它認為有必要規管其會員行為的範疇之內，它也不想強迫其會員遵守它所訂下的最低標準。
4.12
理論上，香港記者協會的會員如嚴重違反守則的條文，是可能導致他被逐出該協會的。不過，由於新聞工作者不一定要成為該會會員，這項制裁不會對被逐出協會的會員與其僱主的合約關係造成任何影響。事實上，在一次以記協會員為受訪對象的傳媒操守意見調查中，衹有13%回應者支持以“終止操守有問題的會員的會籍”來加強傳媒的道德操守。
 因此，香港記者協會在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方面扮演一個重要但畢竟有限的角色。英國的經驗顯示，由新聞界草擬、頒布和執行的守則，大多不會獲得公眾信任。
4.13
其他新聞專業團體在推廣新聞操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很有限。香港出版業協會的其中一項宗旨是提高香港出版業的專業地位，但報章雜誌的新聞採訪活動及報道並不是它主要關注的事項。此外，衹有少數本地報章是該協會的會員。

4.14
代表大多數中英文報章東主的香港報業公會每年主要有三項活動：召開會議討論報章的售價、舉行週年晚會以及舉辦全年最佳新聞寫作和新聞攝影比賽。
 維護新聞道德並不是該會的主要關注事項。即使該會意維持新聞工作者的高水準表現，但由於三份主流報章（即《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和《太陽報》）均非該會會員，所以該會就新聞道德所作出的任何努力的效用都是很有限。

4.15
至於其他新聞工作者的組織方面，新成立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告訴我們，該會沒有為其成員制定任何道德準則。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最關注的是維護新聞自由。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章程有兩段條文是在“專業守則”的標題之下，但這些條文較為關注維護新聞自由，而非維持其會員的道德水平。
 這些條文未能為攝影記者提供指引，指示他們在特定情況下，如何解決新聞自由與個人私隱之間的矛盾。
4.16
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於1999年4月26日舉行的會議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代表陳述該會可以發信或發表公開聲明批評某報章在違反專業操守的情況下刊登冒犯他人及令人反感的照片。可是，如該會發信或發表聲明，被批評的報章是有可能向該會的幹事採取法律行動。該代表說由於該會的會員不多，實在沒有足夠資源應付實力雄厚的報章的法律行動，因此在推廣傳媒道德操守方面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記協的主席亦同意一名新聞工作者對某報章作尖銳批評可能招致該報章對該新聞工作者採取法律行動。該名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代表以及記協主席的說話顯示，即使新聞工作者的組織願意在制止侵犯私隱的採訪和報道手法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它們也不會指稱某報章須為這些手法負責，惟恐該報章會對有關組織的成員採取法律行動作為報復；衹有在情節極為嚴重的情況，才會點名批評。

4.17
1998年10月，電視台和報章報道一名男子在妻子自殺後所作出的怪異行為。此事引起輿論嘩然，並令公眾對傳媒的道德操守提出質疑。這名鰥夫的妻子涉嫌從一幢高樓的露台將兩名兒子推下後跳樓自盡。在接受電視台娛樂節目攝製組的訪問中，他表示對妻子慘死一事沒有悔意，其後《蘋果日報》更連續多日在頭版報道他往深圳尋歡的消息，並刊登了他在床上摟抱兩名女子的照片。結果廣播事務管理局、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香港記者協會和多間有關的傳媒機構均收到大量投訴。
4.18
這宗事件本身沒有涉及在生人士的私隱被侵犯的情況，因為這名鰥夫承認他是同意接受傳媒採訪，並聲稱是自願披露私生活資料以換取金錢的。社會人士所責難的，是傳媒的整體道德水平，例如以金錢換取新聞的採訪手法和品味庸俗等問題。一個宗教團體甚至呼籲公眾罷買《蘋果日報》，但從報販處得知，這項呼籲對該報的銷量毫無影響。《蘋果日報》其後刊登道歉啟事，承認他們報道這事件的手法並不恰當。個別的罷買報章行動所起的影響微不足道，因為報章的內容包羅萬有，而可能冒犯讀者的內容篇幅衹佔報章的一部分。

4.19
正當公眾議論紛紛的時候，香港記者協會舉辦了一次研討會，探討傳媒的道德操守。結果一如所料，除了告誡新聞界防範政府以傳媒的操守為藉口而企圖作出干預之外，最終仍不能就如何提高傳媒的道德水平和確保傳媒恪守高尚的道德標準一事提出任何方案。然而，由於愈來愈多人對傳媒的專業和道德操守表示不滿，記協遂於1998年11月宣布它“〔準備〕成立一個‘傳媒操守論壇’，……監察傳媒操守，並會進行遊說、教育及接受公眾投訴”。

4.20
後來，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分別被廣播事務管理局罰款十萬元及五萬元，以懲罰它們藉報道該名鰥夫在深圳的活動而將該事件“妄加利用”。廣管局指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引導〔該名鰥夫〕詳談其私生活、性需要，同時表示對妻子與兩名兒子去世滿不在乎”。廣管局裁定有關報道“嚴重違反”了《商營電視業務守則之節目標準》中關於人倫關係的條文。
 雖然上述電視廣播公司均因為它們的不當行為而被批評和罰款，但《蘋果日報》並無受到任何監管機構的譴責或懲罰，因為香港根本沒有任何監管報章雜誌操守的機構，也沒有任何適用於整個新聞行業的道德規範。

4.21
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於1999年4月舉行的會議上，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表示該會正在草擬一份香港新聞工作者專業操守守則。該會說他們會諮詢各新聞機構的新聞行政人員，然後會修訂這份守則的初稿。經修訂的初稿會向外界發表，尋求業內人士、學術界以及公眾人士的意見，然後再對該份守則作出修訂。該會的代表在會議上承認，要新聞界達成共識並不容易。他指出由於市場因素比其他一切因素更重要，所以業界可能不願意遵守這份“君子協定”中的規定。他表示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該會可能考慮成立一個新聞評議會來處理投訴。

新聞評議會

4.22
世界新聞評議會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宣稱獨立的報業評議會能夠維持並增強新聞界的自由和責任感。該聯會的會章指出報業評議會提供“一個民主、有效率和費用並不昂貴的論壇以聽取由新聞界作出的投訴和針對新聞界作出的投訴，並可維持及有助加強新聞界的自由、責任感和問責性。”
 由於香港報業公會和香港華文報業協會並不代表香港的所有報章，而這兩個會在維護新聞道德操守方面沒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或者可以成立一個審議和執行一套適用於整個新聞界的關於私隱的作業守則的新聞評議會，以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

4.23
新聞評議會的其中一個主要功能是防止新聞界濫用新聞自由。新聞評議會提供一個機制，使新聞界可以嚴謹從事和盡忠職守而又毋損新聞自由。由新聞評議會調查和公開譴責差劣的新聞工作，有助提高新聞界的專業水平。市民如不願意或沒有經濟能力對傳媒機構採取法律行動，亦可透過向該評議會投訴而迫使有關的傳媒機構作出交代。出版人和廣播機構也可從而省回法律費用和堂費。假如新聞機構受一個獨立的團體監察，公眾便可能對新聞界有多一分尊重，公眾人士也會更願意協助新聞工作者採訪新聞。此外，新聞界亦能吸引更多有才華的畢業生投身這行業。
4.24
不過，這樣自發成立的新聞評議會未必是評審和調查針對傳媒的投訴的最有效途徑。它可能缺乏足夠經費設立投訴機制。要是新聞評議會內有公眾的代表，有些傳媒機構或者會不願意參加和給予支持。此外，一個自發組織不會有權強迫任何機構協助調查，也不能強迫有關機構遵行其裁決和以適當顯著的篇幅報道調查結果。
4.25
成立一個新聞評議會的構思對香港來說並不新穎。事實上，香港記者協會在八十年代初期是支持這個構思的。在1985年，當時的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羅賓．客遜(Robin Hutcheon)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落實這個構思。除了新聞工作者之外，他還邀請一些業外人士加入委員會。其後，他把主席一職交由當時是上訴法庭法官的李福善大法官擔任。這安排招致新聞界不滿，業內人士對於由一位毫無相關經驗的人擔任主席而其成員除了新聞工作者之外還有公眾人士的委員會有很多疑慮。新聞界忖測政府在幕後策劃此事。在新聞界的反對下，委員會衹好自行解散。由一個新聞評議會維護新聞界的專業操守的構思自此擱置下來。
4.26
成立新聞評議會的嘗試失敗收場，正顯示新聞界當中有部分成員不願意把操守事宜交給一個有公眾人士參與的組織負責。不過，英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組織如果是由新聞界創立和主導的，並明言以新聞自由作為宗旨之一，是不能令人信賴它能平衡新聞界與個人私隱這兩方面的利益。
4.27
雖然很多人會以為新聞工作者不希望有一個組織監察他們的工作表現，但有確實證據證明香港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者認為有急切需要成立一個新聞評議會。據香港中文大學三位學者在1990年進行的一項綜合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交回問卷的522名新聞工作者中，有58%認為“急需”或“極之急需”成立一個新聞評議會，衹有9%認為沒有急切需要。
 雖然香港記者協會曾在八十年代末期表示不反對成立新聞評議會，但在香港回歸中國的過渡時期，記協對這個構思一直抱懷疑態度。無論如何，記協是反對成立一個有權力懲處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機構的法定組織的：
“我們根本上就反對設立擁有實權的法定機構去懲處新聞工作者或傳媒機構。設置這樣的機制，簡單來說，就是引入業外的干預，這衹會危害這個必須維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的行業。”

“我們認為應採取非集中的模式，透過運用專業守則，以及就某些特定的與操守有關的問題((例如報道選舉新聞((制訂指引。”

4.28
自從關於該名鰥夫的新聞發生後，有不少人呼籲成立或至少研究是否需要成立新聞評議會。香港電台製作的“傳媒春秋”亦一連四集討論了成立新聞評議會的可行性。在1998年11月舉行的立法會聆訊上，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表示，衹要新聞評議會是由傳媒業牽頭成立而政府完全沒有參與其中的，該會原則上不會反對成立新聞評議會。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在該次聆訊上亦表示，記協原則上並不反對成立新聞評議會的構思，但該會不能接受政府在這事情上採取主動或參與其中。
 雖然這些論調聽來令人鼓舞，可惜業界至今仍未牽頭採取任何行動成立新聞評議會。

4.29
一個新聞評議會如要成功運作，必須得到絕大多數新聞機構的支持和參與。如果一份大報不與該評議會合作或對該會的裁決不予報道或衹是略為報道，便會破壞整個計劃。已成立三十年的美國明尼蘇達州新聞評議會的創會會員卜．邵維(Bob Shaw)說：

“假如你身處的地區的最大一份（或數份）日報的總編輯或出版人希望有一個評議會，…… 或假如你身處的州的報章協會的經理及其董事局的重要成員希望有一個評議會，該計劃便能發揮作用。反過來說，假如是一位不屬於報界的人想創辦一個評議會，並且在籌辦過程中沒有諮詢報界，我相信這個計劃注定會失敗。”
4.30
如果香港有機會成立一個自發組成的新聞評議會以提高新聞媒體的道德水平，我們固然歡迎，但在可預見的將來成立新聞評議會的希望不大，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及《太陽報》都不是香港報業公會的會員。無論如何，香港報業公會從來沒有對成立新聞評議會一事表態，現時也沒有跡象顯示絕大部分新聞機構會全心全意支持成立新聞評議會。
由個別新聞機構自我約束
4.31
既然香港沒有新聞評議會，單靠傳媒自律最終衹不過是要求新聞工作者憑良心去採訪和報道新聞，或要求他們每當遇到難於處理的情況時，便參考香港記者協會所制定的《專業守則》作為指引。大部分報章在報道強姦、綁架案及其他嚴重刑事案件時都是很克制的。假如投訴是指報道內容失實，有關報章可能會刊登一則更正或道歉啟事。至於不公平的報道，報章可能會以讀者來函的方式把投訴公開。不過，正如香港記者協會操守委員會一名委員所說，“傳媒處理讀者來函版的機制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現時有些報紙仍沒有固定的來函版，也有些知名的報刊拒登可能有爭議性的信件。”

4.32
有報章報道香港記者協會的主席說，傳媒自律和公眾監察就侵犯私隱的報道而言會是更為有效的武器。
 其他人也曾說，報界在其工作表現方面主要是對讀者負責，而非任何外間團體。維持業內的操守是新聞界本身的職責。如何在向出版人或廣播機構履行的職責與保障個人私隱不受傳媒侵犯的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應該由業界自行解決。我們認為這項任務即使有可能成功也絕非易事，除非新聞界有一套可接受、可強制執行而又對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機構東主同樣具約束力的作業守則，或所有東主均願意把業界和公眾都接受的作業守則的條文納入僱傭合約之內，則作別論。目前沒有跡象顯示上述其中一種情況會在可見的將來成為事實。

新聞申訴專員／讀者代表
4.33
要加強新聞機構的問責性，其中一個方法是由新聞機構委任一名申訴專員。新聞申訴專員的工作是作為新聞機構與其受眾之間的仲裁人和調停人，接受和調查由受眾提出的關於新聞工作者操守的投訴。有些新聞申訴專員也處理關於新聞報道是否真確、公平、持平和關於品味的投訴。由報社設立的申訴專員的職責可包括下列各項：

 (dq) 接受、調查和回覆由讀者提出的投訴；
 (dr) 督促籌備更正啟事的工作；
 (ds) 監察新聞版和特寫專欄；
 (dt) 以便箋評核記者和編輯的工作表現，供管理層參考；
 (du) 以內部通訊的形式反映讀者意見；和
 (dv) 撰寫評論文章在報章上刊登。
4.34
新聞申訴專員協助新聞媒體向公眾解釋採訪新聞的過程，以及消除公眾認為新聞媒體傲慢和漠視公眾意見等成見，從而提升有關的新聞機構的公信力。在新聞機構內開設這個職位，也會促使記者和編輯在工作上更謹慎和更深思熟慮。國際性的新聞申訴專員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條陳報社或廣播機構應設有申訴專員的原因：

 (dw) 可以改善新聞報道的質素；
 (dx) 報社或廣播機構會變得更易於與公眾溝通，並使它們更願意向讀者或聽眾交代；
 (dy) 報社或廣播機構的新聞專業人員會更深入了解公眾關注的事情；
 (dz) 把投訴集中由一位專職人員處理，可省卻出版人和資深編輯，或廣播機構負責人和新聞總監的時間；以及
 (ea) 有些可能會演變成費用高昂的法律訴訟的投訴，可能因為有專員介入而得到解決。
4.35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論壇報》的一位前編輯查理斯．比利(Charles Bailey)認為，與負有其他專業和行政職責的編輯相比，申訴專員更能體察民情，有助消除公眾對報界的敵意，並使公眾更瞭解報界的職能。申訴專員“有助報章持正行事，也有助說服公眾相信它是公正的”。

4.36
由新聞申訴專員負責處理投訴和違反作業守則的行為的制度，獲得英國的報章出版人協會(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支持。
 然而，這個計劃受到加爾吉委員會的批評：
“不論這名讀者代表的標準是如何高，也不論讀者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獨立自主地去批評，他是不能或不可能被認同為完全獨立於聘任他的報章。這點可能會削弱公眾對他的信任，因而減弱他所能發揮的效用。他在阻止新聞工作者在沒有充分理由下侵犯私隱的行為所扮演的角色，相當可能衹限於在事後批評他們，但屆時已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再者，他衹能作出勸諭或告誡；報章應該刊登甚麼資料，作出最後決定的始終都是編輯。”

4.37
美國博德傳媒學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的院長羅拔．海文(Robert Haiman)也有相同見解。他認為新聞工作者所需要的，是來自外界的更有系統和更獨立的批評，而不是更多來自同業的批評。雖然報社會試圖加強申訴專員的獨立性，但他始終是報社的成員。
 香港一名資深新聞工作者貝爾(Cliff Bale)認為，報社可能難以接受這種安排，因為這涉及財政開支。不過，他同意長遠來說，這可能是證明傳媒機構全面向公眾負責的最有效方法。

4.38
據我們理解，《壹週刊》是香港首間亦是唯一一間曾委任新聞申訴專員的傳媒機構。該雜誌委任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副教授梁偉賢負責調查和評論針對該雜誌的投訴。他的評論在壹集團的互聯網網頁上發表。
 他在邀請有關的新聞工作者就投訴作出回應之後，會回覆投訴人，並就有關問題發表意見，當中有些是批評該雜誌的意見。這項試驗措施在1998年9月終止。雜誌社的解釋是“在過去一年以來，我們接獲的投訴不足10宗。”

4.39
雖然上文提及要設立新聞申訴專員一職有不少固有的局限，但我們仍然支持新聞機構開設這個職位。不過，新聞申訴專員不能取代來自外界的監察，我們相信衹有透過一個獨立的組織才能促使新聞媒體向公眾負責。

總結

4.40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課程策劃顧問陳婉瑩發現香港欠缺下列自由的新聞界所需具備的要素：

· 開明的傳媒法律和監管制度；

· 業內人士共有的價值觀和行為守則；

· 提供予新聞工作者的持續教育和發展事業的機會；

· 有效且不偏不倚的專業組織；

· 監察傳媒的團體及刊物；

· 積極監察傳媒的公民組織；及

· 政府和大型商業機構支持獨立和非商營的新聞企業的決心。

4.41
在如此環境下，可以想像傳媒自律難以產生有效的作用。新聞界如果沒有任何自律組織對報章及新聞工作者的操守作出評價，自律很難有成效。與英國的報章出版人協會不同，香港報業公會與香港華文報業協會在維持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方面，不曾擔當重要的角色。唯一願意承擔監察新聞道德操守的責任的專業團體是香港記者協會。然而，該會的會員衹佔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少數，即使它願意在自律方面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也因缺乏足夠的新聞工作者參與而難以成功。無論如何，該會的《專業守則》內容並不全面。公眾既無參與該守則的起草工作，也沒有參與裁決過程，而該會又毋須向公眾交代其工作。該會在1998年10月向會員進行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衹有兩成回應者認為記協原來的專業守則應予“加強”。此外，有跡象顯示該會不願意強迫會員遵守他們所訂定的道德標準。即使該會願意採納和實施最嚴格的標準，對不屬該會會員的新聞工作者也全無影響力。儘管有約六成新聞工作者認為急需成立一個新聞評議會，但沒有一個新聞機構或專業團體牽頭把這個構思付諸實行。就1999年4月的情況而言，沒有一個新聞機構設有新聞申訴專員處理公眾的投訴。單靠市場的力量，不會對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起阻嚇作用。由於讀者的利益與私隱被無理侵犯的個人權益是有衝突的，即使任何壓力團體因某報章的操守達不到標準而呼籲罷買該報，也難以得到響應。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報章的銷量因而減少，對於因為受傳媒侵犯而感受精神痛苦的受害人而言也無補於事。我們的眼點在於保障個人不受傳媒侵擾及向這些受侵擾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補救。受侵擾的受害人應該有權向冒犯他們的報章取得補救。

4.42
總括來說，報業並沒有自律的機制。除非有更多報章加入香港報業公會，使香港所有的本地報章均成為它的會員，並願意牽頭訂立一套自律方法，而該方法訂有一些程序，使關於違反一套可接受、對整個行業具約束力的作業守則的投訴能夠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處理，否則報業自律的成功機會很微。

4.43
在香港於1997年7月回歸中國之前的過渡時期，新聞界最關心的是如何維護1997年後的新聞自由，對如何提高新聞媒體的道德水平卻不在意。這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沒有自由，根本沒有責任可言”。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證了“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香港的憲法因此對新聞媒體提供特別的保護。政治及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於1998年6月發表的報告稱，“香港的報業和廣播業已經安然渡過主權回歸中國的時刻，它們的處境遠比一年前抱懷疑態度的人所預期的為佳。”
 我們認為目前正是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重點處理新聞道德的適當時機。
4.44
作為一門專業所具備的重要特點之一，是能夠透過其成員進行內部檢討來維持負責任和專業的行為所應有的標準，但這些檢討衹能透過一個有實力的專業團體進行，而這個團體須有權施行這些標準和迫使該行業內所有成員按照標準行事。大．費特文(David Feldman)說：
“專業與其他行業的其中一項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制訂一些準則和程序作為取錄成員之用，亦制訂了執行紀律的程序和措施（包括撤銷執業資格）。這些程序和措施旨在堅持其道德標準和責任感，並將之施加於成員身上，以保護那些與該專業有事務往來的人。除非新聞界採用這樣的一個專業制度，否則他們聲稱不受符合公眾利益的規管的見解，始終不能令人信服。”

4.45
有人認為來自其他報章的批評可以有效確保新聞業遵守新聞傳媒的道德標準。這種說法看來與現實脫節。以《明報》為例，它的編輯部不時接獲讀者來信投訴其他報章的操守。但它的一貫立場是《明報》不會處理這些投訴。它的其中一名編輯更聲明《明報》不是冤情大使，而且無意與其他報章為敵。
 他說：

“其實……讀者〔向《明報》投訴其他報章〕，反映他們對傳媒的表現確實有所不滿，但又有冤無路訴，政府為了敏感的新聞自由，投鼠忌器，連報紙刊登召妓指南也不敢管，讓它繼續毒害青少年。立法會議員為了爭取曝光率又不敢得罪傳媒，將為民喉舌的責任推卸給不爭氣的傳媒。”

4.46
我們會在下一章研究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設立的現有架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

第5章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作出規管

5.1
本章會探討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所設立的現有架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處理傳媒侵犯私隱的問題。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5.2
關於個人的新聞報道、記錄個人外貌的照片、或記錄個人活動的錄影帶，凡可從中辨認所涉個人的身分的，均構成《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個人資料。因此，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可能會違反載列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中的其中一項保障資料原則。任何人的資料如被新聞機構在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情況下收集或發表，該人便可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如裁定投訴成立，可發出執行通知，指示該新聞機構“採取該通知所指明的步驟，以糾正導致送達通知的違反或事宜（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嚴重或影響深遠的個案裏，如果由違法的新聞機構在其刊物中刊登道歉聲明或更正啟事是適當的補救措施，看來私隱專員可以要求該機構這樣做。任何資料使用者違反執行通知，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罰款及監禁兩年。如資料當事人因上述違反而蒙受損害，可依據該條例第66條提起法律程序申索補償。

5.3
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1)款規定，除非(a)有關的個人資料是為了與將會使用該等資料的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合法目的而收集；(b)該次資料收集對該目的而言是必需的或直接與該目的有關；及(c)就該目的而言，有關的資料屬足夠但不超乎適度，否則不得收集該等個人資料。新聞機構及新聞工作者不獲豁免遵守保障資料第1原則。然而，某次資料收集就新聞工作的目的而言是否“必需”或“直接與該目的有關”，以及某新聞工作者所收集的資料，就該目的而言是否“超乎適度”，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

5.4
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2)款規定，個人資料須以合法和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這意味傳媒不得以不公平的方法收集個人資料，即使這樣做並非不合法。若資料收集者在持有或使用有關資料的目的方面欺騙或誤導資料當事人，而事件中又不涉公眾利益，該次收集便很可能會被視為不公平地收集個人資料。
5.5
私隱專員指出，以當事人不察覺的方法收集個人資料（例如在公眾地方以配上遠攝鏡頭的攝影機或以隱蔽的攝影機拍攝），一般而言是不視為公平的收集方法。其他由私隱專員所列舉的不公平收集方法包括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私人地方外圍拍攝身處私人地方的當事人的照片，以及在公眾地方拍攝已清楚表明不欲拍照的當事人的照片。然而，若果收集有關個人資料是符合一項凌駕一切的公眾利益，則這些方法也許會被視為公平。

5.6
除了保障資料第1原則的規定外，保障資料第3原則亦規定如無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因此，新聞機構有責任確保新聞工作者所收集的個人資料衹會用於新聞工作的目的，除非資料當事人同意將該等資料作其他用途。

5.7
該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衹是原則性的概括陳述，為資料當事人和資料使用者提供一般指引。這些原則在收集旨在將之發表或廣播的資料方面未能為新聞媒體提供足夠的指引。應注意的是本文件所舉的例子絕大部分都是在該條例生效之後發生的，可見資料保障原則所訂出的一般條文仍然未能為那些受新聞媒體侵擾的人提供有效的保護。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訂定的實務守則

5.8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發出實務守則，為如何遵守保障資料原則提供實用的指引。私隱專員因此有權發出實務指引，以規範為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行為。一套適用於所有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機構的實務守則，不單使保障資料原則在如何應用於新聞界這方面有實質的內容，還會為新聞界和公眾人士提供實用的指引和保障。該守則在解釋何種收集資料方法會根據保障資料第1原則被視為不公平方面尤其有用。該守則亦可澄清就新聞工作的目的而言，個人資料在甚麼情況下會被視為超乎適度。新聞工作者或新聞機構被指違反了某項保障資料原則，是可以在根據該條例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援引該守則作為證據。

5.9
藉發出實務守則來加強《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提供的保障，是解決傳媒侵犯私隱這個問題的一個可行方法。在這個方案之下，實務守則將會由一個獨立於新聞界和政府的組織核准，然後由私隱專員執行，並且有該條例所賦予的法定權力和制裁措施作為後盾。私隱專員公署提供了一個完善的機制以裁決針對傳媒的投訴。由於私隱專員現已在處理私隱問題方面成為公眾目光的焦點，所以由他發出實務守則將會使對傳媒有怨言的公眾更加了解他們在該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另一個好處是該守則除了適用於報社和持牌廣播機構之外，還適用於個人。凡任何人在互聯網上發表個人資料，或收集個人資料以期在新聞媒介中（包括在互聯網上）發表這些資料，則不論該人是否一間新聞機構或一名新聞工作者，均會受該守則約束。

5.10
據報私隱專員曾透露他很少收到知名人士或公眾人物投訴他們的私隱受傳媒侵犯。
 他說從來沒有公眾人物要求公署就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制訂指引。我們認為公眾人物就傳媒侵犯私隱作出投訴的數字並不能準確反映一般市民的私隱被傳媒侵犯的程度。受傳媒侵擾的人除了公眾人物之外，還有普通市民。這些市民既非富有亦無權勢，又沒有任何利益團體照顧他們的權益，尤其容易被傳媒干擾他們的私生活。從本諮詢文件提及的事例可見，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在香港並非罕見，而且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普通市民。投訴不多的原因，可能是市民以為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不受法律管制，以及有些侵犯私隱行為不為受害者察覺。

5.11
我們認為私隱專員應邀請新聞界制訂一套實務守則供他核准。如果新聞界不合作或在草擬守則時未能達成一致協議，私隱專員便應介入，承擔擬備守則的責任。

建議1

我們建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一套關於為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或使用個人資料的實務守則，給出版人、廣播機構、新聞工作者、互聯網使用者和其他公眾人士提供實用的指引。

為了進一步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而制定其他措施的需要

5.12
假設私隱專員按照我們在上文提出的建議發出一套實務守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單憑這項措施可否為那些私隱被傳媒侵犯的受害人提供足夠和有效的保障？我們初步認為即使私隱專員同意為新聞界發出一套實務守則，其作用看來亦相當有限。

保障資料第1原則

5.13
根據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1)款的規定，新聞機構必須是為了直接與該機構的職能或活動有關的合法目的才可以收集個人資料，而新聞機構的收集行動對該目的而言“是必需的或直接與該目的有關的”。此外，就該目的而言，有關資料不得超乎適度。《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1(3)條將“新聞活動”界定為任何新聞工作活動。這包括為向公眾發布的目的而進行的新聞搜集，以及向公眾發布新聞的活動。由於任何新聞機構可隨時辯稱它的新聞工作者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討論價值或報道價值，並指出收集有關資料的目的是向公眾發布這些資料，所以新聞工作者所收集的資料一般而言都是為了與某一項新聞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合法目的而收集。對於甚麼資料具有新聞價值這一點，私隱專員相當不可能會以自己的看法取代新聞機構的判斷。基於同樣道理，新聞機構大可辯稱某次為了一宗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而收集個人資料，是達致某項新聞工作目的所必需的或與該目的有直接關係的。

5.14
此外，要資料當事人指證某新聞機構所收集的資料就某項新聞工作目的而言是超乎適度的，實非易事。新聞工作者衹有興趣收集具“新聞價值”的資料，或有助他們收集值得報道的消息的資料。這些資料與新聞目的有直接關係，且就該等目的而言並不超乎適度。再者，私隱專員無權視察傳媒機構的個人資料系統。他衹能靠閱覽新聞機構所報道的個人資料來評定後者有否遵守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1)款的條文。他因此無從真正評定某傳媒機構所收集的任何資料，就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1)款而言是否超乎適度。人們大可總結，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1)款對新聞界是無關痛癢的。

5.15
雖然保障資料第1原則第(2)款規定收集資料的方法必須公平，但一套詳述甚麼收集方法才是公平的方法的實務守則有多大效用，實屬疑問。關於個人資料須以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的規定，是一項寬鬆的規定。新聞界會毫不猶疑地指出資料發布與新聞採訪活動須分開處理。他們會辯說，雖然將有關的個人資料（包括照片）發布若構成不當的私隱侵犯，他們便不應發布這些資料，但是新聞工作者接觸牽涉入一宗有新聞價值的事件的人或拍攝該人的照片，一般來說是公平的，即使該人是不幸事件或違法行為的受害人和身體或精神狀況不佳也是如此。若然資料當事人是公眾有正當理由關注的對象，亦是身處公眾可以前往或看見的地方，則私隱專員實難反駁上述論點。就採訪新聞的活動而言，如果有關的資料當事人因他自己的言行或為環境所迫成為公眾關注的事情的一部分，他同意與否並不是決定有關的資料收集方法是否公平的唯一因素。

5.16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關乎新聞界在有違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公開其私隱的個案所涉及的個人資料，都是以合法和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因此，即使私隱專員能夠就公平的收集手法為新聞界提供詳盡的指引，這些指引也不會對業界有很大的效用。規管新聞界的不公平收集方法，是不足以解決新聞界在有違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公開其私隱所引起的問題。

5.17
此外，由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將“個人資料”界定為與一名在生的個人有關的資料，所以該套實務守則不會涵蓋將一名已逝世的人的私隱公開披露的行徑。假如有人在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情況下收集和使用一名已去世的人的個人資料，死者尚在生的親友是不能夠引用該條例作出投訴的。

保障資料第3原則

5.18
保障資料第3原則規定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這項原則對於那些個人資料因某宗罪案、意外或不幸事件而向外披露的人所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私隱專員指出若當事人不反對記者拍攝其照片，即被視作默許把這些照片發布。
 事實上，當事人是否同意有關發布是無關宏旨的。新聞工作者是為了新聞工作的目的而收集受害人及公眾人物的個人資料。新聞工作者總可以辯稱在報章上刊載這些資料與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並無抵觸保障資料第3原則。

5.19
宣揚私隱所引起的問題，主要在於新聞媒介公開他人私隱的行為是未經當事人同意的。然而，資料當事人的同意並不是保障資料第3原則所關注的要點。根據該項原則，是否得到當事人的同意，衹有在資料被用於“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用於的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才會成為考慮的要點。如果資料使用者把有關資料用於原定目的，便毋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因此，為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個人資料的報章在發布這些資料之前，是毋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報章在違反資料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刊登它為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並沒有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即使刊登這些資料構成不當私隱侵犯亦然。

5.20
雖然保障資料第1原則規定，新聞工作者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就新聞工作目的而言不得超乎適度，但是這項規定不能阻止新聞工作者取得牽涉入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中的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新聞工作者是可以為了正當目的而搜集這些資料，例如查證事件的準確性或可信性，或藉以跟進一宗新聞。不過，將這些資料公開是另一回事。雖然一般來說，取得牽涉入一宗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中的資料當事人的姓名、年齡和地址，是有正當理由支持的，但是在報章上刊登這些資料而又不能以公眾利益作為支持理據，便可能構成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對於不欲其個人詳細資料被新聞界披露的資料當事人而言，不論第1原則或第3原則均不能對他們有甚麼幫助。

5.21
我們在上文建議由私隱專員發出的實務守則，實際上不會限制新聞媒體發表以下資料，衹要這些資料是由新聞工作者在沒有違反保障資料第1原則的情況下取得便可：

(i)下列人士（不論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的姓名、年齡、圖片及私生活資料：
· 罪案或不幸事件的受害人及其親友；

· 因輕微罪行而被控告或定罪的人及其親友；

· 自殺不遂的人；

· 公眾人物的家人；及

· 現已引退的過氣公眾人物；
(ii)未滿16歲和沒有牽涉入少年法庭的法律程序中的兒童的身分；

(iii)關於公眾人物的、與其公職或公開活動無關的私生活資料；
(iv)刑事法律程序的證人在公開聆訊中所透露的關於其私生活的私隱資料；
(v)身上的內衣褲或個人物品在無意之間暴露於公眾目光下或在其他情況下公眾肉眼可以看見的部分。

5.22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目的在於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個人的私隱，而不是旨在保障個人私隱本身不受侵犯（或保障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涉）。保障資料原則並不涵蓋所有形式的傳媒侵犯私隱行為。人們可以在不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情況下侵犯別人的私隱。第3原則衹限制個人資料的使用目的或披露目的；它並非旨在保障個人的私生活不會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被公開。該原則衹述明有關資料不得用於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它沒有規定該等資料的使用不得構成非法或任意干涉資料當事人的私生活。

5.23
新聞工作者是為了新聞工作的目的而收集資料。在報章上刊登這些資料，即使有可能會在沒有充分理據支持的情況下侵害了資料當事人的私隱權，但仍然符合新聞工作的目的。即使資料當事人反對新聞機構在其報章上宣揚他的個人資料，有關的新聞機構也不大可能被裁定因違反第3原則而須負上法律責任。衹要該等資料是以合法和公平的方法為某項新聞工作的目的而收集，第3原則是不會禁止新聞機構公開這些資料。假如有關的個人資料是由一名新聞工作者收集，而收集手法是合法的和在當時的所有情況下是公平的，那麼傳媒為了報道某宗具新聞價值的事件而發表這些資料，使當事人的私隱權因此受到侵害，當事人是不可以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取得補救的。

5.24
故此，第3原則在保障個人資料不在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公開方面沒有效用。儘管第1原則規定個人資料必須以公平和合法的方法收集，讓私隱專員可以發出指引以規管傳媒用不公平手法收集個人資料的行為，但是第3原則對於新聞媒體以公開一名新聞工作者所合法取得的個人資料的方式來侵犯個人私隱的行為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因此總結認為，私隱專員所發出的任何實務守則，在保障個人資料不在有違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新聞界公開這方面，是既不足夠亦無效用。

新聞媒體根據第61(1)條所獲得的豁免

5.25
為確保傳媒在監察政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會受到限制，《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為新聞媒體提供了多項豁免。根據第61(1)條，出版人及廣播機構獲得豁免，不受保障資料第6原則及第18(1)(b)及38(i)條的條文管限，除非及直至該等資料已發表或播放（不論在何處或藉何方法）。同一條文亦使出版人及廣播機構獲得豁免，不受第36及38(b)條的條文管限。第61(1)條的作用如下：

 (eb) 私隱專員不得為了確定資訊以協助他作出關於促使某新聞機構或新聞界遵守保障資料第1及第3原則的建議而對該新聞機構所使用的任何個人資料系統進行視察。
 (ec) 即使私隱專員有合理理由相信某新聞機構已經或正在作出或從事一項關乎個人資料和可能違反了保障資料第1或第3原則的作為或行為，私隱專員也不得為了確定該項作為或行為是否違反了第1或第3原則而調查該新聞機構。
 (ed) 即使私隱專員收到一項投訴，指某新聞機構已經或正在作出或從事一項屬違反保障資料第1或第3原則的作為或行為，私隱專員也不得為確定該項作為或行為是否違反保障資料第1或第3原則而調查該新聞機構，除非及直至有關資料已發表或播放。在有關資料被發表或播放之前，資料當事人在該條例下的唯一補救，是依據該條例第66條向該新聞機構採取法律行動，在法院起訴該機構違反第1或第3原則（視屬何情況而定）。
 (ee) 即使某新聞機構持有某人的個人資料，該人也不得憑藉第18(1)(b)條要求該新聞機構向他提供有關資料的複本，除非及直至有關資料已發表或播放。
 (ef) 雖然有保障資料第6原則的規定，但個人無權：

(i) 確定一間新聞機構是否持有他作為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ii) 要求在合理時間內查閱個人資料；

(iii) 在第(ii)段所提述的要求被拒絕時獲提供理由；

(iv) 反對第(iii)段所提述的拒絕；

(v) 要求改正個人資料；

(vi) 在第(v)段所提述的要求被拒絕時獲提供理由；或

(vii) 反對第(vi)段所提述的拒絕，

除非及直至有關資料已發表或播放。

5.26
由於第61(1)條所定下的規限，私隱專員在確保新聞界遵守各項保障資料原則方面不能採取主動。私隱專員即使有理由相信某新聞機構違反了保障資料第1或第3原則，也不能主動進行調查。他衹能被動地回應由公眾人士作出的投訴。但是即使他接獲一項投訴，衹要有關資料尚未發表或播放，他依然不能調查有關的新聞機構。個人資料被一名新聞工作者在違反保障資料第1原則的情況下收集的當事人，無權要求查閱該名新聞工作者或有關的新聞機構所持有的關於他的個人資料，除非及直至該等資料已發表或播放。

5.27
至於會否為傳媒發出一套實務守則，完全是私隱專員的決定。即使他贊同這樣做，業界是否願意與私隱專員合作制訂該守則也成疑問。基於第61(1)條的規定，私隱專員不得為草擬一套傳媒實務守則而視察各新聞機構所使用的個人資料系統。他需要倚賴業界的合作和他們提供的意見，以了解新聞媒體的功能和需要。

《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建議的侵權行為

5.28
我們在《纏擾行為》和《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兩份諮詢文件中建議將以下作為或行為訂定為侵權行為：

 (eg) 一連串持續不斷的行為，而這一連串的行為對另一人造成騷擾；

 (eh) 侵擾另一人的獨處或與外界隔離的境況或侵擾另一人的私人事務或業務，惟有關侵擾必須會嚴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這人會提出反對；及

 (ei) 以公開披露另一人的私人事實的方式侵犯該另一人的私隱，惟有關的披露在程度和內容方面必須會嚴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這人會提出反對。

5.29
如果上述建議全部獲得採納，對解決傳媒侵犯私隱的問題會有一定的幫助。然而因私隱被侵犯而提起的法律訴訟，不單會耗費大量時間及金錢，也會導致那些受害人不欲張揚的資料再次被公開。針對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所提供的保障，不應衹限於法律措施。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傳媒侵犯私隱的個案是我們的建議所不能顧及的，例如：

 (ej) 有關的“侵擾”或“公開披露”沒有嚴重冒犯一名合理的人和這人不會提出反對；
 (ek) 新聞界所報道的事件是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進入的私人處所發生的；
 (el) 雖然當事人身處公眾不能進入的私人處所，但如他的活動是公眾可以看見的，他便不會受到保護；
 (em) 報章上刊登或廣播節目內播放的私人事實是屬於公共領域的資料，例如該等資料已在法院的法律程序中披露或可以從公共記錄中取得；
 (en) 報章上刊登或廣播節目內播放的私人事實是公眾有正當理由關注的資料；
 (eo) 有關的侵犯私隱行為對於保護被告人或其他人的人身或財產而言是合理所需的；
 (ep) 當事人不知道他被跟蹤或觀察；或
 (eq) 當事人已逝世。

5.30
雖然我們建議那些以公開披露私人事實的方式侵犯他人私隱的人應該承擔民事法律責任，但這項建議對於大部分不幸地成為具新聞價值事件的主角的受害人來說，不能提供任何幫助。根據我們的建議而衍生出來的私隱法，給予在公眾地方進行的新聞採訪活動很大的自由度。新聞工作者將一如以往可隨意搜集公眾可隨意取得的個人資料。同樣地，新聞界將可繼續報道任何在公眾地方發生或公眾所能看見的事情。然而，有些人會辯稱一個人即使身處公眾地方也有其私隱空間。若一對在沙灘攜手漫步的情侶其實是已婚但配偶卻是另有其人，未經他們同意而刊登他們手牽手的照片可能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公共記錄雖然是任何公眾人士都可以查閱的，但宣揚記錄中的私人事實也可能會引起私隱問題。這些事實除非經新聞界宣揚，否則大部分不為公眾知曉。如果發表這些事實所造成的損害大於公眾所得到的益處，便須對這些事實的發表有所克制。

5.31
互聯網的出現使新聞工作者可以在互聯網上發掘人們過往的生活事蹟。弗列德．文恩(Fred Mann)發現有些網頁把彙編關於美國一般市民並可供公眾查閱的資料作為一門生意來經營。任何人（包括新聞工作者）衹需付出適量的金錢，便可進入這些網頁並建立關於任何人的資料檔案。此外，至少有一個網頁容許任何人閱覽他指明的任何人在互聯網上向各個網絡用戶小組發布的每一項資訊。我們向網上的討論夥伴述說的任何不經意的評論或敏感的政治言論，都很容易被新聞界發現並加以報道。
 關於一個成為爭論焦點的人的資料，亦可以在互聯網上發布而輕易地把資訊傳遍世界各地。這意味私隱材料不論是否以侵擾私隱的方式取得，原則上都很容易被任何接通互聯網的人傳送至公共領域之內。

總結

5.32
本章的建議對保障個人私隱免受新聞採訪活動侵擾這方面的需要有很大的幫助。但是，鑑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固有局限，以及我們在《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中建議的關於侵犯私隱的侵權行為所涵蓋的範圍狹窄，我們總結認為有需要訂定其他措施，就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向個人提供更有效的保障。我們會在第6章研究可否利用《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下的現有架構為私隱受廣播機構侵犯的人提供更佳的保障。至於報章雜誌的出版人侵犯私隱的問題，則留待在第7章研究。

第6章
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

作出規管
6.1
廣播媒體有可能侵犯個人私隱。有論者指收音機和電視機為家庭客廳裏的“不速之客”。很多人把看電視和聽收音機視為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部分。不論電視台或電台正在播放甚麼節目，他們也會在慣常時間收看或收聽他們慣常收看或收聽的電視節目或電台節目。他們開電視機和收音機時沒有特別理由或目的；有些人這樣做衹為消磨時間。受眾無法控制某個電視台或電台播放的節目內容；他們雖然可以關掉電視機或收音機，但卻不能在有使人感到被冒犯的材料播出之前這樣做。
6.2
報章和雜誌的讀者卻不然。他們事先知道有關刊物的風格和內容，須主動在報攤付款購買刊物，所以是一群有特定喜好和品味的人；相比之下，廣播節目的觀眾和聽眾可以是任何接觸到電視機或收音機的人。電視和電台節目的侵擾性較報章和雜誌的大，因為住宅內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收看和收聽到電視機和收音機播放的節目。廣播媒體的普遍性和侵擾性使廣播節目的內容須受到較報刊的內容更嚴格的管制。
6.3
廣播媒體包括兩間商營電視廣播機構、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衛星電視公司、一間收費電視廣播機構、兩間商營電台，以及一間公營廣播機構，即輔設電視部的香港電台。雖然任何人衹要遵照《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的程序規定便可在報章上刊登任何一般法律容許的東西，但是廣播機構則另外要受《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391章）規管。這種做法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一樣，即電台和電視台廣播所受到的規管較報章所受到的規管嚴格。

6.4
香港所有電台和電視節目（香港電台製作的除外）均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才能播放。香港所有持牌電視台和電台廣播機構，包括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均受廣播事務管理局（下稱“廣管局”）規管。廣管局是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設立的法定組織。法例規定，這些機構有責任遵守與節目標準、廣告標準和技術標準有關的業務守則。香港電台於1995年同意遵守廣管局有關的業務守則所定的節目標準和接受廣管局的管轄。

6.5
廣管局由三名公職人員和六至九名業外人士組成，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廣管局的主要職能如下：
· 就申請和續發廣播牌照事宜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
· 監察本港電視及電台廣播，以確保持牌機構遵守有關的規例、業務守則和發牌條件；
· 處理有關廣播機構違反業務守則所定標準的投訴，必要時懲處有關的廣播機構；及
· 發表和修訂關於節目標準和廣告標準的業務守則，供電視和電台廣播機構遵守。
6.6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作為廣管局的行政機關，在接獲投訴後會展開調查，如有表面證據證明投訴所指的廣播節目有違反任何規例、發牌條件或業務守則的條文，便會把有關投訴轉交投訴委員會處理。投訴委員會由不少於五名委員組成，委員全由廣管局委任。投訴委員會在研究各方的陳述後便會向廣管局提交建議，最終決定是由廣管局作出。
6.7
廣管局如裁定某廣播機構有犯錯，可發出指令要求該機構採取該局認為有必要的行動。
 任何廣播機構違反該局發出的業務守則、發牌條件或指令，該局也可處以罰款。事實上，在1990年3月至1997年8月期間，該局共對18宗個案處以罰款，佔投訴委員會在該段期間內處理的投訴個案3%。
 廣播機構如不滿廣管局發出的指令或業務守則的條文，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廣管局會在其每月的新聞公布和年報內刊登該局所作出的決定。
6.8
廣管局會透過多種機制以確保持牌廣播機構遵守已訂定的標準。這些機制包括：
· 選擇性監察電視和電台廣播；
· 與廣播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舉行會議，討論雙方均感興趣或關注的事宜；
· 進行定期意見調查和在對持牌機構的廣播牌照進行中期檢討期間舉行公開的聽證會；及
· 透過“電視觀眾諮詢計劃”徵詢公眾意見。根據該計劃，當局成立了18個分區電視觀眾諮詢小組和5個諮詢委員會，成員超過500人。
6.9
此外，還有一個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其職能是負責檢討適用於電視和電台廣播的關於節目、廣告和技術標準的業務守則。關於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雖然十分全面，但卻沒有任何保障私隱的條文。它所關注的事項，主要是製作的節目是否符合雅俗標準和莊重得體，報道是否準確、公平和公正，以及節目是否有暴力和性的描述。業務守則的焦點，是螢光幕前看到的內容。螢光幕後的事宜，例如搜集資料的方法，則不在現有的規管範圍內。《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沒有定下任何程序，讓個人可就廣播機構使用令人反感的手段搜集個人資料作廣播之用，或就廣播機構播放當事人不想公開宣揚的個人資料，作出投訴。
6.10
由於廣管局已獲授予權力和職能，以確保持牌機構履行有關法例、牌照和業務守則所規定的責任和義務，如要加強保障個人私隱以免受廣播機構侵犯，一個簡便的方法就是讓廣管局額外承擔監察廣播機構的採訪活動和新聞報道的責任，看看有沒有侵犯私隱的行為，並授權廣管局處理和裁定關於廣播機構在受業務守則規範的節目內或在搜集資料製作該等節目時作出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的投訴。這是一個務實的方案，因為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所設立的架構，是非常適合用來有效地處理傳媒侵犯私隱的投訴。我們是注意到在1998年9月發表的《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載有關於私隱的條文。
6.11
要實施這個方案，就必須把禁止廣播機構作出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的條文納入現有的業務守則內，業務守則委員會便可隨之而不斷檢討這些條文。至於廣播機構是否遵守有關條文，可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負責監察。此外，“電視觀眾諮詢計劃”也可以發揮一定的監察作用。
6.12
採用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所設立的架構來處理廣播機構的侵犯私隱行為是可取的做法，因為廣管局是一個獨立和公正的機構。該局的主席並非由廣播業人士委任，亦非從業內人士選出，所訂的業務守則亦不是由廣播業人士草擬和執行。該條例內的許多條文，包括那些授權廣管局發出指令和判處罰款的條文，會確保任何納入業務守則的保障私隱條文獲廣播機構遵守，並在必要時強制執行。供廣播機構遵守的保障私隱條文的範例，可參考英國廣播標準委員會採用的《關於公平和私隱的守則》、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和英國的獨立電視委員會的《節目守則》。
 由於廣播節目的內容多年來均在現有的架構下受到規管，遵從保障私隱的條文對於廣播機構來說應該不會構成過重的負擔。廣播機構一直以來均有監察它們的新聞節目和新聞短片，以確保它們符合業務守則所訂的節目標準，例如有良好品味、準確、公正、持平和不煽情。
 現有的廣播機構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我們相信，它們在製作節目時顧及他人的私隱應該沒有困難。
6.13
廣管局採納的保障私隱條文將會同時適用於新聞和娛樂節目。雖然新聞節目的監製較容易以公眾利益為由辯稱某次侵擾或某個節目並非不當，但其實所有節目監製，不論他們負責的節目性質為何，都可以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
建議2
我們建議廣播事務管理局在關於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內加入與下列事項有關的條文：(a)在香港播放的節目內出現的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和(b)與供該等節目播放的資料的搜集有關的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

6.14
我們知道有待納入廣管局業務守則的私隱條文中，其中一些可能與我們在第5章建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制訂供新聞媒體採用的《實務守則》的條文重。然而，由於廣管局的私隱條文所針對的對象是持牌廣播機構，重點在於特別與廣播業有關的私隱事宜，而這些條文並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規限，所以，因廣播機構的侵犯私隱行為而受屈的人很可能會引用《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而不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尋求補救。

6.15
我們參考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組織所採用的道德規範，這些地區包括澳大利亞
、中國大陸
、芬蘭、德國、愛爾蘭、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瑞典、台灣
、英國和美國。
 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傳媒道德規範均可在互聯網上找到。
 在制定任何規管新聞媒體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作業守則時，均應適當地參考這些司法管轄區的有關規範。令我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德國報業評議會
、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英國廣播標準委員會、英國廣播公司和英國獨立電視委員會等組織所採用的規範內有關私隱的條文。我們認為這些規範對於草擬一份規管傳媒侵犯私隱行為的守則的工作是很有用的參考材料。
6.16
我們希望補充一點，有關守則應同時兼顧某項作為的後果和性質，並在論及個別事件時盡量協調兩者。雖然守則的條文應具彈性，但其程度不應寬鬆至“將守則變成衹不過是供援引守則的人用來印證他們的個人偏好是合理的理據。”

建議3
我們建議廣播事務管理局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草擬有關的私隱條文時，應顧及德國報業評議會發出的《報業守則》、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核准的《作業守則》、英國廣播標準委員會採用的《關於公平和私隱的守則》、英國廣播公司發出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其他司法管轄區採用的行為守則。
6.17
由於《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已足以處理廣播機構的侵犯私隱行為，所以我們將於下一章探討需要制定甚麼措施來有效解決報章和雜誌出版人的侵犯私隱行為。

第7章
進一步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


的措施

7.1
我們已在上文第5章解釋何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或許未能為那些私隱受傳媒侵犯的受害人提供足夠而有效的保障。如果我們在第6章所作的建議獲得落實，單靠《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已足以處理廣播機構的侵犯私隱行為。因此，本章將專注處理報章和雜誌出版人的侵犯私隱行為。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章提述的 “報界”一詞應該按其狹義理解，即僅指報章和雜誌而已。

7.2
在研究如何為個人私隱免受報界干擾一事提供更佳保障之前，讓我們先來衡量為新聞媒體制定道德規範的利弊。

新聞媒體的道德規範

7.3
道德規範常被人視為代表某行業及其從業員的良知。下文是路易．戴(Louis Day)解釋道德規範對社會福祉是何等重要：

 (er) 它促使社會上的人建立互信和合作關係。如果傳媒未能達到社會對它們在道德上的期望，社會對新聞界的信心便會受到磨蝕，而傳媒將因而不能履行其社會責任。

 (es) 它把守道德之門，使社會知悉某些道德價值觀的相對重要性，並識別出那些行為由於受社會齒冷而歸類為不道德的行為。

 (et) 它扮演道德的裁判官，對建基於個人利益而互相矛盾的訴求作出裁決。

 (eu) 它替社會闡明潛藏在新出現的道德兩難局面中相持不下的價值觀和原則。

7.4
《信報財經新聞》有一篇社評指出，沒有道德規範的社會儘管有法治，但仍然難以健康發展：

“香港是一個非道德(amoral)社會，大眾文化注意法律卻排斥有關道德的討論。我們的教會、學校、政治家、輿論界、社會工作組織等，在道德問題上都明顯未敢公開積極取向。也許我們社會的道德鐘擺還未像西方很多發達國家那樣，從非道德的極端退卻。如此，法治必然持續單薄無力。”

7.5
道德規範介乎法律與個人價值之間。加柏(Kaplar)和明尼士(Maines)就道德與法律的歧異作如下詮釋：

“道德是一個合乎義理的決定過程，是一個合乎義理的抉擇過程。它敦促我們做正確的事，因為如此是有道德和本身是正當的（正如康德或者也會這樣說）。道德追求的是完美。然而，法律則是由外界強加於個人身上，並非發自內心的。……就前者而言，選擇依法行事的推動力源於恐懼，即希望不會受到懲罰；選擇依道德行事的推動力則源於對真善美的追尋，即力求達致合乎完美的道德境界的願望。換言之，當某人依法行事，他是選擇不讓自己的行為達不到最低標準。當某人依道德行事，他是選擇按照最高的行為標準行事。”
關於私隱的報業守則

7.6 我們明白新聞道德應該由新聞工作者自行釐定。不過，由於報界的作為可能影響公眾人士所享有的私隱權，所以就私隱事宜制定一套行為守則（或作業守則）以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不過，有人辯稱一套正式的傳媒行為守則沒有甚麼用處。對這類守則有保留的原因有數項之多：

 (ev) 守則內容過於空泛：

 (ew) 訂出守則主要是一種公共關係手段；

 (ex) 除非守則的規管範圍同時包括出版人和廣播機構，否則這套守則沒有實際意義；

 (ey) 守則內沒有強制執行的機制；及

 (ez) 守則會助長虛假的清高形象。

7.7
不過，一套行為守則會“就良好的工作方法提供一般指引，而這份指引是傳媒東主、編輯和記者應該會遵守的，而公眾人士也會覺得該指引有價值，因為它顯示公眾人士可以對報業有甚麼期望。”
 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的守則委員會主席大衛．英格殊爵士(Sir David English)堅稱，為報業訂定一套明確可行的作業守則，對編輯、公眾和投訴委員會的成員都是非常重要，原因如下：

 (fa) 它為編輯提供一套建基於最佳作業模式和常理之上的明確基本規則，使他們和競爭對手均可按照這套規則工作；
 (fb) 公眾可以知道他們可以預期報章和雜誌應該達到甚麼標準，和知道他們投訴時所享有的權利；及
 (fc) 投訴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按照守則的條文就接獲的投訴作出裁決。
7.8
如果新聞工作者自視為專業人士，那麼報業沒有一套適用於整個行業的行為守則便是異於常規。若然新聞工作不被視為一門專業，那麼能夠有一套適用於整個行業的行為守則，無疑會將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提高至與專業人士看齊。加爾吉委員會指出：

“任何制度對個人所提供的保障或補救，如果是取決於個別新聞工作者或編輯的酌情決定權（編輯是不能確定競爭對手不會報道一則他同意不予報道的新聞），是會招來批評的。競爭的壓力、報社的風格、編輯或新聞工作者的品格、當事人的身分，以及有關新聞的性質，均可能影響結果，並可能對當事人造成嚴重後果。在缺乏一套由編輯部公開承諾會遵守的詳盡作業守則的情況下，不能保證投訴人的申訴會成功。”
7.9
關於私隱事宜的報業守則是不會屬於法律的一部分。守則所訂的標準，是超乎新聞工作者和出版人所必須承擔的法律義務。這份守則不會訂出最高的行為標準以求達致完美的道德典範，而是會包涵獲所有或大部分新聞工作者認同和遵從的價值觀。當新聞工作者取得的資料是源自公共領域並可讓人隨意索取的，但報道的題材是關於一名易受傷害的人，則該守則會促使有關的新聞工作者三思，看看是否即使採用那些資料有可能對當事人造成損害也應該這樣做。因此，縱使某法庭案件已披露案中兒童或罪案受害人的資料，而報界是可以合法報道在法庭程序中披露的資料，新聞工作者仍然有義務再細想，是否真的有需要在新聞報道中披露該兒童或受害人的姓名，以及如此指名道姓會否令當事人更加易受傷害。換言之，行為守則的作用，是為易受傷害的人在法律保護之上再添保障。報界在決定是否發布私人資料時，將不會衹顧其自身利益，而必須遵從守則的條文來考量有沒有充分理據支持披露資料的決定。因此，一份新聞界的行為守則可以使傳媒機構注意到他們有責任以公平和合法的手段去採訪和報道新聞。

7.10
制定一份關於私隱事宜的報業守則是有利業界的，因為這可使所有報章和雜誌在公平環境下競爭。這守則的另一好處，就是規定傳媒業之內各階層的人都必須遵守同一套守則，並採用同一套守則來評核所有從事採訪和發布新聞的人的表現，包括報章的攝影記者、記者、新聞行政人員、總編輯和東主等的表現。這守則也可納入為新聞工作者的僱傭合約的一部分，除了使報章東主和編輯可以對違反守則的新聞工作者施加紀律處分，更可為新聞工作者提供保障，使他們在遇到編輯和東主指派他們執行違反守則的任務時，不致因抗命而受到不公平對待。

7.11
儘管香港記者協會認為有需要為其記者會員制定一套名為《專業守則》的規範，但香港報業公會卻沒有為其會員制定任何作業守則。香港的報章東主和出版人沒有採用任何適用於報界的作業守則。不過，作為對其報社運作有最終操控權的人，報章東主應該對其屬下員工的任何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負上責任。曾經接受新聞學訓練的編輯或者會聲稱他們應該有控制報章的內容和記者的活動的自主權。然而，不是所有報章東主都認同這項原則，讓編輯全權主理報社的事務。報章東主可能干預編輯過程，並親自主理其報章的日常運作。有作出干預的報章東主如果不遵從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操守，可能會對新聞工作者和編輯施加不適當的壓力。

7.12
除了東主之外，編輯也可能影響新聞工作者採訪或報道新聞的方式。編輯可能指示新聞工作者作出違反傳媒道德的作為。由於前線新聞工作者通常都遵照編輯或東主的指示行事，他們一般都贊同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希望可以無需為應付其主管的過份要求或為了擊敗其他報章的同業而在履行其職責時不擇手段。然而，有一些情況是新聞工作者在未經其編輯授意的情況下作出侵犯私隱的行為，因為他們相信編輯會採用藉這些手段取得的資料。因此，報章東主、出版人、編輯和記者應該遵從同一套關於私隱事宜的報業守則所載的專業操守。

7.13
我們注意到，聯合國秘書長於1976年發表的關於私隱權的報告書所載的聲明之中，其中一項指明：“各國須鼓勵訂立包括尊重個人私隱的規定的新聞工作者道德規範。”

由獨立組織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
7.14
很多與公眾有事務往來的行業均有法定責任透過紀律程序來規管其成員的專業操守。
 這些行業的成員都毫無例外地受一套經他們所屬的專業團體核准和執行的行為守則約束。行業內的任何成員如被指有專業失當行為，該成員便須面對按照所屬專業團體所採用的規則舉行的紀律研訊。

7.15
根據一項在1990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約有五成新聞工作者沒有接受新聞學的專業教育。
 如果新聞工作者自視為專業人員並行使《基本法》所保證的新聞自由，那麼他們不受任何通常適用於各種專業的規管措施的約束，實在異於常規。《遠東經濟評論》進行的“亞洲行政人員普查”結果顯示，在有作出回應的香港行政人員之中，65%肯定新聞自由對經濟發展是重要的，但也正好有50%表明政府應該對傳媒實施“有限度管制”。
 一名新聞申訴專員正確地觀察到，“新聞界對人們的生活和思想有極大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既然社會上其他有權勢的組別，例如政府、軍方、商界、藝術界、宗教界、財經界及其他界別等均受到監察，沒有理由讓新聞界不受同類的監察。”

7.16
很多行業都受到規管，這除了是為了規管成員之間的關係外，也是為了保障公眾的利益。有必要提出應否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這個問題，是由於公眾人士有怨言，以及私隱遭新聞界侵犯的受害人對於新聞界的操守表示不滿。新聞界的侵犯私隱行為侵害了公眾人士的私隱權。就此而言，廣大市民有權促使新聞界是在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的基礎原則的情況下運作。因此，儘管享有自由的新聞界有多種重要功能，規管新聞界的侵犯私隱行為仍然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因此，應該成立一個獨立組織，專責監督一份關於私隱的報業守則的執行，以界定甚麼是可以接受的行為，使凡是踰越合理界線的侵犯私隱行為都可以受到調查。

7.17
正如第4章所述，自從該宗涉及一名鰥夫的事件引起輿論嘩然之後，有更多人支持成立新聞評議會。有愈來愈多人認為報界需要一個自律組織。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都聲稱他們不反對成立新聞評議會，但政府不得參與其中。在學術界方面，有多名學者都認為這個方案具吸引力。香港大學法律系的陳文敏早於1988年便察覺有需要成立新聞評議會，他說：

“儘管我個人會大力支持任何反抗政府控制新聞界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亦期望新聞界確保及維持最高標準的專業道德。我認為新聞界非常需要一份可以指引它履行其職務的本地道德守則。道德守則應該與評議會並行，後者負責確保守則獲遵守、不時修訂守則及給予實際的意見和指示。為確保其公正無私，評議會應該包括新聞業和公眾成員。每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都必須有一些內部的途徑確保其成員的水準和操守。新聞業作為一個專業亦不例外。它不應被視為一種新聞或社論自由的控制或干預，反之，這是新聞自由的最終保障。”

7.18
有報道引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蘇鑰機的意見，指他說當自律不能起作用的時候，一個由業內人士和其他界別的代表組成的而政府又沒有參與的傳媒評議會是有助維護道德和專業操守。
 香港理工大學高級講師史文鴻亦提出成立新聞評議會是解決傳媒濫權問題的多個方法之一。
 城市大學的馮應謙和陳心儀在剖析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經驗後，簡單勾劃了在香港設立的新聞評議會的基本架構。
 較近期的亦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副教授梁偉賢倡議成立一個類似消費者委員會和申訴專員公署的法定組織，專責處理針對傳媒的投訴，並主動對不恰當的報道進行調查，和公布其調查結果。

7.19
既然有迫切的社會需要去保障個人私隱免受傳媒的不當侵犯，報界的活動如果侵犯了個人的私隱，是必須受到規管的。若然各界人士接受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應該受到規管，有關的規管措施便必須有效力。但如果根本沒有自律機制或現有的自律機制無效，便有需要立法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的組織。我們不是提議新聞工作者應該註冊或出版人應該受發牌制度管制，但既然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有一個自發組成的、規管報業操守的機制成立（更遑論有這樣的一個機制並且成功運作），所以有需要立法設立一個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組織。

7.20
為了確保該個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的機制不受政府干預，該機制必須是而且必須獲認同是獨立於政府以外。因此，應該成立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以委出這個規管組織的成員。不過，儘管這個組織的成立以至運作都應該獨立於政府以外，但卻無必要將新聞界也摒諸門外。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可以有代表出任該組織的成員，以提供新聞業方面的專業知識，彌補來自公眾的成員在這方面所可能有的不足之處，如此則可確保這個組織所作出的決定都是合乎情理，並會獲得報界的尊重。這個組織除了受理和調查公眾的投訴之外，也可獲授權制定一套關於私隱的行為守則，亦可獲授權令違反守則的報章刊登道歉啟事和更正聲明。

7.21
該份關於私隱事宜的報業守則所涵蓋的範圍，會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發出的實務守則的範圍廣泛。後者衹可處理保障資料原則如何在新聞媒體應用的問題，但前者所涵蓋的，會包括與為了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及使用私人事實有關的、有可能帶出私隱問題的報界運作的各個方面，不論該等新聞活動有否涉及保障資料原則。

7.22
我們注意到，愈來愈多人關注到傳媒在私隱範疇以外所出現的不正之風。然而，我們的研究範圍是私隱問題，所以我們沒有研究這些不屬於私隱的問題。不過，我們相信，即使將來成立的組織衹是規管新聞界的侵犯私隱行為，也是值得的。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報告，在1997年完成處理的投訴個案中，關於私隱和資料真確性的投訴分別佔20%和53%。
 由於在報章上準確報道個人資料是屬於個人私隱的其中一個範疇，所以這也應該屬於該獨立組織的規管範圍之內，加上香港報界的侵犯私隱問題看來較英國的更為普遍，所以我們深信即使該獨立組織的職權範圍衹限於私隱事宜，它仍可發揮重要的作用。

立法設立一個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機制的利弊
7.23
雖然我們認同有需要設立一個有法定權力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機制，但是我們仍須顧及那些對法定組織的成立和運作存有疑慮的人所關注的事項。他們的主要顧慮是，這類組織有可能被當權者濫用或操控，單憑它是透過立法設立並由立法會授予職權這兩點並不能保證它不會被人濫用或操控。立法會可隨時修訂產生這個組織的法例，從而改變它的組成或賦予它超乎達致該組織的正當目標所合理必需的權力，以致損害該組織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當權者也可能委任偏袒某方或不尊重新聞自由的人為組織成員。受這些人支配的組織是相當可能會損害新聞自由和香港的長遠利益。再者，為凸顯其獨立性，結果可能導致它有很低的問責性，使它更加有可能濫用權力。
7.24
雖然上述論點並非毫無根據，但大體上都是出於誤解。無論如何，它們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首先，《基本法》已承諾所有立法會議員將會由普選產生。通過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是相當不可能在明知違反基本人權的情況下修改有關機制。
7.25
其次，立法會必須遵照《基本法》行事，不得通過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法例。
 由於《基本法》規定，對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所施加的限制，不得違反人權公約，所以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如果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允許的，便相當可能被法院裁定為抵觸《基本法》而變得不具法律效力。
7.26
第三，既然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應該而且亦是互相制衡，而新聞界是被視為另一股制衡政府力量的第四權，那麼讓新聞界受到為保護他人的合法權利和自由而合理地需要設立的機制所制約，也是自然不過的。下文載錄的《星期日電訊報》社論可供我們參考：
“許多為現行自律制度辯護的論據都是虛偽的矯飾之辭。這點似乎對所有人而言都是明白不過，惟獨是那些提出這些論據的新聞工作者是例外。那些猛烈抨擊其他業界（如股票交易所、警隊和醫護界）不能藉自律來確保高尚操守的編輯，看來無法理解他們的抗辯言論（即可以信賴新聞工作者能夠自我約束），在公眾眼中是多麼空洞無力。

假如報界不能有效地自律，則立法機關作為代表廣大市民利益的組織，是非常適宜釐定規管報界的措施的具體內容。

7.27
最後，為了盡量減低當權者濫權的風險，可在有關法例中訂出條文，以確保依法設立的組織是獨立於政府以外。正如上文所述，可邀請一名獨立人士委出一個委任該獨立組織的成員的“委任委員會”。如此組成的獨立組織便可專責擬定一份關於私隱事宜的報業守則和裁決關於違反守則的投訴。
7.28
除了設立阻止政府干預該組織的運作的機制之外，還可以在透過法例建立的架構中加入其他的保障措施，以防止組織的成員濫用權力。舉例來說，法例可就組織成員的資格和撤銷資格事宜訂立規則；亦可以規定該組織在擬定私隱守則時諮詢業界和公眾的意見；規定它公布裁決的理據；在定期報告中公布調查結果；以及發表年報。
7.29
立法規管傳媒一事不是嶄新意念。跟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香港的廣播業是受一個法定的獨立組織規管，該組織就是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設立的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獨立於業界和政府以外，從來沒有人質疑廣播界的新聞自由因為受一個法定組織規管而受到損害，也沒有人基於產生這個組織的法例是由政府引進和廣播業是受法律規管而質疑政府干預新聞自由。廣管局的成功例子，正好顯示新聞自由與法律規管並非互不相容，衹要法例設立的架構有足夠的保障措施，便可以將政府濫權和不當干預的風險減至最低。
7.30
除了廣管局外，還有其他獨立於政府之外並獲得公眾尊重的法定組織，例如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律師紀律審裁組、大律師紀律審裁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和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律師紀律審裁組和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憑藉《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所授予的法定權力，可分別調查律師和大律師的行為，但從來沒有人因政府立法監管法律執業者的行為而質疑政府干預法律界的獨立性。同樣地，獲授權推薦人選填補司法人員空缺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是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92章）設立的。事實上，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也是透過立法成立的。從來沒有人指出有關法例讓政府有機可乘，干預司法工作。

7.31
有人指稱設立法定機構監察報界會損害新聞自由和削弱編輯自主權。這個機制一旦確立之後，便可以隨有控制權的人的意願而將規管範圍伸延至其他範疇。然而，衹要法例有條文確保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組織是獨立於政府以外，設立這樣的一個組織是不會讓政府有機會干預新聞自由的；畢竟最終決定這個組織的成員組合、職能和權力的，是立法會而不是政府。因此，任何指稱設立這樣的一個組織會招致更為嚴苛的規管和容許政府干預新聞自由的論調，都是站不住腳的。基於同一原因，由這個獨立組織核准的關於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任何行為守則，也是不可能有政府參與其中。我們看不出任何理由成立如此一個完全獨立的組織會導致報界受政府操控的局面出現。衹要有關法例保障其自主權，那麼即使這個獨立組織的經費來自公帑，也不會妨礙它獨立行事。

7.32
透過立法設立的組織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法例可以賦予該組識和其成員免因行使權力而被他人起訴。我們在上文第4章申述業界的憂慮，就是當有新聞組織批評某報章，該新聞組織的幹事或會因此而被該報章起訴。如果業界確有這樣的憂慮，解決方法便衹有通過法例成立組織一途。衹有立法成立的組織才可享有絕對豁免權，免因作出批評報章的裁決而須負上法律責任。自發組成的組織，不論以何種方式組成（例如香港記者協會提議的傳媒操守論壇，或是香港華文報業協會提議的新聞團體聯合會，以至一些學者提出的新聞或報業評議會等），如果作出的聲明或裁決是批評一份不參與自律計劃的報章，有關成員便有可能被控誹謗。由此看來，除非有一個獲得所有報章東主支持的自律組織，否則衹有一個藉立法成立的組織，才可以在無懼自行其是的報章報復履行其監察職能。

7.33
為新聞媒體制定行為守則的構想受人非議的理由，包括道德事宜不宜由業外組織裁斷。不過，既然有不少司法管轄區的報界對受到一份由報業評議會執行的報業守則制約不覺得反感，沒有理由制定一份適用於整個報業的關於私隱事宜的行為守則是不切實際或會損害報業的利益。事實上，香港所有廣播機構均受廣管局制定的關於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約束。這些守則包涵可對廣播機構強制執行的道德和專業標準，充分照顧到廣播機構和普羅市民的利益。有一點應該注意：儘管我們提及的獨立組織是立法成立，但由它制定的行為守則卻不具法定地位。對於守則的內容，政府和立法會都是無從置喙的。在草擬守則的過程中，報界不單會獲得諮詢，還可以直接參與其事。該獨立組織雖然有公眾人士參與，但本質上將會是一個自律組織。

7.34
各位或許還記得，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處理一宗因妻子帶同兩名兒子自殺而成為鰥夫的新聞上，合共被罰15萬元。廣管局認為有關報道內容嚴重違反了《商營電視業務守則之節目標準》，包括規定凡涉及家庭成員關係或其他重要人倫關係，必須審慎處理，不應妄加利用或以不負責的態度處理；應該尊重婚姻的神聖和家庭的重要性；並必須審慎處理關於嫖妓、或社會或家庭衝突的題目。雖然有人或許認為有一份或以上的報章在報道此事件上所犯的錯失不比這兩間電視台輕，但事實上沒有任何報章因為以大篇幅報道上述鰥夫的新聞而受譴責，更遑論受規管組織懲處。原因是現時既沒有監察報界操守的自發或法定組織，亦沒有適用於整個報界的道德規範。主流報章的讀者數量和對社會的影響力絕不遜於任何電視台或電台，但目前衹有廣播機構才受到規管組織依據一套業務守則監管，而報界是無需遵守人們可合理期望一間負責任的新聞機構在自由社會中理應遵從的專業守則。為報界制定行為守則，儘管衹限於私隱事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這個不平衡狀況。

7.35
在報章上公開披露易受傷害的人的私人資料，可能會令該人感到尷尬、冒犯其尊嚴、摧毀其事業、破壞其家庭幸福、損害其身體或精神健康，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導致他死亡。公眾可能對他人的私生活感興趣，但在互相尊重對方合法權利的文明社會中，報界是無權衹為滿足讀者知悉某人的私隱詳情的興趣而侵犯該人的私隱。

7.36
透過參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的規定，可以確定《基本法》所賦予的新聞自由是帶有義務和責任的。
 新聞自由是受到對於尊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確認的各種權利來說是必需的限制所制約。
 根據該《國際公約》第十七條的規定，香港居民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他們的私生活受到“任意”或非法的干涉。該條規定的“法律保護”所指的措施，是包括私法和行政法方面的措施，甚至刑法的禁制法則。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進一步規定，該公約的條文是通過香港的法律予以實施。因此，政府和立法會都有義務保障香港居民免遭報界任意干涉其私生活。我們認為，不能以公眾利益作辯解的報界侵犯私隱行為，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所指的“任意”干涉私生活的行為，這種干涉是濫用新聞自由的行為，不可能是正當行使新聞自由的行為，所以保障個人免受這種任意干涉並沒有侵害新聞自由。相反，這是允許的管治目標。立法設立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獨立組織，衹是為了達致這個合法合理的目標，不會因此而影響受《基本法》保障的言論，畢竟我們沒有提議必須禁止如第2章所述例子所提及的特定行為。我們衹是提議由一個獨立組織制定和執行一套專業操守，以杜絕濫權行為。

7.37
既然報界任意干涉香港居民的私生活的行為是濫用新聞自由的行為，保障個人免受報界的不當私隱侵犯，不僅不會妨礙正當行使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反而有助提高新聞工作者的聲譽。如果成立獨立的機制，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的規定平衡私隱權和新聞自由兩者的權益，是能夠遏止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而報界在進行採訪活動和作出報道時能進而遵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的規定，尊重他人享有私生活的權利，則新聞自由定會更受人尊重，而報界也會得到更高的評價。

7.38
我們明白應該由新聞界自行規管業內成員之間的關係。業界可自由聘任沒有接受新聞學訓練的人從事新聞工作者所擔任的工作，亦可自由決定調查甚麼東西、怎樣調查、和如何報道一宗新聞。然而，由於報界的職能的性質使然，其活動是會對普羅市民造成影響。所以，報界不僅是一門普通行業，它更履行“第四權力階層”的職能，
 其活動是涉及社會大眾的。我們認為，由一個獨立組織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是合法合理的，衹要有關措施衹限於針對報界對個人私隱造成負面影響的活動，而又無損報界作為一個權力階層的完整性便可。

7.39
儘管新聞自由的權利是由報界行使，但是一般的意見認為報界是為了公眾利益而行使這項自由的。在美國，對廣播機構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往往以聽眾和觀眾的利益作為支持的理據。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無線電台享有言論自由，是關乎人民群眾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要求該媒介在符合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的宗旨和目的的情況下運作，亦是他們的集體權利。觀眾和聽眾的權利，而非廣播機構的權利，才是至為重要的。”

7.40
這論點也同時可以用來支持制定保障個人私隱免遭印刷媒體侵犯的措施的理據。對於普通市民而言，免受報界侵擾的自由與報界得享新聞自由同樣重要。儘管所有出版人都是私人企業，但公眾有權要求報業正當地運作。公眾有權確保新聞自由不被濫用，以致妨害普通市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維護公眾利益的行政機關，以及代表選民利益的立法會，兩者都負有確保報界不會濫用新聞自由的責任。透過設立一個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獨立組織，政府是可以提供一個機制讓公眾監察報界。這個組織會獨立運作，不可能會由政府管理或操控。政府的角色僅限於提供一個法律架構，以便在報界有份參與的情況下讓公眾可以監察報界。產生這個組織的法例通過之後，政府便不會在裁決過程和制定專業標準的過程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於該法定組織會有公眾代表參與，投訴人將會獲得公平的聆訊。在該組識中代表報界的成員也可確保在擬定守則和審理投訴時充分顧及新聞自由。

7.41
香港記者協會倡議成立一個名為“傳媒操守論壇”的壓力團體，由傳媒以外的人士（例如教師和社會工作者）擔任成員，以倡導新聞道德操守，教育公眾和處理公眾的投訴。不過，在沒有一套可適用於並可制約整個行業的道德規範的情況下，根本沒有標尺來考量新聞界的作為，而該論壇所作出的裁決也不能讓人們理解其裁決的根據。在缺乏關於何謂不專業和不道德行為的指引和共識的情況下，該論壇所作的評論或“裁決”可能有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流於任意武斷，使業內人士和公眾人士無所適從。況且，如果未能取得所有報章的支持，又沒有任何執行裁決的制裁機制，違規報章相當可能會拒絕合作，並漠視其“裁決”。有報道引述梁偉賢的意見，指成立傳媒操守論壇的提議，對一個沒有完善組織和足夠財力的社區組織而言未免要求過高，更何況這類組織既沒有時間亦沒有專業知識來監察傳媒。

7.42
香港華文報業協會提議，應該由香港現有的七個新聞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名為“新聞團體聯合會”的組織。然而，除非所有報章東主都有代表參加這個聯合會，而這個聯合會所制定的守則對所有報章都有約束力，否則該聯合會和它所制定的守則都無法有效保障個人私隱免受報界侵犯。

7.43
我們贊許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草擬一份經諮詢業界之後才擬定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專業操守守則》。不過，正如立法會議員在1999年4月26日舉行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該協會沒有提出日後如何處理違規事故。雖然這套新擬備的守則可能較香港記者協會制定的守則更為全面，並可能獲得業界一部分人的支持，但事實仍然是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不代表報章東主的意願，亦不是所有報章的新聞行政人員都有代表參加該協會。
 如果被發現違規的人不屬該協會的成員時，該協會也是束手無策。對於不屬該協會成員的報章東主和新聞工作者而言，該守則是沒有效用的。大家或許會記得，香港記者協會已為它的成員制定《專業守則》，還設有操守委員會執行該守則的規定。不過，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指出，有一至兩份報章拒絕應他們要求提供資料，並拒絕協助他們進行調查。由此看來，香港記者協會所自行設立的投訴機制是無法制約報界的過分行為。即使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展開第二階段的工作，並且最終設立裁決關於違反守則的投訴的機制，它仍會遇到香港記者協會所面對的難題；除非所有報章東主都同意加入有關機制，則作別論。

7.44
一般而言，新聞組織信賴輿論批評、傳媒教育、意見調查、簽名運動，甚至罷買運動的效用。然而，這類活動卻不能有效解決報界侵犯私隱所造成的問題。我們主要關注的，是私隱受報界侵犯的受害人所處的窘境，而不是報社的盈利和營業額。即使濫用新聞自由侵害他人私隱的報章的讀者人數下降，這仍不能稍減受害人所受的傷害、痛苦、尷尬和不便。違規報章銷量低衹會影響侵犯行為的嚴重性。不論有關報章的盈利情況和銷售數字如何，市民大眾的私隱仍然應該受到保護，免受報章的不當侵犯。私隱受報章不當侵犯的受害人應該有權向違規報章尋求補救，儘管他們要求的濟助可能衹是要有關報章道歉或更正。

7.45
除非所有報章東主和編輯一致採用一套適用於整個行業的道德操守守則，並一致支持成立新聞或報業評議會，以便有效處理公眾作出的關於違反守則的投訴，否則新聞媒體在規管傳媒濫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對於私隱受報界侵犯的受害人而言效用有限。

7.46
總括來說，有效的報業自律在香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香港報業的特性令報業無法有效自律或成立一個組織去達致這個目標。因此，有迫切的社會需要尋求公眾的協助，成立一個完全獨立而且不受政府干預的機制，以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為達致這個目標，有必要與業界人士磋商，希望最終可以制定一套關於私隱事宜的行為守則，並成立一個有權處理違反守則事故的獨立組織。

建議4
我們建議應該立法成立一個名為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獨立組織（下稱“評議會”），以處理由公眾人士作出的涉及報界違反一套與私隱有關的報業守則（下稱“《私隱守則》”）的投訴。

7.47
我們強調上述建議僅是為保障私隱而提出，並不適用於關於淫褻、低劣品味、答辯權和一般資料的真確性等事宜之上。

7.48
關於擬議的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架構、職能和權力，將會在下一章詳細探討。
第8章
立法成立規管報界侵犯私隱行為的獨立組織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建議和先例

8.1
在我們深入探討上一章所建議的“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下稱“評議會”）之前，先來簡介其他司法管轄區在規管報業方面的建議和先例，會對我們的討論有幫助。與我們的研究課題關係較為密切的是與報業申訴專員、報刊投訴審裁處和報業評議會有關的建議和先例。我們知道建議中的評議會的職權範圍，將較報業申訴專員、報刊投訴審裁處和報業評議會的狹窄。不過，簡略檢視有關建議和先例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建議中的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可以如何組成和運作。

8.2
針對整個報業的規管措施，可以採用下列三種形式之一：

 (fd) 報業申訴專員：與英國國會的國家產業委員會發表的《私隱權與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報告書中所建議的報業申訴專員相若；

 (fe) 報刊投訴審裁處：這與御用大律師大衛．加爾吉爵士(Sir David Calcutt)在其《檢討報業自律報告書》中所建議的審裁處相若；及

 (ff) 報業評議會：類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評議會。

報業申訴專員

8.3
英國下議院的國家產業委員會認為，任何人如果不滿報業的調查結果，或其投訴未經調查便遭拒絕受理，都應該有權要求報業申訴專員查究。由於有效的規管視乎有關報章是否願意合作和提供有關的文件和資料，而報業申訴專員會在報業不能自律的情況下才會介入，所以該委員會建議委出一名法定的報業申訴專員。該委員會的建議如下：

 (fg) 報業申訴專員應該由大不列顛的律政大臣(Lord Chancellor)協同蘇格蘭的首席政府律師(Lord Advocate)委任。有關的推選權應該開放給各界人士，包括新聞工作者、他們的工會、編輯和東主等。

 (fh) 報業申訴專員的辦事處應由政府的庫務署撥款資助。

 (fi) 申訴專員應有下列職能：

i. 就已提交予自發組成的報業委員會處理但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令其中一方不滿的個案進行調查；

ii. 處理報業委員會從開始就拒絕調查的投訴：及

iii. 在沒有接獲投訴的情況下主動進行調查。

 (fj) 申訴專員應有下列權力：
i. 要求有關機構刊登更正聲明、撤回言論的聲明、或道歉聲明，並監督聲明的措辭、版面位置和格式；

ii. 發布裁決並附帶須對嚴重違反報業守則的行為負責的人的姓名；
iii. 裁定受違反報業守則的行為影響的人應該獲得賠償；

 (fk) 向明目張膽地或屢次違反報業守則的報章處以罰款。

 (fl) 應該規定報業申訴專員必須向國會提交週年報告。

 (fm) 當某報章不遵從申訴專員的指令，拒絕繳交罰款或作出賠償，申訴專員便應該可以向高等法院取得要求該報章繳款或賠償的命令。同樣地，如果某報章對申訴專員的決定有異議，也應該有權向高等法院申請把命令撤銷。

報刊投訴審裁處

8.4
據我們所知，現時沒有司法管轄區設有報刊投訴審裁處。不過，御用大律師大衛．加爾吉爵士在其《檢討報業自律報告書》建議立法成立報刊投訴審裁處。

8.5
這個由加爾吉建議的審裁處會有權管轄所有以商業方式出版的報章和雜誌（學術期刊除外）的出版人，但出版單行本或書籍的出版人不應受其管轄。此外，編輯、新聞工作者和所有參與搜集資料以供傳媒發布的人，都需要納入審裁處的管轄範圍之內。

8.6
由於這個審裁處需要擁有司法地位，它的主席應該是一名由律政大臣委任的法官或資深律師。主席會聯同兩名從負責的部長委任的小組中選出的成員出席聆訊。每次聆訊最好最少有一位成員是資深的高層報社人員。審裁處的主席和成員的任期通常是三年，並可連任。由於審裁處肩負調解職能，所以它需要的行政人員較一般審裁處的為多。

8.7
該審裁處需要有下列職能和權力：

(i) 與報界和其他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協商，訂立和定期檢討一套作業守則：

(ii) 制止出版違反作業守則的材料；不過，如出版人可提出充分的辯護理據，便不應發出禁制令。

(iii) 受理指稱違反作業守則的投訴（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訴）：

(iv) 調查這些投訴；

(v) 在沒有接獲投訴的情況下主動進行調查；

(vi) 令有關人士答覆其查詢；

(vii) 嘗試調解；

(viii) 舉行聆訊；

(ix) 就指稱違反作業守則的投訴作出裁決；

(x) 提供指引；

(xi) 向違反作業守則的人發出警告；

(xii) 令出版人刊登道歉啟事，並決定刊載有關道歉啟事的版次、版面位置和內容；

(xiii) 令出版人刊登更正啟事，並決定刊載有關更正啟事的版次、版面位置和內容；

(xiv) 令出版人刊登投訴人的回覆；

(xv) 強制執行令發表其裁決的命令（在適當情況下，這包括令刊登道歉啟事和更正啟事的命令）；

(xvi) 最少在涉及私隱和報道失實的個案裏，判處審裁處認為適當的人作出賠償；

(xvii) 處以罰款；

(xviii) 判處審裁處裁定敗訴的出版人或有關人士支付堂費；

(xix) 如果投訴人的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或他們不合理地拒絕調解，可判處投訴人支付堂費；

(xx) 檢討其程序；

(xxi) 發表下列報告：

· 提交給國會的週年報告；

· 就受理的投訴和所採取的行動作出匯報的定期報告；及

· 審裁處認為需要的任何其他報告，包括關於主動進行調查的報告和向報界所提供的一般意見；及

(xxii) 令報業每隔一段合理時間便刊登審裁處所指定的廣告，向讀者表明如何向審裁處作出投訴。

8.8
由於投訴人可在審裁處取得可以在法律上強制執行的補救，所以他們有可能取得性質相同的補救；一種是通過審裁處取得，另一種則通過法院取得。加爾吉因此建議，向審裁處作出投訴的人應該放棄在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

8.9
投訴人可以親自出席審裁處的聆訊，但亦可由律師代表出席。審裁處可在聆訊期間錄取經宣誓而提供的證據。它採取的程序會以研訊形式為主，而非法院所採取的傳統對抗形式。由於審裁處需要裁決某報章是否有責任作出賠償或繳付罰款，所以預計聆訊程序會在某程度上依循若干規則。在一般情況下，審裁處的程序會公開進行，但審裁處可在理由充分的情況下發出命令，制止報章報道某宗個案的若干情節。

8.10
任何一方應該有權在取得批准之後，就任何法律觀點，或針對禁止出版的命令、令賠償的命令、或處以罰款的命令，或針對產生上述任何命令的裁決，向最高法院或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報業評議會

8.11
本文件第3章已列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評議會或相若組織的例子。李瞻就16個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評議會進行比較研究之後，提議可循下列方式實踐報業自律：

 (fn) 自律性質的報業評議會應該享有高度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fo) 報業評議會應該由編輯協會、新聞工作者協會和出版人協會選舉的代表組成。這三個團體在評議會中應該享有同等權利。

 (fp) 社會大眾的代表應該參加評議會。法律界、教育界、工商界、宗教團體、婦女組織、立法機關和教授新聞學的學術機構等界別，均應推選代表加入報業評議會。這類代表的人數不得少於評議會成員總數的一半。

 (fq) 評議會主席一職應該由資深法官擔任。        

 (fr) 評議會應該有主動審查權。違反報業守則的新聞工作者和報章應該受到有效制裁。

 (fs) 主席、秘書和支援人員應該是全職人員。

 (ft) 評議會的經費應該由其成員組織分擔。不過，如果成員組織無力承擔所需的全部費用，便應該由庫務部分擔部分經費。

 (fu) 應該制定一份詳述處理新聞、評論和廣告的守則，用作評審投訴和報業的操守的標準。

 (fv) 政府應該協助報業成立一個公平、合理和有效率的報業評議會，並在有需要時在法例上和經濟上施予援手。

 (fw) 政府應該制訂新聞工作者法規，以維護新聞業的獨立性和專業質素。

 (fx) 報業評議會應該定期出版刊物和報告，並加強關於報業自律和報業問題的研究。

8.12
英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摘要記述建基於報業評議會或相若組織的自律機制的優點如下：

 (fy) 它的目的在於使雙方能夠在友好氣氛下迅速解決糾紛。

 (fz) 個人無需付出任何費用便可以作出投訴。
 (ga) 這個機制由報業撥款資助，不會對納稅人帶來負擔。

 (gb) 所有人都可通過這個渠道作出投訴。

 (gc) 投訴人無需聘請律師代表他。

 (gd) 聆訊期間無需律師的參與。

 (ge) 程序簡單和易於理解。

 (gf) 由於這個機制有彈性，所以可在不為程序拘囿的情況下在短時間內解決糾紛。

 (gg) 由於有關的作業守則是由報章編輯為編輯們擬定，所以守則令人信服，使業內所有編輯意遵從。

 (gh) 該自律組織可以根據一套作業守則來審理投訴。

 (gi) 公眾可以清楚知道他們可合理地預期報業應達致的水準。

 (gj) 有關守則有助編輯和新聞工作者就整個系列的問題作出判斷。

 (gk) 有關的投訴機制以閉門方式運作，毋須成為公眾注視和談論的焦點。

 (gl) 工作重點放在調解和解決糾紛。

 (gm) 大部分投訴無需交由評議會正式作出裁決，衹消有關報章刊登更正或道歉啟事、刊登一篇文章讓投訴人有機會回應、或投訴人在報章作出解釋後撤銷投訴，便可把事情解決。

8.13
就上述三種方案而言，報業評議會是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報業評議會在那些新聞自由受憲法保護的已發展國家是頗常見的。不過，我們未聞有任何司法管轄區有設立報業申訴專員或報刊投訴審裁處。雖然瑞典有報業申訴專員，但他的裁決可由報業意見委員會覆檢。由於處理公眾就報業操守所作出的投訴時，必須平衡報業與公眾兩者之間的利益，所以這些投訴最好由一個由報業代表和公眾代表組成的團體來審理，而非交由一個人來審理。

8.14
有報業和公眾的代表加入投訴機制，是確保該機制得以成功運作的關鍵。這種安排可確保投訴人得到公正的聆訊，聆訊過程亦可以顧及新聞自由和私隱權益。由公眾代表聯同報業代表組成的組織可以在維護私隱權與保障新聞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影響公眾的報業活動是應該受到公眾監察。儘管委任一名具法律背景的人擔任報業申訴專員或擔任報刊投訴審裁處三位審裁員之一的安排有其優點，但是最能夠代表公眾利益的應該是一群能夠廣泛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市民。要是擬設立的機制所定下的程序是簡單和不拘形式，而投訴人又通常沒有律師代表，有市民代表參與的機制尤為適合。基於同一道理，即使可以委任一名有報業經驗的人擔任報刊投訴審裁處的成員，但是如果讓報業內各界別的人士都能夠參與決策過程就更佳。這樣的安排可確保評議會在作出決定之前會充分考慮東主、編輯、記者和學者的意見。有報業各界代表參加的報業評議會，將會關注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所涉及的問題。因此，適當組成的報業評議會是最可能取得報業和公眾的支持。

8.15
鑑於上述論據，我們決定借鑑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評議會來擬定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組成，但我們會顧及上一章所提及的要點，特別是確保該評議會完全獨立於政府以外，以及評議會能夠有效地為那些遭報界侵犯私隱的受害者提供濟助這兩項條件。我們會在下文探討擬議的評議會的組成、職能和權力。

擬立法成立的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架構

主導原則

8.16
我們就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組成、職能和權力作出建議時會遵從下列原則：
 (gn) 評議會的管轄範圍應該包括所有在香港發表的新聞刊物。

 (go) 評議會應該有自主權，並獨立於政府以外和不受外界干預。

 (gp) 其成員應該由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委出。

 (gq) 評議會應該由來自公眾和報業的代表組成。

 (gr) 報業成員應該來自報界。

 (gs) 公眾成員應該是有名望的人，而他們所從事的業務必須與報業無關。

 (gt) 高級公務員應該無資格被委任為評議會成員。

 (gu) 評議會應該有一名獨立的主席。

 (gv) 取得補救的程序應該簡單、不拘形式和費用相宜。

 (gw) 評議會應該制定、定期檢討及推行一套內容詳盡的與私隱有關的行為守則。

 (gx) 評議會可以受理和裁決由公眾作出的關於報業在搜集和刊登個人資料方面的投訴。

 (gy) 評議會可主動進行調查。

 (gz) 評議會應該制定調解程序，使投訴可以獲得迅速處理。

評議會的管轄範圍

8.17
首先要決定的是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除了對報章有管轄權之外，應否對雜誌也同樣有管轄權。鑑於如果雜誌的侵犯私隱行為不受規管便無法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障，所以我們決定應將雜誌和報章納入評議會的管轄範圍內。

8.18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在法例中界定“報章”和“雜誌”。我們注意到《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條）對“報刊”一詞有如下定義：

“指公眾可得到的任何報章或其他刊物及其增刊，而該報章或其他刊物及其增刊─

 (ha) 是載有新聞、消息、事件，或載有任何與該等新聞、消息或事件有關或與公眾所關注的任何其他事宜有關的按語、論述或評論的；及
 (hb) 是為銷售或免費分發而印刷或製作，並以定期（不論是每半年、每季、每月、每兩周、每周、每日出版一次或按其他刊期出版）或分輯或分期的方式每相隔不超過6個月出版一次的；及
 (hc) 內容並非僅限於附表所指明的任何一個或多個項目。”

8.19
該條例就“報刊”所作的定義涵蓋那些為銷售或免費分發而印製的報章和雜誌，但學術期刊和商業報告則不包括在內。衹有“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本地報刊”才必須根據該條例註冊。
 如果能夠將所有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註冊的報刊都納入評議會的管轄範圍內，會是一個簡便的安排。我們因此決定，所有根據該條例註冊的報刊都應該納入評議會的職權範圍內。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在本章下文所述的“報刊”均應該作如是理解。

8.20
在互聯網上發布的報刊是毋須根據法例第268章註冊。報刊在互聯網上的版本與街頭出售的印文本的內容可能有所不同。出版人可以隨時更新於互聯網上發布的報刊的內容，讓讀者得知最新消息。任何接通互聯網的人，不論他是普通市民還是報刊出版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發布消息或其他資訊。雖然英國報業同意該國的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管轄權可伸延至已同意遵守報業守則的出版人在互聯網上所發布的資料，而香港也規定上載互聯網的資料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的條文管制，
 但我們認為規管在互聯網上發布侵犯私隱的資料，至少在目前而言是不切實際的。

建議5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管轄範圍應該包括所有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註冊的報章和雜誌。
8.21
另一個問題是，究竟報刊東主、報刊出版人、編輯及／或記者應否納入評議會的管轄範圍內。《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衹把“東主”的定義界定為包括承租人。不過，高等法院裁定“東主”、“出版人”和“承印人”分別具有下列涵義：

· 某報章的“東主”是“擁有一間業務是印製該報章的企業的人、商號或公司”。

· 某報章的“出版人”是“經營一間業務是印製該報章的企業的人、商號或公司”。

· 某報章的“承印人”是“受出版人所託承印該報章的人、商號或公司”。

8.22
據我們所知，沒有人就香港報刊東主參與報刊的日常運作的情況作出研究。不過，據布魯斯‧漢年(Bruce Hanlin)指出，採取不干預政策的東主在英國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儘管英國的新聞工作者工會實力雄厚，部分英國報章甚至有獨立的“監察”理事，但報刊東主干預編輯工作的例子仍是屢見不鮮；

(a)羅拔‧麥士維(Robert Maxwell)是報刊東主，持有《每日鏡報》 (Daily Mirror)、《歐洲人》(European)和紐約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的控制權。他抱凡事過問的態度辦報。他接受《衛報》(Guardian)訪問時誇耀自己有能力干預編輯過程、代理編輯的工作，甚至設計頭版。

(b)在二十世紀的初期，《泰晤士報》(The Times)和《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諾克利夫(Northcliffe)和《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比弗布魯克(Beaverbrook)都是在許多方面親自主理其報章，包括決定有關報章的一般內容、某宗新聞的價值、版面設計，以至日常管理等。

(c)據報《每日快報》的東主維克托‧馬修斯(Victor Matthews)曾說：“大體來說，編輯擁有完全的自主權──衹要他們認同我所訂定的政策便可。”

(d)魯珀特‧梅鐸(Rupert Murdoch)在1981年收購《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據聞他曾向該報編輯發出指引，訂明他如何篩選及平衡新聞內容和評論。

8.23
我們認為為了達致有效的規管，對報章或雜誌內容和新聞工作者的活動有控制權的任何人，都應該為有關報章或雜誌的侵犯私隱行為負上責任。

8.24
報刊東主對其報刊的活動擁有最終控制權。通過持有某報章或雜誌的擁有權，他們可以任意干預編輯工作。他們負責聘任協助他們辦報的編輯。作為東主的僱員，編輯是有義務遵從東主的指令。如果編輯拒絕遵從指令，東主大可將他辭退。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營辦報刊所獲得的利潤，是歸東主而不是歸編輯和新聞工作者所有。我們因此決定，報刊東主和出版人應該對其報刊的侵犯私隱的採訪活動和資料發布負責。

8.25
我們也曾探討過編輯在報社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認為編輯也應該負上責任，因為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可能衹是編輯授意作出的，與東主完全無關。儘管報社是由東主全權控制，但編輯也可以指派記者作出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更重要的是，決定報刊登載甚麼資料和圖片的人正是編輯。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記者可以合法地取得牽涉入某宗具新聞價值事件的人的私人資料，而攝影記者也可以合法地拍攝這些人的照片，即使他們的樣貌可以從照片中辨認亦然。不過，關於如何報道某宗新聞；如何在文中描述易受傷害的人；是否刊登他的照片；如果是的話，又應該採用哪一張照片和應該在多大程度把他的樣貌弄模糊等問題，全都是編輯決定。

8.26
衹要規定報刊東主、出版人和編輯須負上責任，便無需將其他新聞工作者納入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管轄範圍。違反《私隱守則》的新聞工作者會受到有關報刊紀律處分。因此，所有投訴可被視為針對報刊作出，而不是針對任何個別編輯或個別新聞工作者作出。不過，報刊東主、出版人及／或編輯將需要為其報刊所作的任何違規行為負責。為了保障本身的合法權益，報刊東主和出版人可以在聘請編輯和新聞工作者的僱傭合約上增添一項條款，訂明編輯和新聞工作者同意遵守評議會制定的《私隱守則》和該會所作出的裁決，編輯或新聞工作者如有多次違規或作出嚴重違規行為，便可以因此而受到紀律處分。

建議6
我們建議報刊東主、出版人和編輯應該為他們的報刊或職員所作出的違反《私隱守則》行為負責。

委任評議會成員的“委任委員會”

8.27
為確保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獨立性，和防止政府干預委任評議會成員的工作，有必要成立一個名為“委任委員會”的中介組織，以委出評議會的成員。

建議7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應該由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委出。

8.28
該委任委員會的成員可循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委出：

甲方案

行政長官在諮詢新聞界意見之後，邀請一名德高望重的獨立人士委出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當該名獨立人士決定了委員會的委員人選後，便由行政長官按其建議委出委任委員會的委員。

乙方案

行政長官直接委出委任委員會的委員，但他作出委任前有義務徵詢新聞界的意見。

8.29
我們認為甲方案較為可取。根據該方案，要經過兩重步驟才可以委出委任委員會的成員。該名獨立人士必須具有公信力、獲得報界接受、獨立於政府以外、和被認同為立場中立。舉例來說，現任或已退休的法官或一間大學的校長，衹要符合關於公信力的條件和獲業界接受，都可能是適合的人選。

建議8
我們建議行政長官在諮詢新聞界意見之後，邀請一名獨立人士委出該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的委員。該名獨立人士應該是社會上德高望重的人。

建議9
我們建議：

(a) “委任委員會”應由三人組成，其中一人為主席；

(b) 任何不符合出任評議會成員的資格的人，或與新聞工作或教授新聞學有關連的人，均應沒有資格被委任為“委任委員會”的委員；

(c) “委任委員會”的委員的任期應為三年；

(d) 就《防止賄賂條例》（第201條）而言，“委任委員會”的委員應視作該條例第2條所指的公職人員；

(e) “委任委員會”應獲准自行規管其作業程序；

(f) “委任委員會”在委出評議會成員前必須進行廣泛諮詢；及

(g) “委任委員會”可透過一名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該名公職人員應處理一切為落實委員會的決定而需要處理的事務，並應獲編配他需要的人手。

評議會的成員

8.30
連同主席在內，評議會的成員不應少於12人亦不應多於20人。由於評議會的成員應該認識香港的情況，所以獲委任為評議會成員的人應該通常居於香港最少七年。

建議10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不應少於12名亦不應多於20名在獲委任為成員時已通常居於香港最少七年的人。

委任方式

8.31
我們考慮過評議會的成員應該由“委任委員會”直接委任，還是由行政長官按照“委任委員會”的建議作出委任。這並非單純是關乎形式的問題，當中更涉及公眾如何理解評議會的獨立性的問題。我們相信由“委任委員會”委出評議會的成員，可以證明評議會是完全獨立於行政機關以外。

建議11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應該由“委任委員會”直接委任。

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的比例

8.32
我們認為報業和公眾均應該有代表參與評議會的工作。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的比例最少有四個不同的方案：

甲．報業成員佔三分之一，公眾成員（包括主席）佔三分之二；

乙．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包括主席）各佔一半；

丙．主席由公眾成員擔任，其他成員由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
   各佔一半；及

丁．報業成員佔三分之二，公眾成員（包括主席）佔三分之一。

8.33
我們決定評議會應該包括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但稍為偏重公眾成員在評議會的比重。我們因此採納公眾成員（主席除外）佔半數的丙方案。為確保評議會不會受報業主導，評議會主席一職應由公眾成員擔任。

8.34
我們考慮過主席應否由“委任委員會”委出，還是由評議會全體成員選出，或衹由公眾成員選出。根據一般慣例，任何人如獲授權委出某公共團體的成員，他是可以委任該團體的主席。
 我們跟隨這種做法，決定評議會主席應由“委任委員會”委任，而不是由評議會成員選舉產生。
8.35
由於評議會的作業程序必須遵從自然公正原則，所以評議會主席一職宜由具法律背景的人擔任。

建議12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的成員（主席除外）有半數應來自公眾人士（名為公眾成員），其餘半數則應來自報業（名為報業成員）；

(b) 評議會主席應由公眾成員擔任；

(c) 評議會主席應由“委任委員會”委任；及

(d) 應該委任一名已退休的法官或一名有最少七年法律工作經驗的資深律師擔任評議會主席。

報業成員

8.36
報業成員應該具備從事新聞工作或教授新聞學的經驗。由於教授新聞學的學者會培訓學生成為新聞工作者，並為在職新聞工作者提供專業訓練，所以適宜委任他們擔任評議會的成員。報業成員可以循下列其中一種途徑產生：
甲方案

下列各個新聞組織有權提名一至兩名報業成員加入評議會：(a)香港報業公會；(b)香港華文報業協會；(c)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d)香港記者協會；(e)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及(f)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委任委員會”將會委任上述組織所提名的人為報業成員。

乙方案

由代表報業各界別（例如東主、出版人、編輯和新聞工作者）的利益的各個組織和有新聞學系的大專院校提名擔任報業成員的人選。該等新聞組織可以提名不屬其組織成員的人，而且提名人數不限。“委任委員會”衹可委任由該等組織和大專院校所提名的人擔任報業成員。

丙方案

“委任委員會”邀請各新聞組織和普羅市民提名。任何個人、團體和組織，不論是否與報業有關連，均有權提名擔任評議會報業成員的人選。不過，由於報業成員必須符合若干資格，所以衹有那些與報業有關連的人才可被提名擔任報業成員。

8.37
由於甲方案所載列的組織不能代表香港的所有新聞工作者和報刊，所以採用這方式推選評議會成員會受到抨擊。如果每個組織衹可提名一至兩名報業成員，它們相當不可能提名不是它們會員的人擔任報業成員。再者，根據甲方案，沒有參加任何新聞組織的新聞工作者和報刊是沒有提名權的。

8.38
乙方案較甲方案略勝一籌，因為每個組織可提名的人數不限，非會員將有較大機會獲提名為評議會成員。然而，乙方案仍然可能受到抨擊，因為衹有新聞組織和有關的院校才有權作出提名。根據這方案委出的報業成員可能會被指為不能代表整個報業。丙方案可在很大程度上消弭這方面的疑慮。根據這方案，所有人都有權提名，不論提名人是否新聞工作者、報刊出版人或新聞組織。我們贊同採納這方案，因為提名報業成員的權利不應衹限於新聞組織，而是應該讓所有機構（包括所有報刊出版人和新聞組織）和所有公眾人士（包括新聞工作者和學者）享有提名權。

8.39
我們曾考慮衹有東主和新聞工作者才有權提名，但是鑑於新聞工作者毋須註冊或參加工會，亦毋須符合任何基本的入職條件，所以實在難以就提名一事訂定可被視為新聞工作者的資格規定。無論如何，我們認為愈多人享有提名權愈好。衹要獲提名的人符合法例所訂出的報業成員資格，提名人是業內人士還是公眾人士，根本無關宏旨。所有新聞工作者和報刊出版人，不論他們是否屬於某新聞組織的成員，都應該有提名權。同樣地，沒有參加任何新聞組織的新聞工作者也應該有權被提名為評議會的報業成員。

建議13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的報業成員應該有從事新聞工作或教授新聞學的經驗；

(b) 任何個人、團體和組織，不論是否與報業有關連，均應該有權就報業成員的人選作出提名；及

(c) 報業成員應該以個人身分投票，而不是以提名他們的團體或組織的代表的身分投票。

公眾成員

8.40
由於公眾成員不應受報界影響，所以他們不應從事出版報章或雜誌的業務或與該等業務有關連，也不應有任何可能會妨礙他們履行評議會公眾成員的職能的財務或其他方面的利益。

建議14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公眾成員在接受委任為評議會成員之前的三年內，不得從事出版報章或雜誌的業務，或與該等業務有關連。

8.41
由於評議會所處理的投訴個案，有部分會涉及保障個人資料的事宜，所以適宜指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為評議會的當然成員，以建立評議會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之間的聯繫。

建議15

我們建議指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為評議會的當然成員，並將他當作評議會的公眾成員計算。

獲委任為評議會成員的資格

8.42
我們認為有關法例應該載有關於喪失獲委任為評議會成員的資格的條文。評議會不應受外界壓力，以致影響它不能正當執行其職能。我們在下文列出可以在法例內訂明為喪失資格的人的類別：

 (hd)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人；

 (he) 下列組織的成員或議員：

(i) 行政會議；

(ii) 立法會；

(iii) 臨時市政局或臨時區域市政局；或

(iv) 臨時區議會；

 (hf) 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國會、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的成員；

 (hg) 公務員架構內的新聞主任、首長級人員或政務主任職系的人員：

 (hh) 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受薪政府人員；

 (hi) 精神不健全而又無能力照顧自己和處理其事務的人；及

 (hj) 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

建議16

我們建議有關法例應載有關於喪失獲委任為評議會成員的資格的條文。

任期

建議17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的任期應該定為三年，並應該可以連任。

酬金

8.43
公共機構的成員通常可支取由行政長官決定的酬金和津貼。我們認為評議會的主席和成員應該跟其他公共機構成員一樣享有同等待遇，所以預期當局會借鑑其他公共機構的模式，以決定評議會的主席和成員應否有權支取酬金和津貼，並在決定他們應該享有該等權利後，釐定酬金款額和津貼類別。

8.44
由於評議會主席會肩負確保這個規管機制有效運作的重任，而且預期該主席會花不少時間處理評議會事務，所以讓主席支取優厚酬金，也是合情合理的。評議會的工作是平衡私隱和新聞自由這兩方面的權益，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要是我們有意招攬具法律背景且德高望重的人去帶領這評議會，有豐厚酬金這條件尤為重要。

免職

建議18
我們建議一名評議會成員如沒有或喪失獲委任為評議會的公眾成員或報業成員的資格，或不能履行公眾成員或報業成員的職責，便應該將他免職。

臨時委任

8.45
我們決定遇上有評議會成員在任期屆滿前辭職或有成員的職位懸空時，無需作出臨時委任。
 我們認為較佳的安排是由委任委員會委出新人填埔空缺，這可以減輕評議會在成員的三年任期屆滿時重組所引起的影響，有利評議會的延續性。

會議

8.46
我們決定除了應該規定評議會會議必須由公眾成員主持，以及規定評議會有義務確保投訴程序對各方當事人都公平外，應該容許評議會自行規管其作業程序。評議會在訂定其程序規則時可以留意下列各點：

 (hk) 評議會任何會議的法定人數應不得少於其時在任成員人數的二分之一。如有成員被取消參與評議會對某事項的決定或商議的資格，則在評議會決定或商議該事項時，該成員不計算在法定人數之內。

 (hl) 需要在評議會會議上決定的所有事項，都應該以出席及就該事項投票的成員所投的多數票取決；如票數均等，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其他成員，除了其原有一票之外，還有權投決定票。

 (hm) 就任何評議會會議而言，當主席缺席或不主持會議時，出席會議的成員可通過決議委任任何一位公眾成員代行主席職務。

建議19
我們建議除了應該規定評議會會議必須由公眾成員主持，以及規定評議會有義務確保投訴程序對各方當事人都公平外，應該容許評議會自行規管其作業程序。

申報利益

8.47
我們決定應該有條文規定評議會成員在指定情況下必須申報利益。以下是這類條文的範例：

“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成員如果在評議會的會議所討論的任何事宜中：

 (hn) 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害關係；或

 (ho) 所享有的個人利益大於他作為公眾一分子所享有的利益，
則

 (hp) 該成員須在會議上披露該利害關係的性質；

 (hq) 披露內容須記入會議記錄；

 (hr) 如披露者是主持會議的成員，則在進行有關討論時不得主持會議；
 (hs) 如其他出席會議的大多數成員提出要求，則該成員（包括根據第(iii)段不得主持會議者）須在進行有關討論時避席，且在任何情況下，除非其他出席會議的大多數成員另作決定，否則該成員不得就有關事宜的任何決議投票，也不得在確定會議法定人數時將他計算在內。”
建議20
我們建議應該制定條文規定評議會成員在指定情況下必須申報利益。

與私隱有關的行為守則

8.48
根據《電視條例》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廣播事務管理局可以為電視和電台廣播機構制定與節目標準和廣告標準有關的業務守則。
 廣管局轄下的業務守則委員會專責檢討現有的守則，並為新服務訂立新守則。新守則和就現有守則所作出的修訂均須經廣管局認可才可生效。

8.49
我們認為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應該擬定和發出一套與報刊搜集和刊登個人資料有關的行為守則，作為報業和社會大眾的指引。評議會草擬守則時，應該徵詢社會大眾、業內人士和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的意見，包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
建議21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權擬定和檢討一套與私隱有關的行為守則（下稱“《私隱守則》”）。

投訴程序

8.50
當有人向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投訴，指稱某報章或雜誌違反《私隱守則》，評議會便會手調查，一旦查明表面證據成立，便會將投訴轉介給投訴委員會進一步調查。然而，評議會在轉介投訴前，可在當事人不反對的情況下嘗試居間調停。評議會如認為有關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或因其他原因而認為投訴是沒有正當理由的，可以決定拒絕展開或繼續進行調查。

8.51
我們認為投訴委員會應該由五名評議會成員組成，
 其中三名委員（包括主席）應由公眾成員擔任。

8.52
我們決定評議會應該也可以接受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訴。假如由第三者作出的投訴不曾由直接受影響的人作出，評議會便應先徵詢該名受影響的人是否反對評議會調查有關事宜。一般而言，如果受影響的人反對，評議會應該尊重他的意願，但評議會仍可在不披露該人的身分的情況下就該事宜作一般評論。

8.53
若評議會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作為可能違反《私隱守則》，它應該有權主動展開調查，查證有關作為有沒有違反守則。

建議22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下列權力：

(a) 受理（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指稱有人違反《私隱守則》的投訴；

(b) 如評議會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作為違反《私隱守則》，可主動進行調查；

(c) 將投訴轉交投訴委員會調查前嘗試進行調解；及

(d) 就指稱有人違反《私隱守則》的投訴作出裁決。

建議23

我們建議：

(a) 投訴委員會應該由五人組成，包括主席在內；

(b) 應該有三名投訴委員會的委員（包括主席）由公眾成員擔任；

(c) 投訴委員會可以委任其他人為投訴委員會委員，就一般的或個別的事宜提供意見，但這些委員對委員會席前審議的事宜沒有投票權；及

(d) 投訴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該定為四人，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應該各佔兩人。

建議24

我們建議投訴委員會在接獲投訴後應該：

(a) 給予各方合理的機會作出陳述；

(b) 考慮各方親自作出的或由代表作出的陳述；

(c) 考慮其收取並認為與該投訴有關的證據，不論該證據是否代投訴人提出的；及

(d) 就有否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向評議會提供意見；如果認為有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便向評議會作出建議，由評議會就投訴作出裁決。

8.54
我們決定評議會和投訴委員會應該可以收取與投訴有關的證據，即使有關證據在法律上是不可被接納為證據的亦然。《證據條例》（第8章）的條文和任何其他關於證據的可接納性的法律規則，均不應適用於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席前所進行的程序。

8.55
評議會和投訴委員會應可向其認為適當的人索取資料、文件或任何物品，並進行它們認為適當的調查。然而，不應強制任何人或團體向評議會提供資料。投訴案中的各方可按其意願協助評議會進行調查。

8.56
由於有關程序應該不拘形式，所以我們認為除非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不應由律師代表當事人出席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舉行的任何聆訊。

8.57
衹要各方當事人都有機會作出陳述，而且處理投訴的程序對各方當事人都是公平的，評議會便沒有需要舉行聆訊，亦不用給任何人享有向評議會陳詞的權利。由評議會舉行的任何聆訊均毋須公開進行。

建議25
我們建議：

(a) 《證據條例》（第8章）的條文及任何其他關於證據的可接納性的法律規則，均不應適用於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席前所進行的程序；

(b) 評議會和投訴委員會可向其認為適當的人索取資料、文件或任何物品，並進行它們認為適當的調查；及
(c) 除非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各方當事人不應由律師代表出席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所舉行的聆訊。

建議26
我們建議評議會在下列情況可以決定不展開或不繼續調查投訴：

(a) 投訴的行為微不足道；

(b) 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

(c) 有關投訴或一項在性質上大體與其相若的投訴已在先前引發一次調查，而評議會在進行該次先前的調查後認為沒有違反《私隱守則》的情況；或
(d) 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恰當的。

建議27
我們建議任何人不得針對不展開或不繼續進行調查的決定提出上訴。評議會如決定不展開或不繼續進行調查，應將其決定及理由通知投訴人。

8.58
我們決定即使投訴人撤回投訴，衹要調查該投訴有公眾利益理由支持，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是應該可以酌情決定是否展開或繼續進行調查。有需要授予評議會這項酌情權，是因為投訴人可能因受到違規報章或雜誌施壓或利誘而撤回投訴，但評議會卻認為由於投訴個案涉及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故此讓評議會可以繼續調查是妥當的安排。我們預期如果將投訴人的身分保密是符合他的利益，評議會是會作出保密安排。

建議28
我們建議儘管投訴人已撤回投訴，但評議會仍可展開或繼續調查該投訴，惟該項調查必須能夠以公眾利益作為支持理據。

放棄法律權利

8.59
有人認為，由於有些投訴人可以循法院訴訟程序向有關報章或雜誌索取補救，所以除非投訴人已簽署同意放棄就招致投訴的事情採取法律行動的棄權書，否則評議會不應作出裁決。

8.60
英國的楊格委員會和報業評議會均贊同採取上述安排。他們指出，如果投訴人不簽署棄權書：

· 報刊便可能在處理投訴的過程中拒絕合作，因為有關程序會披露他們在法律訴訟中所可能提出的抗辯理由；

· 投訴人可能利用報業評議會作為在提起法律訴訟前刺探對方虛實的工具；

· 投訴人勝訴的結果可能成為提起訴訟的佐證；

· 投訴過程會更加冗長、出現法律上的爭拗、和費用高昂；及

· 報刊和編輯將需要就同一套事實作出兩次抗辯，以致因同一作為而需要面對兩次敗訴的風險。

8.61
然而，加爾吉委員會指出這種觀點已不合時宜，因為現代解決糾紛的方式，是趨向藉披露自己的理據以求盡早了結糾紛和節省費用。如果某報章有合理的辯護理據，投訴人便可能會撤回投訴。如果報章持有的理據不充分，它便會同意早日和解。

8.62
我們認為，規定私隱受報刊侵犯的受害人必須在向評議會投訴與向法院提起訴訟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是對受害人不公平的。除非評議會有權判給賠償或發出禁制令，否則不應將簽署棄權書定為評議會調查投訴的先決條件。

建議29

我們建議評議會不應要求投訴人先簽署同意放棄就招致投訴的事情採取法律行動的棄權書才調查其投訴。

評議會的權力

建議30
我們建議評議會就投訴作出裁決後可以：

(a) 宣布有關報章或雜誌違反《私隱守則》；

(b) 譴責該報章或雜誌；

(c) 要求該報章或雜誌：

(i) 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道歉啟事，並指定有關道歉啟事的形式、內容和版位；

(ii) 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更正啟事，並指定有關更正啟事的形式、內容和版位；

(iii) 以評議會所指定的方式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下列事項：

(1) 投訴摘要；

(2) 評議會對有關投訴的裁決或其摘要；

(3) 評議會就有關投訴所作的決定；

(4) 評議會對有關投訴的任何評析或其摘要；

(d) 在香港流通的一份或以上報章或雜誌上刊登上述(c)(iii)段所載述的事宜。

8.63
有需要授權評議會在香港的報刊刊登其調查結果，是因為違規的報刊可能拒絕遵從評議會的指令刊登有關資料。

賠償

8.64
我們決定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不應有權給予賠償，理由如下：

 (ht) 評議會的主要目的是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而不是賠償私隱受報刊侵犯的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衹有當有關報刊被裁定有侵權行為才可令報刊賠償受害人。若然評議會可給予賠償，其效果將會是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提議的侵權行為的範圍擴闊。

 (hu) 我們已建議不應要求投訴人簽署同意放棄就同一事項提起民事訴訟的棄權書。如果投訴人可藉向評議會投訴而索取賠償，同時又可以就侵權行為提起民事訴訟，有關的報章或雜誌便會因同一事情而需要面對兩次敗訴的風險。

 (hv) 並非是律師的評議會成員在制定賠償原則方面會有困難。儘管評議會成員可參照損害賠償法來制定有關原則，但箇中問題既複雜亦難於理解。

 (hw)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權藉向評議會投訴而申索賠償，評議會便不僅需要決定有沒有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還需要決定有關的違規行為有沒有傷害受害人；如確有造成傷害，又要研究如何評估賠償金額。由於評議會在解決上述問題時很可能需要律師和專家證人協助，所以投訴程序可能會因此而趨向規範化，所需時間更長，費用亦更高昂。

建議31
我們建議評議會不應有權判投訴人獲得賠償。

罰款

8.65
為了確保有關機制能夠有效地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應有權懲處違規的報刊。違規報刊所受到的制裁不應衹限於受到譴責和刊登裁決結果、道歉啟事和更正啟事。

8.66
根據《電視條例》（第52章）第37條，如果商營電視台不遵從廣管局所制定的任何業務守則，或不遵從廣管局根據該條例所發出的指示，廣管局便可以處以罰款。首次罰款不得超逾50,000元，第二次罰款不得超逾100,000元，而其後所判處的罰款不得超逾250,000元。
 上述罰則是於1988年訂定的。由於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非常豐厚，所以這些罰款額在一宗備受非議的個案裏曾被人批評為過低。

8.67
我們注意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的最高刑罰如下：

· 發布淫褻物品：可處罰款1,000,000元和監禁三年；

· 向青少年發布不雅物品：首次定罪，可處罰款400,000元及監禁12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800,000元及監禁12個月；

· 不遵照該條例第24(1)條所列出的規定而發布不雅物品：首次定罪，可處罰款400,000元和監禁12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800,000元及監禁12個月；

· 發布經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為第III類的物品：可處罰款1,000,000元和監禁三年。

8.68
與電台和電視台的廣播相比，印刷媒介的刊物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持久。在報刊上刊載的新聞故事是屬於永久的記錄。報刊可以存檔或攝製成縮微膠卷，供日後參考，而公眾人士如對關於某人的新聞感興趣，可以翻查當日的報刊，並隨意複印。此外，一份主流報章的讀者數目可能較電台或電視台受歡迎的節目的觀眾或聽眾為多。根據《1998年AC Nielsen香港媒介指標中期報告》，在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期間，《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每日讀者人數平均為2,100,000人和1,900,000人。

8.69
我們決定評議會應該有權在嚴重侵犯私隱的個案懲處罰款，藉此清楚向違規報刊表明，社會是不會姑息這些行為的。這樣亦可使市民相信花費精力投訴是值得的。為了能夠有效懲處和阻嚇違規報刊，最高罰款額應該定在較高水平。我們初步認為被裁定違規者最多可被處罰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後被裁定違規者最多可被處罰款1,000,000元，而第二次或其後施加的懲處是不受時間限制。我們歡迎各界人士就罰款額是否定得過高或過低提出意見。
 

8.70
我們知道這筆款額對於規模龐大的報刊而言是屬於小數目，但對於規模小的報刊而言卻是龐大的款額，然而，評議會衹會在銷量非常大的主流報章作出非常嚴重的違反《私隱守則》行為時才會處以最高罰款額。評議會將因應違規情節的嚴重程度而定出實際判處的罰款額，期間會特別顧及有關侵犯私隱行為所造成的傷害、冒犯程度或使受害人承受的風險，以及違規報刊作出這些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因此，如果評議會決定懲處違規報章繳交罰款，而該報章是一份銷量和影響力有限的小報，實際被罰的款額便會很少。

8.71
為確保各方當事人都獲得公平對待，當評議會認為有需要考慮應否以罰款作為制裁時，可以考慮讓各方當事人由律師代表。就罰款而言，我們認為評議會與法院一樣，知道如何釐定某宗個案的罰款額。

建議32
我們建議評議會可向被裁定嚴重違反《私隱守則》的報章或雜誌處以罰款。首次被裁定違反守則者最多可被處罰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後被裁定違反守則者，可被處罰款1,000,000元。

8.72
有人提議評議會就某宗投訴作出裁決前，應該可以發出臨時強制令，令某報章或雜誌在評議會公布其調查結果前，不得作出任何侵犯私隱的作為或再次刊登某圖片。我們同意，作風驕橫而且實力雄厚的報章可能會針對投訴人策動持續多日的侵擾行動或滋擾行動。然而，投訴人如發現其私生活再次受到干擾，可以再次向評議會投訴。每次侵犯都會視作一次新的違規行為，可由評議會跟進調查。評議會是可以針對違規報章或雜誌在一段期間內所犯的每一次違規行為處以罰款。如果報刊做出的行為情節較為嚴重，以致構成《纏擾行為諮詢文件》和《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所提議的構成騷擾、侵犯私隱或公開披露他人私隱的侵權行為，投訴人便可以藉提起民事訴訟程序取得禁制令。

強制執行裁決

8.73
另一個問題是有沒有需要讓評議會有權強制執行其裁決。英國的報業評議會否決了藉合約或司法途徑強制執行其裁決的提議，所持理由是這會從根本上改變了不拘形式的調查機制：

“〔英國報業評議會〕認為這種安排對於簡單、便捷和公平的投訴程序而言，既沒有需要亦不適宜。如果新聞工作者、編輯或東主有可能要遵守由法院發出的、令遵從報業評議會的裁決的命令，他們便相當可能堅持要得到法律制度在程序上所提供的保障。調查投訴的機制可能會因此而趨向規範化，而程序亦可能變得更冗長，出現更多法律上的爭拗，和費用更加昂貴，尤其是報業評議會將需要僱用職員執行強制程序。”

8.74
我們認為，除非有理由相信所有敗訴的報刊將會願意遵從評議會的規定，繳付罰款及／或刊登對其不利的裁決、道歉啟事或更正啟事，否則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所作出的一切決定，均應該可以針對不遵從規定的報刊強制執行。如果沒有任何強制執行的權力，自行其是的報刊可能會不遵守或蓄意違反《私隱守則》的規定，繼而多次拒絕遵從評議會的裁決，使評議會失去威信。

8.75
我們因此決定：(a)若某報章或雜誌因為嚴重違反《私隱守則》而被評議會懲處罰款，但卻沒有繳付罰款，有關罰款應可作為民事債項在法院追討；(b)若某報章或雜誌沒有遵照評議會的決定刊登道歉啟事、更正啟事或其他事項，評議會便應有權向該報章或雜誌懲處罰款。我們初步提議最高罰款額應該大約是500,000元。

建議33
我們建議：

(a) 不遵從評議會的規定刊登道歉啟事、更正啟事或其他事項的報刊可被處罰款；及

(b) 由評議會判處的罰款應可作為民事債項在法院追討。

上訴權

8.76
根據一般法律原則，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決定可在特殊情況下予以司法覆核。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單有司法覆核的程序可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的規定。公約第十四條就民事和刑事審訊程序提供多項保障，
 其中一項規定如下：“在判定時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我們初步認為，評議會的程序會涉及“刑事指控”和“在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理由如下：

 (hx) 違反《私隱守則》的糾紛涉及法律權利與義務，因為(i)由評議會作出的、對報刊不利的裁決，可經法院針對違規報刊強制執行；(ii)糾紛觸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私隱權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及(iii)評議會的決定可以影響報刊享有其財產的權利。

 (hy) 違反《私隱守則》或不遵從評議會的決定所受到的制裁具有阻嚇和懲罰作用。違規報章可以被判處的最高罰款額甚鉅，使我們建議的罰則擁有公約第十四條的意義下的刑事性質。這項罰則因此帶有懲罰意味，在性質上和所達致的後果兩方面都與刑事制裁相若。

8.77
雖然我們相信評議會可以符合“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的條件，但我們認為評議會舉行的聆訊不能符合第十四條所規定的“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的標準。一般而言，司法覆核的程序並不足夠，因為法庭進行司法覆核時，不會審議有關裁決的是非對錯，而衹限於檢討有關當局的作為是否不合法、不合理或不公平。

8.78
有三種方法可確保我們的建議符合公約第十四條的規定：

甲方案

評議會無權就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處以罰款。此外，由評議會作出的會影響被裁定違反《私隱守則》的報刊的所有決定不能依法強制執行。換言之，沒有刊登評議會指定的道歉啟事、更正啟事或其他事項的報刊，不會被處罰款，而任何由評議會判處的罰款均不得作為民事債項追討。

乙方案

評議會的決定受一個司法機構監督，而這個司法機構可提供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所有保障，並對有關個案的法理和事實擁有完全的司法管轄權，例如上訴法庭或行政上訴委員會便可以符合這些要求。衹要有關程序的最後階段符合第十四條的所有規定，評議會便無需進行公正和公開的聆訊。

丙方案

評議會的程序有第十四條所提供的所有保障。

8.79
鑑於沒有制裁權力的規管組織是不能有效規管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而丙方案又會令有關程序變得複雜和受到很多規則限制，所以我們認為乙方案較為可取，並決定任何人如因評議會的決定而受到委屈，可以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將上訴法庭納入投訴程序之內，可讓資深的法官發揮監督功能，而上訴法庭所作出的裁決，也可能發展成為一套原則，為報業和社會大眾提供指引。
建議34
我們建議任何人如因評議會的任何決定或因《私隱守則》所載的任何內容而受到委屈，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教育

8.80
報界和傳媒學者一直強調，為報業從業員和廣大市民推行傳媒教育，有助提高新聞媒體的專業操守、提高公眾探討傳媒操守的討論質素，以及令公眾更加認識到他們有免受傳媒侵犯的權利。我們認為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應該有責任(a)使公眾更加認識到他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可以享有的權利，即他們的私生活是受到保護，不容他人任意干涉；及(b)使報界更加認識到他們有義務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的規定行使《基本法》下的新聞自由權利，尤其是新聞界在行使新聞自由權利時有尊重別人的私隱權的義務。此外，評議會應該積極促進社會對《私隱守則》和投訴程序的認識和理解。由於評議會有責任不時檢討《私隱守則》，所以評議會應該有權委託他人研究與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有關的課題。

建議35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下列的職能和權力：

(a) 促進對評議會的《私隱守則》和投訴程序的認識和理解；

(b) 使社會大眾更加認識到他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可以享有私生活免被他人任意干涉的權利；
(c) 使報界更加認識到他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行使新聞自由權利時，有義務尊重他人的私隱權；

(d) 就《私隱守則》所產生的問題提供一般性的意見；及

(e) 委託他人研究與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有關的課題。
報告

8.81
雖然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應該獨立於政府以外，但它仍然應該向公眾交代其工作，尤其是如果評議會的經費是從公帑撥付，則更應該如此。

建議36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發表一份關於其工作情況的週年報告，並將之呈交立法會省覽。除了週年報告之外，評議會可發表定期報告，就評議會在報告所覆蓋的時間之內所處理的每宗個案，載列下列資料：

(a) 投訴的內容摘要和評議會所採取的行動；

(b) 假如評議會已就投訴作出裁決，摘要記述其調查結果和裁決內容；

(c) 假如評議會要求某報章或雜誌執行評議會所作出的決定，摘要記述該報章或雜誌所採取的行動；及

(d) 由評議會提出的其認為適宜提出的建議和意見。

彌償

8.82
我們決定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在行使其權力時應該可以免被起訴。就關於誹謗的法律而言，制定關於彌償的條文可使評議會和它所發表的任何陳述、報告和刊物享有特權。

建議37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

(b) 評議會的任何成員；

(c) 評議會的任何委員會的任何委員；及

(d) 評議會的任何僱員，

在行使有關法例所授予的權力或履行有關法例所委予的職能時真誠地作出的任何事情，均不會因該等作為而招致法律責任。

經費來源

8.83
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獲得保證可以得到充足的經費，是有關計劃能否成功推行的關鍵。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經費悉數由報業透過“報業標準財務委員會”(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撥付。該財務委員會負責向出版人按其營業額徵收款項。報刊投訴委員會的經費是由報業內的不同界別共同分擔的。這些界別指在全國發行的報章、在某區域或某地方發行的報章、免費報章、主要的蘇格蘭報章，以及雜誌。加爾吉這樣描述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與該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它的財政預算一直不曾受人質疑，其基礎在於報刊投訴委員會在所需開支上可以完全獨立自主，但必須令委員會信服其收入是用於徵收款項的目的。”

8.84
如果香港報界擔心由政府撥付評議會的經費會損害評議會的自主性，可由報業籌集評議會的經費。報業可以成立類似上述財務委員會的基金或信託基金，以確保評議會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使它得以成功運作。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報業評議會，大部分都是由報刊出版人協會及其他有參與自律機制的並與報業有關連的協會撥款資助。然而，由於香港有三份最暢銷的報章都不是香港報業公會的會員，所以要求報業公會承擔評議會的所有經費並不公允。

8.85
另一個方案是透過立法向報刊徵收款項作為經費。這個方案是有先例可援，例如電訊管理局的經費便是來自服務供應商的牌照費。各個服務供應商實際要繳付的款額，視乎其服務客戶的數目而定。就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而言，一個簡便的方法是在《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條）增加一項註冊條件，規定所有報刊必須支付適當款額的費用，以資助評議會的全數或部分開支，才可獲得註冊。各報刊所需要繳付的費用，可以利用根據該條例註冊的報章和雜誌的總銷量為基數，按個別報章或雜誌所攤佔的份額來釐定。由於公司的帳目可以被人巧妙地處理，所以適宜採用由外間的核數師查證的銷量數字作為釐定收費的基準，而不是採用公司帳目所示的年結利潤為基準。至於新註冊的報刊，可以規定它們開展業務時繳付一筆定額費用。

8.86
我們認為評議會的經費應該由報業撥款資助，而不是由普羅市民承擔，因為如果不是報刊作出這類活動，根本無需成立這樣的一個組織。所徵收的費用應該不會對報刊造成沉重的負擔，因為報業可以提高報刊的售價來收回有關費用。

8.87
假如有任何理由使向報刊徵收費用的方案不能付諸實行，成立和營運評議會的經費可由政府從立法會撥作此用途的撥款中支付。

建議38
我們建議應該立法向所有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註冊的報章和雜誌徵收款項來資助評議會的經費。個別報章和雜誌所需要繳付的款額，應該以根據該條例註冊的報章和雜誌的總銷量為基數，按有關報章或雜誌所攤佔的份額來釐定。

行政支援

建議39
我們建議應該撥款予評議會以委任或聘任一名行政主管和其他為有效率地執行職務所需的人手。此外，評議會應該可以聘請技術或專業顧問，以協助評議會履行其職責。衹要撥款組織核准，評議會可以自行決定聘請或僱用任何人的酬金和僱用條件。

8.88
作為臨時措施，可從政府或立法會秘書處借調人手擔任評議會的首任秘書，任期為六個月。其主要職責是為評議會主席和其他成員提供行政服務，尤其是籌設辦事處和招聘支援人員的工作。

結語

8.89
我們重申，新聞自由不會單因為出版人不得在沒有充分理由下侵犯他人私隱而受到損害。相反，我們的建議將會：

· 使人更加尊重新聞自由；

· 使新聞工作者更加有責任感；

· 鼓勵傳媒反省其道德觀念；

· 鼓勵新聞工作者更加專業化；

· 促使新聞工作者與公眾就何謂負責任的新聞工作進行對話；及

· 保護編輯和新聞工作者免受違反專業操守的指令困擾。

這些建議落實後，可使公眾更加瞭解傳媒是關注和重視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而新聞工作者將會更加謹慎處理涉及傳媒道德的潛在問題，社會人士也會更加尊重這個行業。

8.90
我們深信我們的建議：

· 不會損害發表意見自由的價值和功用；

· 不會不合理地妨礙言論自由；

· 不會使人行使言論自由時有所忌憚；

· 不會限制新聞界在代表公眾監察政府這方面所享有的自由；

· 不會損害新聞工作者調查公眾關注的事項的自主權；

· 不會阻止新聞工作者參與討論時事；

· 不會使編輯將涉及公眾利益的新聞扣發不予報道；

· 不會讓政府行使任何權力達致不正當的目的；

· 不會給政府提供一種可以干預新聞界內部運作的工具；

· 不會引致新聞審查；

· 不會破壞或逐漸損害報業的運作；及

· 不會削弱新聞界履行它們在《基本法》下的職責的能力。

第9章
各項建議總覽

建議1

我們建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一套關於為新聞工作目的而收集或使用個人資料的實務守則，給出版人、廣播機構、新聞工作者、互聯網使用者和其他公眾人士提供實用的指引。（第5章）
建議2
我們建議廣播事務管理局在關於節目標準的業務守則內加入與下列事項有關的條文：(a)在香港播放的節目內出現的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和(b)與供該等節目播放的資料的搜集有關的不當的侵犯私隱行為。（第6章）
建議3
我們建議廣播事務管理局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草擬有關的私隱條文時，應顧及德國報業評議會發出的《報業守則》、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核准的《作業守則》、英國廣播標準委員會採用的《關於公平和私隱的守則》、英國廣播公司發出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及其他司法管轄區採用的行為守則。（第6章）

建議4
我們建議應該立法成立一個名為“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獨立組織（下稱“評議會”），以處理由公眾人士作出的涉及報界違反一套與私隱有關的報業守則（下稱“《私隱守則》”）的投訴。（第7章）

建議5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管轄範圍應該包括所有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註冊的報章和雜誌。（第8章）
建議6
我們建議報刊東主、出版人和編輯應該為他們的報刊或職員所作出的違反《私隱守則》行為負責。（第8章）
建議7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應該由一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委出。（第8章）
建議8
我們建議行政長官在諮詢新聞界意見之後，邀請一名獨立人士委出該個獨立的“委任委員會”的委員。該名獨立人士應該是社會上德高望重的人。（第8章）
建議9
我們建議：

(a) “委任委員會”應由三人組成，其中一人為主席；

(b) 任何不符合出任評議會成員的資格的人，或與新聞工作或教授新聞學有關連的人，均應沒有資格被委任為“委任委員會”的委員；

(c) “委任委員會”的委員的任期應為三年；

(d) 就《防止賄賂條例》（第201條）而言，“委任委員會”的委員應視作該條例第2條所指的公職人員；

(e) “委任委員會”應獲准自行規管其作業程序；

(f) “委任委員會”在委出評議會成員前必須進行廣泛諮詢；及

(g) “委任委員會”可透過一名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該名公職人員應處理一切為落實委員會的決定而需要處理的事務，並應獲編配他需要的人手。（第8章）
建議10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不應少於12名亦不應多於20名在獲委任為成員時已通常居於香港最少七年的人。（第8章）
建議11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應該由“委任委員會”直接委任。（第8章）

建議12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的成員（主席除外）有半數應來自公眾人士（名為公眾成員），其餘半數則應來自報業（名為報業成員）；

(b) 評議會主席應由公眾成員擔任；

(c) 評議會主席應由“委任委員會”委任；及

(d) 應該委任一名已退休的法官或一名有最少七年法律工作經驗的資深律師擔任評議會主席。（第8章）
建議13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的報業成員應該有從事新聞工作或教授新聞學的經驗；

(b) 任何個人、團體和組織，不論是否與報業有關連，均應該有權就報業成員的人選作出提名；及

(c) 報業成員應該以個人身分投票，而不是以提名他們的團體或組織的代表的身分投票。（第8章）
建議14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公眾成員在接受委任為評議會成員之前的三年內，不得從事出版報章或雜誌的業務，或與該等業務有關連。（第8章）
建議15
我們建議指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為評議會的當然成員，並將他當作評議會的公眾成員計算。（第8章）
建議16
我們建議有關法例應載有關於喪失獲委任為評議會成員的資格的條文。（第8章）
建議17
我們建議評議會的成員的任期應該定為三年，並應該可以連任。（第8章）
建議18
我們建議一名評議會成員如沒有或喪失獲委任為評議會的公眾成員或報業成員的資格，或不能履行公眾成員或報業成員的職責，便應該將他免職。（第8章）
建議19
我們建議除了應該規定評議會會議必須由公眾成員主持，以及規定評議會有義務確保投訴程序對各方當事人都公平外，應該容許評議會自行規管其作業程序。（第8章）
建議20
我們建議應該制定條文規定評議會成員在指定情況下必須申報利益。（第8章）
建議21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權擬定和檢討一套與私隱有關的行為守則（下稱“《私隱守則》”）。（第8章）
建議22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下列權力：

(a) 受理（包括由第三者作出的）指稱有人違反《私隱守則》的投訴；

(b) 如評議會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作為違反《私隱守則》，可主動進行調查；

(c) 將投訴轉交投訴委員會調查前嘗試進行調解；及

(d) 就指稱有人違反《私隱守則》的投訴作出裁決。（第8章）
建議23
我們建議：

(a) 投訴委員會應該由五人組成，包括主席在內；

(b) 應該有三名投訴委員會的委員（包括主席）由公眾成員擔任；

(c) 投訴委員會可以委任其他人為投訴委員會委員，就一般的或個別的事宜提供意見，但這些委員對委員會席前審議的事宜沒有投票權；及

(d) 投訴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該定為四人，報業成員和公眾成員應該各佔兩人。（第8章）
建議24
我們建議投訴委員會在接獲投訴後應該：

(a) 給予各方合理的機會作出陳述；

(b) 考慮各方親自作出的或由代表作出的陳述；

(c) 考慮其收取並認為與該投訴有關的證據，不論該證據是否代投訴人提出的；及

(d) 就有否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向評議會提供意見；如果認為有違反《私隱守則》的行為，便向評議會作出建議，由評議會就投訴作出裁決。（第8章）
建議25
我們建議：

(a) 《證據條例》（第8章）的條文及任何其他關於證據的可接納性的法律規則，均不應適用於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席前所進行的程序；

(b) 評議會和投訴委員會可向其認為適當的人索取資料、文件或任何物品，並進行它們認為適當的調查；及
(c) 除非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各方當事人不應由律師代表出席評議會或投訴委員會所舉行的聆訊。（第8章）
建議26
我們建議評議會在下列情況可以決定不展開或不繼續調查投訴：

(a) 投訴的行為微不足道；

(b) 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

(c) 有關投訴或一項在性質上大體與其相若的投訴已在先前引發一次調查，而評議會在進行該次先前的調查後認為沒有違反《私隱守則》的情況；或
(d) 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恰當的。（第8章）
建議27
我們建議任何人不得針對不展開或不繼續進行調查的決定提出上訴。評議會如決定不展開或不繼續進行調查，應將其決定及理由通知投訴人。（第8章）
建議28
我們建議儘管投訴人已撤回投訴，但評議會仍可展開或繼續調查該投訴，惟該項調查必須能夠以公眾利益作為支持理據。（第8章）
建議29
我們建議評議會不應要求投訴人先簽署同意放棄就招致投訴的事情採取法律行動的棄權書才調查其投訴。（第8章）
建議30
我們建議評議會就投訴作出裁決後可以：

(a) 宣布有關報章或雜誌違反《私隱守則》；

(b) 譴責該報章或雜誌；

(c) 要求該報章或雜誌：

(i) 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道歉啟事，並指定有關道歉啟事的形式、內容和版位；

(ii) 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更正啟事，並指定有關更正啟事的形式、內容和版位；

(iii) 以評議會所指定的方式刊登一次或超過一次下列事項：

(1) 投訴摘要；

(2) 評議會對有關投訴的裁決或其摘要；

(3) 評議會就有關投訴所作的決定；

(4) 評議會對有關投訴的任何評析或其摘要；

(d) 在香港流通的一份或以上報章或雜誌上刊登上述(c)(iii)段所載述的事宜。（第8章）
建議31
我們建議評議會不應有權判投訴人獲得賠償。（第8章）
建議32
我們建議評議會可向被裁定嚴重違反《私隱守則》的報章或雜誌處以罰款。首次被裁定違反守則者最多可被處罰款500,000元；第二次或其後被裁定違反守則者，可被處罰款1,000,000元。（第8章）
建議33
我們建議：

(a) 不遵從評議會的規定刊登道歉啟事、更正啟事或其他事項的報刊可被處罰款；及

(b) 由評議會判處的罰款應可作為民事債項在法院追討。（第8章）
建議34
我們建議任何人如因評議會的任何決定或因《私隱守則》所載的任何內容而受到委屈，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第8章）
建議35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有下列的職能和權力：

(a) 促進對評議會的《私隱守則》和投訴程序的認識和理解；

(b) 使社會大眾更加認識到他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可以享有私生活免被他人任意干涉的權利；

(c) 使報界更加認識到他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行使新聞自由權利時，有義務尊重他人的私隱權；

(d) 就《私隱守則》所產生的問題提供一般性的意見；及

(e) 委託他人研究與報界的侵犯私隱行為有關的課題。（第8章）
建議36
我們建議評議會應該發表一份關於其工作情況的週年報告，並將之呈交立法會省覽。除了週年報告之外，評議會可發表定期報告，就評議會在報告所覆蓋的時間之內所處理的每宗個案，載列下列資料：

(a) 投訴的內容摘要和評議會所採取的行動；

(b) 假如評議會已就投訴作出裁決，摘要記述其調查結果和裁決內容；

(c) 假如評議會要求某報章或雜誌執行評議會所作出的決定，摘要記述該報章或雜誌所採取的行動；及

(d) 由評議會提出的其認為適宜提出的建議和意見。（第8章）
建議37
我們建議：

(a) 評議會；

(b) 評議會的任何成員；

(c) 評議會的任何委員會的任何委員；及

(d) 評議會的任何僱員，

在行使有關法例所授予的權力或履行有關法例所委予的職能時真誠地作出的任何事情，均不會因該等作為而招致法律責任。（第8章）
建議38
我們建議應該立法向所有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註冊的報章和雜誌徵收款項來資助評議會的經費。個別報章和雜誌所需要繳付的款額，應該以根據該條例註冊的報章和雜誌的總銷量為基數，按有關報章或雜誌所攤佔的份額來釐定。（第8章）
建議39
我們建議應該撥款予評議會以委任或聘任一名行政主管和其他為有效率地執行職務所需的人手。此外，評議會應該可以聘請技術或專業顧問，以協助評議會履行其職責。衹要撥款組織核准，評議會可以自行決定聘請或僱用任何人的酬金和僱用條件。（第8章）
附件1
香港記者協會的《專業守則》
1. 新聞工作者有責任維持最高的專業及操守標準。
2. 新聞工作者無論何時均應維護媒介自由採集消息、發表評論和批評的原則，並應致力消除扭曲、壓制及審查的情況。
3. 新聞工作者應致力確保所傳播的消息做到公平和準確，並應避免把評論和猜測當作事實，以及避免因扭曲、偏選或錯誤引述而造成虛假。
4. 新聞工作者應盡速糾正任何構成損害的不確報導，並確保更正和道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在事件有一定的重要性時，應讓受批評者有回應的權利。
5. 新聞工作者應以正直的手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圖。只有在公眾利益凌駕一切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其他手段，而新聞工作者有權基於個人良知反對使用該等手段。
6. 新聞工作者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7. 新聞工作者應保護秘密的消息來源。
8. 新聞工作者不應接受賄賂或利誘，以致影響其履行專業職責。
9. 新聞工作者不應因為廣告或其他考慮而扭曲或壓制真相。
10. 新聞工作者不應成為鼓勵種族、膚色、信仰或性別歧視之類材料的始作俑者。
11. 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從履行職責中獲得的消息而在消息公佈前謀取私利。
附件2
台灣的《報業道德規範》（1992年）
1. 通則
1) 本規範根據中國新聞記者信條之基本原則訂定之。
2) 報業從業人員應認清新聞專業特性，以公眾利益為前提，不為追求某一群體或某一個人自私目的犧牲公眾權益。
3) 報紙刊登之內容應不違反善良風俗，危害社會秩序，或損害私人權益。
4) 新聞採訪應謹守公正立場，不介入新聞事件。新聞報導應力求確實、客觀與平衡。
5) 報業應尊重司法，避免影響法官之獨立審判。
6) 報紙刊登內容如有錯誤，應即主動更正，並作明確之說明。……
2. 新聞採訪
1) 新聞採訪應以正當手段為之，不得以恐嚇、誘騙或收買方式蒐集。
2) 拒絕接受新聞來源之餽贈、賄賂或不當招待。
3) 採訪醫院或災禍新聞，應尊重院方規定或獲得當事人同意，不得妨礙治療或救難措施，尤不得強迫攝影。
4) 採訪慶典、婚喪、會議、集會等新聞，應守秩序。
3. 新聞報導
1)
……
3) 除與公眾利益有關者外，不得報導個人私生活。
4) 檢舉、揭發或譴責私人或團體之新聞，應先查證屬實，並與公眾利益有關者始得報導；且應遵守平衡、明確之報導原則。……
4. 犯罪新聞
1)
……
3) 報導犯罪、色情及自殺新聞，不得詳述方法及細節。
4) 對未成年嫌犯或已定罪之未成年人，不得刊登其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認其身分之相關資料。
5) 一般強暴案件，不得報導；對嚴重影響社會安全或與重大刑案有關之強暴案，不得洩露被害人姓名、住址、或足以辨認其身分之相關資料。
6) 處理綁架劫持新聞應以被害人生命安全為首要考慮，在被害人脫險前，不得報導。
5. 新聞評論
1) 新聞評論應與新聞報導嚴格劃分，以免意見與事實混淆。
2) 新聞評論不得根據未證實之傳聞發表意見，臧否人物。
3) 新聞評論應力求公正，避免偏見與武斷。
4) 與公眾利益無關之個人私生活不得評論。……
7. 圖片
1) 不得以剪裁或其他方式偽造或竄改新聞照片。
2) 新聞照片之說明不得作無事實根據之暗示或影射。
3) 不得刊登恐佈、色情或猥褻之圖片。
4) 與公共利益無關之個人私生活照片，未經本人同意，不得刊登。
5) 未成年嫌犯、已定罪之未成年人、強暴等案件之受害人及秘密證人照片，不得刊登。……
附件3

英國報刊投訴委員會核准的《作業守則》



導言

報界所有成員均有責任維持最高的專業和道德標準。本守則訂定量度這些標準的尺度。它既保障個人的權利，也維護公眾的知情權。
報界已義無反顧地承諾會自律，而本守則正為自律制度奠下基礎。編輯和出版人除了必須確保其僱員嚴格遵守本守則之外，還必須確保任何給報刊撰稿的人同樣嚴格遵守本守則。
除了實踐共同信守的守則的字面意義之外，還應該切實貫徹它的精神，這點對守則的施行至為重要。不應偏狹地從字面解釋本守則，使尊重個人權利的承諾不能實現，亦不應過分寬鬆地解釋，以免妨礙符合公眾利益的資料發布。
編輯與報刊投訴委員會合作處理投訴時，有責任盡量迅速行事。
任何遭報刊投訴委員會根據下列任何條文作出批評的刊物，必須以適當顯著的篇幅把投訴委員會的裁決全文刊登。




1.
準確


(i)
報紙及期刊應注意不要刊登不準確、有誤導成分或失實的材料，包括照片。


(ii)
每當報刊認識到曾就某重要事項刊登不準確的資料、有誤導成分的聲明或失實的報道，便應盡快以適當顯著的篇幅作出更正。


(iii)
適當時必須刊登道歉啟事。


(iv)
報紙雖然有自由偏袒某一方，但必須清楚區別評論、臆測和事實。


(v)
報紙或期刊必須公正和準確地報道它是訴訟一方的誹謗案的結果。




2.
回應的機會


若然有合理的需要，報刊必須給予個人或機構一個公平的機會，就不準確的報道作出回應。




3.
私隱


(i)
每個人的私生活或家庭生活、家居、健康和書信都有獲得尊重的權利。如未取得當事人同意而侵擾他的私生活，有關刊物應提出充分理由支持它的做法。


(ii)
未取得當事人同意而使用遠攝鏡頭攝影機拍攝他們在私人地方的照片是不可以接受的。註釋 - 私人地方是指人們可享有合理的私隱期望的公共或私人物業。




4.
騷擾


(i)
新聞工作者和攝影師不得藉恐嚇、騷擾或不斷追纏的方式搜集或試圖搜集資料或照片。


(ii)
他們不得在未獲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拍攝身在私人物業內（物業的定義見第3條的註釋）的人的照片。若他們被要求停止致電、詢問、追纏或給當事人拍照，便不得堅持這樣做。若他們被要求離開當事人的物業，便不得繼續在該處逗留，更不得尾隨當事人。


(iii)
編輯必須確保為他們工作的人遵守這些規定，並不得刊登由其他人提供但不符合這些規定的材料。




5.
在當事人悲慟或震驚時侵擾他


如擬報道的事件有人悲慟或感到震驚，採訪和接觸當事人時應有同情心和言行謹慎。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報道，必須體恤當事人的境況，但此舉不應被理解為限制報道法庭案件的權利。




6.
兒童


(i)
青少年應可無拘無束地在免受不必要的侵擾的情況下完成學業。


(ii)
新聞工作者不得為了採訪關於未滿16歲的兒童或任何其他兒童的福利的新聞而訪問該兒童或給他拍照，除非有父母或負責教養他的其他成年人在場，或徵得父母或負責教養他的其他成年人同意，則作別論。


(iii)
新聞工作者在未徵得校方許可之前，不得接觸身處學校的學生或給他們拍照。


(iv)
不得付款給未成年人以換取關於兒童福利的材料，也不得付款給父母或監護人以換取關於他們的子女或受監護的人的材料，除非這樣做是明顯地符合有關兒童的利益，則作別論。


(v)
報刊必須有充分理由才可報道兒童的私生活，但有關理由不得與其父母或監護人的名聲、不名譽或地位有關。




7.
牽涉入性罪行案件的兒童


(a)
即使法律沒有禁止，報刊也不得披露牽涉入性罪行案件的未滿16歲兒童的身分，不論他們是受害人還是證人。


(b)
報刊報道一宗兒童是受害者的性罪行案件時 －



(i)
不得披露有關兒童的身分。



(ii)
可以披露有關成年人的身分。



(iii)
如亂倫案中受害兒童的身分可能被辨認出，便不得使用“亂倫”一詞。



(iv)
必須注意報道內容不得就被告人與有關兒童的關係作出任何暗示。




8.
監聽儀器


新聞工作者不得使用隱蔽監聽儀器或以截聽私人電話談話的方式搜集材料，或將藉上述手段搜集得來的材料刊登。




9.
醫院


(i)
在醫院或同類機構採訪的新聞工作者或攝影師，應向負責的行政人員表明身分，並在進入非公共地方前取得許可。


(ii)
限制侵擾私生活的條文，尤其適用於採訪身在醫院或同類機構的人。




10.
無辜的親友


報刊在徵得被定罪或被控犯某罪行的人的親友同意之前，必須避免透露這些親友的身分。




11.
虛假陳述


(i)
新聞工作者一般不得透過虛假陳述或詭計來搜集或試圖搜集資料或圖片。


(ii)
文件或照片只應在獲得物主的同意下才可拿走。


(iii)
除非是為了公眾利益，而有關材料不能以其他方法獲得，否則沒有充分理由使用詭計搜集材料。




12.
性侵犯案中的受害者


報刊不得披露性侵犯案中受害者的身分，或刊登相當可能使他們的身分被辨認出來的資料，除非報刊有充分理由這樣做，以及在法律上有自由這樣做，則作別論。




13.
歧視


(i)
報刊在提述某人的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性傾向，或提述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病症或殘障時，必須避免採用帶有偏見或貶意的用語。


(ii)
報刊必須避免報道某人的種族、膚色、宗教、性傾向、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病症或殘障的詳情，除非它們與有關報道有直接關係，則作別論。




14.
財經新聞


……




15.
機密的消息來源


新聞工作者有道義責任把機密的消息來源保密。




16.
以金錢獲得資料撰寫文章


(i)
除非有關材料基於公眾利益是應該刊登的，並有凌駕一切的需要付款或承諾付款使有關材料得以刊登，否則，不得直接或經代理人向進行中的刑事法律程序的證人或準證人支付款項或提議支付款項以換取新聞故事或資料。新聞工作者必須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步驟確保沒有任何金錢交易會影響這些證人所提供的證據。

（編輯在授權付款時必須準備提供證據，證明事件涉及一項正當的公眾利益，而公眾是有權知道有關新聞的。……）




(ii)
除非有關材料基於公眾利益是應該刊登的，並有需要付款使有關材料得以刊登，否則，不得直接或經代理人向被定罪的罪犯、已認罪的罪犯或與他們有關連的人士（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支付款項或提議支付款項以換取新聞故事、照片或資料。




公眾利益

只要證明是符合公眾利益，第3、4、6、8、9、10、11及16條可以有例外情況。





1.
公眾利益包括：(i)偵查或揭露罪行或嚴重的不端行為；(ii)保障公共衛生和安全；及(iii)避免公眾被某人或某機構的一些聲明或行動誤導。


2.
如報刊以符合公眾利益作為理由，報刊投訴委員會將要求有關編輯提供詳盡的解釋，證明有關做法如何符合公眾利益。


3.
遇上涉及兒童的個案，編輯必須證明有一項非常特殊的公眾利益，其重要性尤甚於本應屬於首要考慮因素的兒童利益。

� 	該委員會委出的一個小組在1947年發表了一份名為 《自由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報告書。報告書分析了社會需要有社會責任感的新聞界，並確立了傳媒的五項責任︰(a) 把每一天所發生的事情以真實、全面和使人易於理解的方式把其意義表達出來；(b) 提供一條發表意見和批評的途徑；(c) 反映社會上不同組別人士的意見；(d) 承擔“表述和釐清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的責任；及(e) 讓人可以全面獲得“每一天的資訊”。


� 	At <http://www.presscouncil.org.au/pcsite/wapc/const.html>(18.1.99).該協會在1998年有17名會員。


�	J M Chan, P S N Lee & C C Lee,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6年），第5章。


� 	《民意快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99年4月19日號外版）。


� 	J M Chan, Y K So & C C Lee, “Surve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ong Kong Media after the Handover”, Jan 1999.


� 	《信報財經新聞》（1999年3月18日），第10頁；引述由A C Nielsen編訂的1998年傳媒指標。


� 	Louis A Day, Ethic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 – Cases and Controveries (Wadsworth Publishing, 2nd edn, 1997), p 36, quoting J Pulitzer, “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8, May 1904, p 658.


� 	《英文虎報》（1997年9月2日）。


� 	Reproduced in Louis A Day, above, Appendix 2.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Many Voices One World (Chairman: Sean MacBride SC) (UNESCO, 1980), paras 38 - 43.


� 	行政長官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三十一屆年會的演辭，1998年11月23日。隨報章報道靈糧堂幼稚園兩間分校和稅務局局長的關係，有319名家長於1999年6月在報章發表了一份聯署聲明，呼籲傳媒重視新聞專業道德和社會責任。聲明內容如下︰“1)部分傳媒近年來為了追求銷量，將未經證實的消息加以渲染，用「嫌疑」、「懷疑」等字眼隨便作出結論和人身攻擊，並且隨意牽連無辜。這種「輿論傷人」的不正之風，不單對有關人士和機構的聲譽造成傷害，也侵犯了人權的尊嚴，損害了社會的道德文化。2)有些傳媒更經常渲染色情暴力、譁眾取寵、製造新聞、醜化當事人……。凡此種種，都對我們的下一代產生無可估計的壞影響，愈來愈多家長都有強烈的不滿。我們呼籲傳媒界自律，要求它們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要重視新聞專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否則失去了公信力，最終亦會失去了讀者。”見“一群家長對有關靈糧堂幼稚園的報導的聲明及對香港傳媒界的呼籲”，《明報》（1999年6月30日），第B12頁。


� 	第7條第3段。扼要而言，該條規定在1991年6月8日以後通過的法例對各項權利和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均不應違反該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


� 	《聯合聲明》附件一，§十三，第1段。


�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 HCMP 407/1998, at 59.


� 	SR 457 para 24.


� 	Dominic McGoldrick,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461.


� 	M J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eparatoires" of the ICCP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 386.


� 	總體意見10/19（1983年7月27日），第2段。


� 	K J Partsch,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Freedoms", in L Henkin (ed),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 The ICCPR (1981), p 210.


� 	M Nowak, UN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CCPR Commentary (Strasbourg: N P Engel, 1993), 349.


� 	魯瓦克上述著作第345頁。


� 	一名成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說：“審查言論的制度，與提醒新聞工作者在行使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時所負有的義務和責任及可能受到的限制，實在有天淵之別。”見M J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eparatoires" of the ICCP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第398-399頁。


� 	魯瓦克上述著作第3651-2頁。


� 	Hertzberg v Finland, Doc A/37/40, p 161, para 10.4.


� 	魯瓦克上述著作第354頁。P van Dijk及G J H van Hoof均認為如遇上有需要保障個人私隱，則條約中的“保護其他人的名譽或權利”這項限制便會用得：P van Dijk暨G J 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eventer-Boston: Kluwer Law & Taxation Publishers, 2nd edn, 1990)，第423頁。


� 	Dudgenon v UK (1981) 4 EHRR 149, para 47.


� 	X v Sweden, CD, vol 7, p 18.


� 	Lingens v Austria (1986) 8 EHRR 407, 418.


� 	Prager and Obershlick v Austria (1995) 21 EHRR 1, 21.


� 	D J Harris, M O'Boyle & C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Butterworths, 1995), at 414.


� 	Prager and Obershlick v Austria (1995) 21 EHRR 1, at 21.


� 	出處同上，第19-20頁。雖然歐洲人權法庭裁定新聞界有責任傳送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的消息與思想，但新聞界所負的“特殊責任”亦曾在Handyside v UK (1976) 1 EHRR 737一案中被用作有理由禁止發表某消息的額外論據。


� 	R v Central Television Plc [1994] Fam 192, at 203.


� 	《歐洲人權公約》第8(2)及10(2)條。


� 	J Craig & N Nolte, "Privacy and Free Speech in Germany and Canada: Lessons for an English Privacy Tort", [1998] EHRLR Issue 2, p 162, at 163-165.


� 	Barthold v Germany (1985) 7 EHRR 383, para 55.


� 	Barfod v Denmark (1989) 13 EHRR 493 at 499.


� 	Markt Intern and Beermann v Germany (1987) 11 EHRR 212 at 234 （歐洲人權委員會的裁決）。


� 	Markt Intern and Beermann v Germany (1989) 12 EHRR 161 at 175 （歐洲人權法庭的裁決）。


�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375 (1927).


� 	New York Times Co v US , 403 US 713 at 717 (1971).


� 	16A Am Jur 2d, Constitutional Law, § 491（略去附註）。


� 	16A Am Jur 2d, Constitutional Law, § 491.


� 	L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2nd edn, 1988), § 12-2.


� 	Associated Press v NLRB, 301 US 103, 132-133, 81 L Ed 953 (1937).


� 	Chronicle & Gazette Publishing Co Inc, 168 ALR 879, 884.


� 	58 Am Jur 2d, Newspapers, § 19 & § 20.


� 	58 Am Jur 2d, Newspapers, § 26. 美國最高法院並不接納發布真實消息的人永遠不能在符合第一修訂案的情況下被懲罰這一說法：The Florida Star v BJF 491 US 524, 105 L Ed 2d 443 (1989)。


� 	R Wacks, Privacy and Press Freedom (London: Blackstone Press, 1995), pp 21-22.


� 	T I Emerson , "The Right of Privacy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1979) 14 Harvard Civil Rights - Civil Libs Law Rev 329, 331.


� 	R Wacks, “Privacy in Cyberspace: Personal Information, Free Speech, and the Internet” in P Birks (ed), Privacy and Loyalt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


� 	關於何謂言論自由的概括說明，見F Schauer，Free Speech: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E Barendt,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第11及190頁（其結論是“以言論自由的原則來應付私隱訴訟，其支持理由十分薄弱，即使有關的披露是真確的亦然。”）。


� 	E Barendt, above, 189. See M B Nimmer, "The Right to Speak from Times to Time: First Amendment Theory Applied to Libel and Misapplied to Privacy" (1968) 56 Cal LR 935.


� 	F Schauer,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Truth" (1991) 41 Case Western Reserve LR 699, 707-711.


� 	E Paton-Simpson, "Human Interests: Privacy and Free Speech in the Balance" (1995) 16 New Zealand Universities L R 225, 237.


� 	A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7) 34. 亦見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第448 及449-450頁。


� 	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455.


� 	R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1980) 89 Yale LJ 421, 456.


� 	R Gavison, "Too Early for a Requiemm: Warren and Brandeis Were Right on Privacy vs. Free Speech" (1992) 43 S Carolina L Rev 437 at 469.


� 	E Paton-Simpson , above, 234.


� 	T I Emerson, 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6-7.


� 	Z Chafee Jr, Gover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1947) at 34-35; 在David Lange的"The Speech and Press Clauses" (1975) 23 UCLA Law Rev 77 附註4中載述。


� 	E Barendt, "Inaugural Lecture - Press and Broadcasting Freedom: Does Anyone have any Rights to Free Speech?" [1991] Current Legal Problems 63, at 79.


� 	P Stewart, "Or of the Press", (1975) 26 Hastings LJ 631.


� 	E Baker, Human Liber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 11.


� 	Castells v Spain (1992) 14 EHRR 445 at 476.


� 	V Blasi, "The Checking Value i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runal (1977), No 3, p 521.


� 	Mills v Alabama, 384 US 214, 219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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